


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立；延河、南川河，两河交汇。延安就处在这三山夹两河之地，偪仄的地理条

件，从未能桎梏延安千磨万击的坚劲和光辉。

溯时光之流而上，穿行到 4000多年前，延安芦山峁烧制陶器的烈焰点亮了龙山文明之光。先民披荆斩棘，与狼

虫虎豹、风霜雨雪不屈抗争，烧制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建筑材料筒瓦、板瓦，住进了保暖坚固的瓦房，创造了中华文明

史上最早的“宫城”式建筑，打磨出了各种精美玉器。

延安，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地，被誉为“三秦锁匙，五路襟喉”，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在鼓角争鸣、刀

光剑影中，华夏民族顽强生存、繁衍生息。

大约 3300年前，延安属鬼方之域。商帝武丁发动大规模讨伐鬼方的战争，《周易·既济》载，“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

战国时，延安大部分属魏国。秦惠文王十年，延安始属秦。富县车路梁，仍存千里秦直道遗址中最为大气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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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千磨万击还坚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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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段。有人说，如果万里长城是防御的盾，秦直道则是帝国出

击的矛，都是秦汉时期守卫安定繁荣的国之利器。

三国时，延安曾为羌胡所据。北魏时，延安又屡遭柔然族侵

犯，巾帼英雄花木兰替父从军。今天的万花山木兰墓，仍吸引无

数人到访祭拜。唐代，安史之乱后，杜甫携子挈妇艰辛跋涉来到

延安羌村落户，留下了《羌村三首》《北征》《避地》等忧国忧民的诗

篇，后人将他走过的这道川改名“杜甫川”，在七里铺他枕鞋夜息

处修建了杜公祠。

北宋时，西夏铁骑刀剑奔袭而来，范仲淹请缨镇守延安。延

安人民与将士们一道冲向抗击西夏的一线，在群山万壑间，挥戈

奋战，埋葬了元昊的迷梦。气韵沉雄、哀而成壮的《渔家傲·秋思》

正写于此时：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

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

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1937年 1月，延安迎来了中共中央机关。军爱民，民拥军，军

民团结一家亲，同心同德打敌人。无论是遭受日本侵略者军机的

狂轰滥炸、疯狂“扫荡”，还是面对国民党企图困死延安军民的经

济封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延安没有气馁。不屈的延安军民边

打仗边生产，开展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那时，延安能听到隆隆的炮声，也能听到嘹亮的歌声。桥儿

沟鲁艺，培养了大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创作出鼓舞士气的《黄河大

合唱》《兄妹开荒》《白毛女》《南泥湾》等优秀作品，成为发展党的

文艺事业的坚强堡垒。毛主席在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的灯火下

创作了《论持久战》《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组织起来》《为

人民服务》《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中央在

延安的 13年，是毛泽东思想逐步走向丰富和成熟的关键时期，

《毛泽东选集》收录的 159篇重要著作中，成文于延安时期共有

112篇。

宝塔山上，日本工农学校闪耀着共产党人以战止戈、以国际道义实现和平正义的光辉。清凉山上，中央印刷厂、新

华广播电台、新华通讯总社、解放日报社、新华书店，记录并传播了延河畔老一辈革命者的拼搏与豪迈，留下光照千秋的

延安精神。延安时期的清凉山被称为“新闻山”，成为延安的象征之一。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胜利召开，首次将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陈毅的《咏“七大”开幕》云：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做主，万众瞩目清凉山。

一片黄土地，两代领航人。“陕西是根，延安是魂。”从“让乡亲们饱餐一顿肉，并且经常吃上肉”到“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为人民做实事”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

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的历史时期不断丰富、不断发扬光大，激发着中华儿女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

伟大的心灵让古老而沉默的大地熠熠生辉。静谧的夜里，站在这方热土，你能感受到每一阵风里涌动着历史激荡

的回音。延安，培育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奋进之魂，延安精神，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击楫中流！

加路：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作家协会主席、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祁小军：陕西省延安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枣园革命旧址内五位书记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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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要素流空间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网络
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 王启松 陈刚 郑满茵

摘要：“流空间”作为城市群跨界融合发展的重要作用机制，与行政边界所构筑的空间机制一起，

形塑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基于流空间理论，分析区域不同网络结构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区域空间

结构的演变，检视发展战略的推进情况。本研究构建 2015年、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流网络、科技

流网络以及信息流网络，深入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流空间网络结构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得出如下研

究结论：（1）粤港澳大湾区多维流空间网络均呈现出以广州、深圳、香港为核心的节点结构特征，佛山、

珠海、东莞的网络中心性逐渐增强；（2）粤港澳大湾区多维流空间网络逐渐由“Λ”格局转变为“△”形空

间格局；（3）网络相关关系呈现出“经济—科技>科技—信息>经济—信息”的排列特征；（4）QAP回归结

果显示，行政关系、科教水平、交通可达性对多维网络的影响均较大且影响力在提升，是导致粤港澳大

湾区多维网络结构产生共性的因素，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是导致粤港澳大湾区

多重网络结构产生差异的因素。

关键词：流空间；多重网络结构；城市网络；信息流网络；粤港澳大湾区

【中图分类号】F129.9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5.01.001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中游城市群多维经济网络耦合关联的时空演化与经济效应研究”

（42461027）、珠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珠海‘4+3’战略产业技术现况分析与发展路径研究——基于粤港澳大湾区

产业技术竞争与互补网络视角”（2023GJ083）、广东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广东省人才流动网络格局及演化

机理——基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数据”（S202210580073）研究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引言

城市体系向来是城市与区域研究领域的一

个重要议题，其本质上可以看作是城市之间的

功能联系，也是城市各类要素相互联系的综合

反映。20世纪 30年代，沃尔特·克里斯塔勒

（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理论”对城市体系

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广泛运用于城镇体系的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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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实践。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发展以及全球

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城市间的人口、商品、信

息、资金等要素逐渐突破地理空间的阻碍在城

市间日益频繁地流动[1]。传统的“中心地理论”

显然难以解释区域间空间要素流动结构的新特

点。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提出的

“流空间理论”将城市视为要素流动中的节点和

枢纽[2]，城市网络研究的关系视角开始从“地方

空间”向“流动空间”转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指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

城市协调发展格局”[3]。城市群内循环作为国内

大循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国经济循环起着

核心支撑作用。优化城市群空间体系是提高城

市群人口经济承载能力的重要途径，合理的城

市群空间结构将有助于产生集聚经济和规模效

益[4]。因此，基于多维网络视角，探讨城市群空

间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深入理解城市群

空间格局演变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与

现实意义。

西方学者先行解构流空间视角下城市网络

的分析逻辑，认为流空间是由具有动态和共享

时间特征的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物质组织，提出

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作为节点的城市所联结

的复杂流动网络应成为理解现代城市化的基本

出发点[5]。 2010年以来，以皮特·泰勒（Peter
Taylor）为代表的“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

小组”基于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企业的机构布局

研究世界城市体系，实现了从企业联系到城市

关系的转变，奠定了城市网络研究测度的理论

基础，催生大量的城市网络研究[6]。学者结合百

度指数、“百度迁徙”、高铁列车车次、合作申请

专利、合作发表论文、企业合作关系等对信息

流[7]、人口流[8]、交通流[9]、科技流[10]等要素空间

流动网络特征进行探讨。

区域间的网络是复杂多样的，单一流要素

的网络并不能准确地刻画出区域间的网络关

系。随着关系数据类型的丰富，多维流要素的

区域网络研究逐渐兴起。（1）从研究内容上看，

马丁·伯格（Martijn J. Burger）等认为城市网络是

多维度的复杂现象，对城市中心性的测度应该

采用不同类型的功能联系网络[11]，还包括贸易、

资本流动和消费者流动等[12]。吴俊杰等认为城

市网络是典型的多元网络，具有城市间不同形

式的空间互动，包括人、物、信息的空间互动[13]。
张维阳等基于交通、企业、人口、科技等数据，对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网络的空间结构和拓扑结构

进行了分析，将这一研究框架发现定位为对多

元城市网络形成的经验性阐述[14]。幸丽君等对

湖北省多维网络空间结构影响的共性因素和差

异性因素进行了对比分析[15]。（2）从数据来源上

看，有学者采用不同领域的流要素网络开展对

比研究，如资金流、信息流、科技流、交通流、人

口流等[16-18]；有学者采用静态网络和动态网络

开展对比研究，如引力网络与资金、科技、人口

网络对比[19]；还有学者采用相同领域不同类型

流数据开展城市群网络结构对比研究，如多元

交通流[20]、多元科技流[21]等。（3）从研究方法上

看，主要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22]、优势流分析

法[23]、网络生态位法[24]等，分析城市群网络空间

结构和拓扑结构特征，比较城市群网络层级和

节点分布特征。（4）从案例选择上看，主要集中

在珠三角[25]、长三角[26]、中原城市群[27]、东北地

区[28]、成渝城市群[29]、武汉城市圈[30]等地区。

“流空间”作为城市群跨界融合发展的关键

作用机制，与行政边界所构筑的空间机制共同

形塑城市和区域的发展。在新发展格局下，国

家部署的重要城市群，如粤港澳大湾区，更是通

过流空间机制，突破行政边界和制度壁垒，在区

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着战略支点的重要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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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其核心城市如香

港、广州、深圳等均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

通过多尺度的要素流动，共同参与全球资源要

素配置，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

群。在实践中，粤港澳大湾区通过“强强联合”

“中心—腹地”以及“集合城市”等跨界合作模

式，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和区域整体创

新能力。复杂多元的流动网络不仅反映了区域

协同发展的深化，也展现了中国城市化从传统

单中心城市向城市群、都市圈演进的趋势，为理

解中国在新时代背景下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关键

视角。例如，深圳与广州及大湾区其他城市的

技术创新流动网络展现了“小世界”和“核心—

边缘”结构的特征，这种流动网络的优化对于提

升区域创新能力和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

此，研究粤港澳大湾区的复杂多元空间流，能够

从过程视角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区域”

层面互动特征，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更高

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总体来说，学术界已涌现出一批多重流空

间网络空间格局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对重点城

市群的案例研究，更加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仍待

开展。（1）从研究区域来看，由于港澳数据获取

有一定难度，对珠三角城市群研究的多[31]，而对

粤港澳大湾区多维网络的关注明显不足[32]。（2）
从影响因素来看，侧重于对城市多维网络结构

的共性因素开展分析，较少对其结构差异的因

素开展分析。与国内其他城市群不同的是，粤

港澳大湾区的粤、港、澳三地存在不同的社会环

境、政府治理、网络习惯等，在看待湾区流空间

网络的问题上要充分考虑这些非均质性的地域

特色，以更好地深化湾区流动网络的空间内

涵[33]。（3）从理论来看，复杂经济学认为科技来

源于携带技术和科学的信息，是被称为“深奥手

艺”认知体系的具象化呈现，而这种“深奥手艺”

根植于某地区的文化理念之中，并随着地区间

信息的传播得以相互溢出；经济则可以被视为

技术的目的性系统，也是基于技术的一套活动

安排。经济与科技两者间呈现出一种因果循环

积累关系，即科技创造了经济的结构，经济调节

着新科技的创造[34]。鲜有研究基于空间视角对

复杂经济学进行实证分析，本文将科技、信息与

经济作为变量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内，以期对复

杂经济学做出边际贡献。（4）从政策意义来看，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的新尝试，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

业发展的新实践。香港、澳门与珠三角九市文

化同源、人缘相亲、民俗相近，有着紧密的经济

联系和文化社会交流，创新要素集聚，已具备建

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

但也面临着城市间发展差距较大，协同性、包容

性有待加强，互联互通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等

挑战。《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

“《纲要》”）在 2019年的颁布实施，极大地推动了

大湾区的经济、科技、社会等多方面的融合发

展。然而，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推进往往需要

突破现有资源的限制和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

碍，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长期改革过程。在国

家顶层设计的方向指导下，研究政策的制定和

推动对空间网络结构的影响，对下一阶段的政

策工具使用有一定的启发性。

综上所述，经济流、科技流、信息流是促进

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是粤港

澳大湾区跨境流动的关键要素，对重塑粤港澳

大湾区空间格局作用巨大。本文以粤港澳大湾

区为研究区域，基于经济流、科技流和信息流的

多维要素流视角，构建多维城市网络，深入分析

粤港澳大湾区网络演化特征，同时分析影响多

维网络结构的共性因素和差异性因素，以期为

城市群多维空间网络格局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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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和网络构建

为综合比较不同类型城市网络间的特征与

差异，本文构建了涵盖资金、科技、信息的三种

网络矩阵。不同类型的联系反映了不同的城市

功能联系，其中经济网络是城市网络的基础，而

企业网络是经济网络的核心，其优点是抓住了

企业这个经济活动的关键主体[35]。科研合作网

络和信息联系网络均属于要素流网络，科研合

作网络反映的是城市之间的知识联系与交流，

信息联系网络反映的是城际资讯相互溢出。因

此，采用企业分支联系网络、科研论文合作网

络、城市之间的百度指数分别表征经济流网络、

科技流网络、信息流网络，均是通过直接的关系

型数据构建的城市网络。

为更好地反映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网络在国

家重大战略规划实施前后的演变规律，本文选

取“十二五”规划末期（2015年）和“十三五”规划

末期（2020年）两个时间节点进行对比分析，主

要的考虑是 2015—2020年可以被视为一个较为

完整的政策周期，观察样本在五年规划发生的

前后情况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1.经济流网络。以往基于经济联系网络往

往采用基于引力模型的理论计算方法，这一方

法难以剥离香港、澳门跨境空间摩擦力，且测算

结果为理论联系值，并非实际的联系关系。本

文借鉴覃成林等[36]的研究思路，采用上市公司

“总部—分支机构”的关系来刻画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之间的空间经济联系。首先，从同花顺数

据库中获取 2015年和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 11
个城市的 A股与H股上市公司名单。其次，基

于企查查数据库，进一步整理名单中上市公司

在历年年报所披露的控股或参股公司的公开信

息，并提取所有上市公司子公司的注册地信息。

然后，通过匹配总公司与子公司所在地构建“总

部—分支机构”的关系数据。最后，对双向城市

间企业联系进行加总，构建无向的粤港澳大湾

区经济流网络。

2.科技流网络。当前学术界对科技联系网

络通用的衡量方法是联合申请专利数或发表论

文数。本文采用联合发表论文的方法构建粤港

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科技合作网络[37]。从科学引

文索引数据库（Web of Science，WoS）上按照地

址进行检索，将 2015年与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

各城市发表 SCI论文信息批量下载。删除下载

论文中独立作者信息，并按照城市进行归总。

根据城市关系，删除同一城市内部以及与大湾

区以外城市合作发表的文章信息，进而获取粤

港澳大湾区两两城市之间论文合作关系数据。

本文基于合作发表 SCI论文数据来构建粤港澳

大湾区科技流网络。

3.信息流网络。百度指数基于百度网页搜

索、百度新闻搜索的大量数据，计算出某个城市

居民对另一个城市在手机端以及 PC端关注度

的总和。相关学者认为百度指数能较为真实地

反映居民对其他城市的关注度，间接反映两个

城市间的信息流[38]。因此，本文通过百度指数

页面的“地区对比”，分别搜集 2015年、2020年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有向的百度指数数据，部

分城市缺失数据采用邻近年份数据进行补齐，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信息流网络。

考虑到城市之间经济流和信息流的流入与

流出具有方向上的差异，构建单一要素流强度

指数，以消除单要素流的有向性[39]。两个城市

之间的经济流和信息流强度分别用 Eij和 Iij表

示，其数值可由城市 i和 j之间的要素流入流出

强度之和计算得到，计算公式分别为：

Eij=Ei,j+Ej,i；Iij=Ii,j+I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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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本网络分析模型释义表

网络指标

网络密度

平均聚类系数

中心度

分析公式

D =
∑
i = 1

n∑
j = 1

n

d
i
( i, j )

n ( n - 1 ) ( )i ≠ j

C = 1
n∑Ci = 1n∑ 2Ei

ki ( ki - 1 )
Ci =∑

i = 1

i = n
Xij

指标解释

反映城市群网络的整体紧密程度。式中：D为网络密度，n
为城市节点数据；d为城市与城市间联系强度；D数值介于

0~1之间；网络密度D的值越接近 1，表示网络中城市间的关

系越紧密

衡量网络节点局部聚类的情况。C是所有节点群集系数的

平均值，Ei和 ki分别为 i节点的实际和可能最大连边数目

加权中心性表示与该点直接相连点的权重之和。Ci是 i节点

加权度中心性，Xij为 i节点与 j节点联系强度

多维要素流空间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网络结构特征及影响因素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二）研究方法

1.网络指标模型分析。本研究借助社会网

络分析工具系统刻画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流、科

技流、信息流网络结构特征，并利用社会网络分

析的二次指派程序（Quardratic Assignment Pro‐
cedure，QAP）分析经济网络和科技网络的关联

关系。

2. QAP回归模型。QAP回归模型分析以对

矩阵数据的置换为基础，对两个矩阵的各个格

值的相似性比较和回归性分析，得出相关系数

和回归系数，同时对系数进行非参数检验，避免

了多元回归模型易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根

据已有研究，城市网络的演化发展受到地理、经

济、制度、认知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经济

差距、产业结构相似度、交通可达性、行政关系、

科教水平等是影响城市多维网络联系的重要因

素[40-43]。因此，本文基于经济关系、产业关系、

交通关系、行政关系、科教关系五个维度，选取

十大指标，构建如下计量分析模型：

Yi = β0 + β1X1 + β2X2 + … + β10X10 ( i =
1, 2, 3... )

式中：Yi代表经济联系网络、科技联系网

络、信息联系网络，β1~β10为回归系数，β0为常

数，X1~X10为影响因素的矩阵。具体如下：

（1）经济差距。经济差距促进城市联系，经

济差距越大，劳动力流动越明显，伴随着经济、

科技、信息等要素的流动。采用人均GDP和城

市公共预算作为衡量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代理

变量，通过计算两两城市间的差值构建粤港澳

大湾区城市间经济差异矩阵。

（2）产业结构相似性。产业结构差异对城

市间联系具有重要影响，产业结构越相似的城

市，城市间的人流、物流、资金流等要素联系越

紧密[44]。采用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作为衡量城

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代理变量，通过计算两两

城市间的差值构建产业结构差异矩阵。此外，

采用克鲁格曼指数（Krugman Index）衡量城市间

的产业结构相似性，从各城市第二、第三产业中

选取制造业、建筑业等 17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数

据，采用克鲁格曼指数计算得出。

Kij =∑
k

| Ski - |Skj
式中：Kij代表城市 i、j的克鲁格曼指数；i、j、

k分别代表城市 i、城市 j和产业 k；Ek
i 表示城市 i

的 k产业从业人员数。

Ski = Ek
i /∑

k

Ek
i

（3）交通可达性。城市联系受到交通可达

性的限制，交通可达性越高，城市间联系越紧

密[45]。本文采用平均时间成本和通勤频率作为

城市间交通联系的代理变量。通勤时间成本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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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影响因素指标选择与数据获取方法

影响因素

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交通可达

性

行政关系

科教水平

影响因子

X1公共预算差距

X2人均GDP差距

X3产业克鲁格曼指数

X4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X5高铁列车频次

X6平均时间成本差异

X7行政级别

X8境内外关系

X9高等院校入学人数

X10发明专利授权量

数据获取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统计局网站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网站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中国各省、地市统计年鉴，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统计局网站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统计局网站

12306网站

百度导航

——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

别行政区统计局网站

国家知识产权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

区统计局网站

变量选取依据

依据参考文献[15]

依据参考文献[16]

依据参考文献[41]

依据参考文献[43]

依据参考文献[9]

依据参考文献[30]

依据参考文献[46]

依据参考文献[46]

依据参考文献[15]

依据参考文献[47]

助高德地图，查询城市间最短通行时间，构建粤

港澳大湾区城市间最短通勤时间矩阵；通勤频

率采用 12306网站查询两两城市间的高铁列车

频次，去除重复列车班次，最终形成粤港澳大湾

区城市间高铁列车联系矩阵。

（4）行政关系。一般认为，中国表现出典型

的“行政区经济现象”，省级政府是制定和落实

政策的单位，且有研究显示城市网络的社区结

构受地域和边界影响较大。采用城市行政级别

和境内外关系作为行政关系的代理变量。根据

城市的行政级别，将位于特别行政区、副省级城

市及普通地级市的城市分别赋值为 3、2、1，两个

城市行政关系取最大值；参考刘梦雨等人[46]的
研究思路，采用境内外关系作为行政关系的另

一个代理变量，两个城市同属于境内或境外，赋

值为 2，否则为 1。

（5）科教水平差距。参考杜亚楠等人[47]研
究，科教水平差距促使城市联系、优质的教育资

源吸引人才流动。选取发明专利授权量、高等

院校入学人数作为衡量地区科教水平的代理变

量，通过计算两两城市间的差值构建粤港澳大

湾区城市间科教水平差异矩阵。

二、结果分析

（一）粤港澳大湾区多维流网络结构演化

1.整体网络结构。2015—2020年，粤港澳

大湾区经济网络、科技联系网络、信息联系网络

的密度和聚类系数均不断增大。网络密度反映

网络中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网络密度越大，表

明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越密切。

其 中 ，2015 年 空 间 经 济 网 络 的 密 度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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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5年、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多维网络节点规模及排序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015年
城市

香港

深圳

广州

珠海

佛山

东莞

惠州

中山

澳门

江门

肇庆

经济

884
825
600
209
168
164
124
90
86
78
32

城市

香港

深圳

广州

佛山

东莞

珠海

惠州

江门

中山

肇庆

澳门

科技

690
509
482
119
114
63
39
33
31
23
13

城市

广州

深圳

东莞

香港

佛山

惠州

珠海

中山

江门

澳门

肇庆

信息

11517
9836
6305
5937
5822
4744
4714
4002
3521
3476
3281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2020年
城市

深圳

香港

广州

珠海

佛山

东莞

惠州

中山

江门

澳门

肇庆

经济

1460
1341
1115
390
352
350
211
195
146
125
87

城市

广州

深圳

香港

澳门

佛山

东莞

珠海

惠州

江门

肇庆

中山

科技

870
689
588
186
179
171
156
61
46
28
16

城市

深圳

广州

东莞

佛山

香港

惠州

珠海

肇庆

江门

中山

澳门

信息

9124
8902
6352
5469
4733
4589
4086
3434
3431
3343
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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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545，2020年为 0.3636，增长幅度为 2.56%，说

明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之间的实际连接数变

动幅度小，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依旧紧密。

2020年科技联系网络的密度由 2015年的 0.2636
上升到 0.3273，增长幅度达 24.16%，城市间的科

技合作网络密度增长明显；2015年信息联系网

络的密度为 0.4182，2020年为 0.4364，增长幅度

达 4.35%，其涨幅不够明显。经济联系网络聚类

系数由 2015年的 0.517增长至 2020年的 0.589，
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的聚集程度在不断

增加，且部分城市之间存在高密度连接的关系；

科技联系网络的聚类系数则由 2015年的 0.455
增长到 2020年的 0.624，由此说明粤港澳大湾区

科技合作网络相较于经济联系网络分布相对均

匀；信息联系网络的聚类系数由 2015年的 0.632
增长到 2020年的 0.705，说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

之间的信息交互聚集程度在不断增加，信息交

互的紧密性和协同性有所提升，但并不明显。

2.节点网络结构。从网络空间节点上来

看，如表 3所示，三类网络均表现出同样的网络

核心，即香港、深圳、广州对网络结构演化发挥

着主导作用。2015—2020年，深圳和广州的作

用在明显增强。深圳经济流、信息流网络节点

度由 2015年的第二位提升到了第一位；广州科

技流网络节点度由 2015年的第三位上升到第一

位，展现出了强大的科技合作控制力。2015年
香港在经济流、科技流网络节点度排名第一，

2020年分别降至第二位和第三位。香港在粤港

澳大湾区流空间网络中的节点度变化，是区域

内外部联系格局调整、产业结构转型、全球网络

格局变化以及区域合作与竞争动态平衡等多种

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澳门科技合作影响力获

得明显提升，排序由 2015年的最后一名提升至

第四名，但经济、信息影响力仍然相对较小。珠

海、佛山、东莞在经济流、科技流、信息流网络地

位仅次于广州、香港和深圳，稳居第二梯队。肇

庆、江门、中山处于网络边缘地位。

3.连边网络结构。总体来看，粤港澳大湾

区多维流网络逐渐由“Λ”格局转变为“△”空间

格局（图 1）。2015年主要联系网络骨架由广

州—香港—深圳—东莞、广州—佛山—珠海—

澳门构成；2020年，随着珠海—澳门—香港—深

圳联系逐渐增强，三角形空间发育格局逐渐显

现。但东岸联系强度明显强于西岸，西岸的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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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5—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多维流网络

门、珠海带动作用相对较弱。三角形骨架定点

发育具有差异性，广州、深圳、香港发育水平较

高，珠海、澳门发育水平较低。2015年三角形骨

架还不明显，2020年三角形骨架发育日益显现

出来。

（1）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联系网络骨架主要

集中在珠江东岸地区，香港—深圳—广州联系

骨架地位稳固并持续强化。2015年和 2020年
联系最强的均为香港—深圳，分别为 401和

609。此外，广州—佛山、广州—珠海、深圳—珠

海的网络联系强度有了明显提升，表现出了较

强的增长潜力。

（2）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沿线科技联系强度

最高，广州—香港—深圳—东莞联系紧密。此

外，广州与佛山的科技合作非常紧密，这与广佛

同城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与经济联系网络不同

的是，珠江口东西两岸的联系日益增强，这与珠

海、澳门积极参与湾区科技合作密切相关。

11



表 4 2015年、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三大网络相关性分析

年份

2015年

2020年

网络

经济联系网络

科技合作网络

信息联系网络

经济联系网络

科技合作网络

信息联系网络

经济联系网络

-
0.893***
0.18
-

0.828***
0.09

科技合作网络

0.893***
-

0.311*
0.828***
-

0.314*

信息联系网络

0.18
0.311*
-
0.09
0.314*
-

注：*、**、***分别表示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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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广州、深圳在大湾区信息网络中占据主

导地位，对于提高其他城市的信息交互具有主

导作用。广州—佛山—东莞—深圳—香港联系

骨架日趋稳定，2015年和 2020年联系最强的均

为广州—深圳。同时，广州—肇庆、广州—澳

门、广州—香港、深圳—珠海、深圳—惠州的网

络联系强度有了明显提升。

进一步分析，如图 1所示，经济流网络联系

强度虽然在 2015年至 2020年间有所上升，但涨

幅并不大，科技流网络却呈现出区域间合作强

度大幅增长的趋势。对此，一种可能的解释是，

简单的要素堆积已经不再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增长的驱动模式。粤港澳大湾区原有的劳动密

集型产业逐渐向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转

型，因此劳动密集型流空间网络逐渐被科技合

作网络所替代。

从图 1还可以看出，尽管局部有所强化，但

整体而言，2015—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信息连

边强度的空间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这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区域”的感性认知尚未

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而发生根本性转变，尤

其是在港澳与珠三角九市之间的连边关系方

面。这种认知与现实的偏离，长期来看可能制

约区域内经济与科技合作的深化。另一种可能

的解释是，“十三五”期间粤港澳大湾区的互联

互通制度创新仍滞后于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

发展需求，而制度创新的滞后又进一步反映在

营商环境区域间的异质性、珠江西岸与东岸发

展不均衡等问题上。

为打破制度性诱因而导致的要素流动障

碍，2019年，党中央、国务院出台《粤港澳大湾区

发展规划纲要》。随之而来的是“十四五”期间

更高强度的区域一体化规划与项目实施落地，

其中既包括“两廊三极多节点”创新格局的建

设、“黄金内湾”规划的提出、深中通道的竣工、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等珠三角九市的联动

政策，也包括加快“轨道上的大湾区”建设、“港、

澳车北上”的落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构建

等港澳与珠三角九市的联动政策。这充分说

明，在国家顶层设计的落地推进过程中，地方政

府既要保持锚定重大发展战略目标的长期主义

定力，也需要捕捉复杂多元的要素流动信号，及

时进行政策推演、反思与调整，以避免路径依

赖、目标偏离和战术失误。

（二）粤港澳大湾区多维流网络关联关系

借助 UCINET 6.0软件中的 QAP相互关系

功能分别对 2015年、2020年的三大网络间的相

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4。从整体上看，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和科技网络协同水平高于其

他网络间协同水平，网络两两相关关系均为正

值，除了经济—信息联系网络，其他网络间的相

关系数均通过了 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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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5年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类型

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交通可达性

行政关系

科教水平

调整后R2
观察项个数

随机置换次数

影响因子

X1公共预算

X2人均GDP
X3产业克鲁格曼指数

X4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X5高铁线路数量

X6平均时间成本差异

X7行政级别

X8境内外关系

X9高等院校入学人数

X10发明专利授权量

回归系数

Y1经济联系网络

0.245**
-0.557**
-0.471
-0.076**
0.147
-0.246**
-0.364***
-1.480***
0.175**
0.429***
0.610
110
5000

Y2科技联系网络

0.220**
-0.376*
-0.303
-0.008*
0.212**
-0.106
-0.671***
-1.345***
0.420***
0.303***
0.610
110
5000

Y3信息联系网络

0.187
0.810**
0.097
0.032**
0.007
-0.069*
-0.608*
0.017
0.764***
0.110
0.607
110
5000

年，网络相关关系呈现出“经济—科技>科技—

信息>经济—信息”的特征。其中，经济—科技

联系最高，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间的经济联

系、科技合作的流动呈现出相互正向促进作用，

结果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经济与科技间存在循环

因果关系；科技—信息联系的相关系数为

0.311，显著性水平较低，说明城市间的科技、信

息要素共生水平还不高，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粤

港澳大湾区各城市间依然存在内生于制度因素

的要素市场分割现象，阻碍了携带知识的特定

要素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的溢出；经济—信

息网络的相关系数以及显著性都较低，说明粤

港澳大湾区经济、信息流动的叠加尚未达到较

好的效果，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经济与信息间的

相互作用很大程度上需要科技作为媒介，此特

征事实与复杂经济学的理论观点相一致。2020
年，网络两两相关关系与 2015年相似，但经济—

科技、经济—信息的相关系数都呈现出降低的

趋势，说明 2020年经济联系网络与科技联系网

络、信息联系网络的相似性有所下降。同时，科

技联系—信息联系的相关性有所增加，说明随

着互联网的发展，城市间的科技合作与信息流

动的关联性增加。

（三）粤港澳大湾区多维流网络结构的影响

因素

首先对自变量矩阵和因变量矩阵进行常规

的多元回归分析，之后将因变量的各行各列同

时随机置换后重新进行回归。经过 5000次随机

置换，样本体积为 110，这是因为粤港澳大湾区

共 11个城市，忽略对角线元素，剩下 11×（11-1）
=110个观测值。得到的结果见表 5和表 6。表 5
报告了 2015年多重要素流动网络结构影响因素

的回归分析结果，调整后的R2均大于 0.607，表
明拟合效果较好，对数据的解释力高。（1）从经

济联系网络来看，受经济水平、行政关系、科教

水平影响显著，其中与人均 GDP、第三产业占

GDP比重、平均时间成本差异、行政级别、境内

外关系呈负相关，与其他指标呈正相关。除高

铁线路数量、产业克鲁格曼指数外，其他影响因

子对经济联系网络产生的影响均显著，其中公

共预算、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平均

时间成本差异、高等院校入学人数均表现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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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2020年影响因素回归分析结果

影响因素类型

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交通可达性

行政关系

科教水平

调整后R2
观察项个数

随机置换次数

影响因子

X1公共预算

X2人均GDP
X3产业克鲁格曼指数

X4第三产业占GDP比重

X5高铁线路数量

X6平均时间成本差异

X7行政级别

X8境内外关系

X9高等院校入学人数

X10发明专利授权量

回归系数

Y1经济联系网络

0.410***
-0.126
-0.042
0.152
0.250**
-0.216**
-0.800**
-0.820***
0.168**
0.460***
0.554
110
5000

Y2科技联系网络

0.372***
-0.294
-0.099
0.029
0.418***
-0.031
-0.761***
-1.078***
0.380***
0.296**
0.736
110
5000

Y3信息联系网络

-0.122
-0.655*
-0.195
-0.040
0.001
-0.123*
0.299
-0.957
0.528***
-0.044
0.517
11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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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下显著，行政级别、境内外关系、发明专利

授权量均表现在 1%水平下显著。（2）从科技联

系网络来看，因变量受经济差距、行政关系差

距、科教水平差距影响显著，分别与人均GDP、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行政级别和境内外关系

呈负相关，与其他指标呈正相关。除产业克鲁

格曼指数、平均时间成本差异外，其他影响因子

对科技联系网络的影响均显著，其中公共预算、

高铁线路数量表现在 5%水平下显著，行政关系

差距、科教水平差距的影响因子表现在 1%水平

下显著。（3）从信息联系网络来看，因变量受各

因素影响相对均衡，分别与平均时间成本差异、

行政级别呈负相关，与其他指标呈正相关。其

中，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表现在 5%
水平下显著，高等院校入学人数表现在 1%水平

下显著。

2020年粤港澳大湾区网络结构影响因素与

2015年相比，具有较大的一致性，即行政关系差

距、科教水平差距因素对多维网络的影响均较

大，是造成粤港澳大湾区多维网络结构的共性

因素。同时，经济差距、交通可达性是造成粤港

澳大湾区多维网络结构产生差异的因素，体现

了网络发展的路径依赖。从不同类型网络影响

因素的作用关系来看，部分因素的影响力在下

降：在经济联系网络中，经济水平的影响降低，

交通可达性的影响显著性升高；在科技联系网

络中，经济差距的影响降低，其他因素对科技联

系网络的影响没有明显变化；在信息联系网络

中，交通可达性和产业结构影响不显著，原因是

城市间信息交流突破了实体空间的限制，对实

体距离的敏感度下降。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1）从网络结构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联

系和科技联系网络密度和聚类系数有明显提

升，网络多中心性趋势明显，而信息联系网络密

度和聚类系数有所下降。粤港澳大湾区多维流

网络逐渐由“Λ”格局转变为“△”空间格局，东岸

联系强度明显强于西岸，西岸的澳门、珠海带动

力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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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网络关联来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和

科技网络协同水平高于其他网络间协同水平，

这种强关联性主要源于大湾区城市群内经济活

动和科技创新较高的融合程度，在经济和科技

网络之间存在较高度的协同性和互补性。而经

济联系与信息联系之间的协同性较弱，虽然香

港和澳门的信息网络与国际接轨程度较高，但

在与内地城市的经济联系中，信息网络的协同

作用尚未充分发挥。2020年经济—科技网络、

经济—信息网络相似性相较于 2015年有所下

降，反映了随着大湾区的发展，各城市的经济和

科技功能逐渐分化，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

的协同模式也在不断优化；而科技—信息网络

相似性上升，反映了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

兴技术领域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大湾区可能出

现同质性发展问题。

（3）从影响因素来看，影响粤港澳大湾区多

维网络空间结构的因素具有一定差异。其中，

行政关系、科教水平、交通可达性对多维网络的

影响均较大且影响力在持续提升，是造成粤港

澳大湾区多维网络结构特征的共性因素；经济

发展、产业结构的影响力较弱且在下降，是造成

粤港澳大湾区多重网络结构产生差异的因素。

（4）从理论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多维空间网

络关系基本符合复杂经济学的核心观点。科技

网络与经济网络间的相互作用较强，说明科技

创造了经济的结构，经济调节着新科技的创造；

信息网络与经济网络间的相关关系不强，说明

与经济网络比起来，信息网络的结构相对分散，

更多地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和互联网平台，数

据共享和数字技术应用未能充分转化为经济网

络中的生产力提升，导致两者之间的相关性较

弱；同样地，信息网络与科技网络间的相关关系

不强，粤港澳大湾区需要进一步加强信息数据

对科技研发的支持，特别是在数据共享、协同创

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

（二）政策建议

（1）以区域协调、功能互补、辐射拓展为导

向，发挥珠江西岸与东岸城市的节点及联系极

的优势带动作用，补齐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发育

格局短板。将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南沙

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

作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等作为要素结构性

改革的关键支点，发挥其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

等领域的引领作用，吸引高端要素汇聚，带动大

湾区整体发展。

（2）明确核心城市与非核心城市的功能定

位，通过强化要素连通性，重塑大湾区内部多重

核心—边缘关系，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持续发

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四个核心城市的辐射

带动作用，将香港、澳门的制度势能转化为湾区

城际间经济、科技、信息合作的动能，围绕广州、

深圳的产业竞争优势打造湾区城际产业互补网

络；重点加强珠海、佛山、东莞、中山在多维流空

间网络中的参与作用，强化其在跨境要素对流

中的意义；重视培育肇庆、惠州、江门等非核心

城市的原生联动能力，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

充分识别自身禀赋结构，积极对接区域城市

网络。

（3）明确多元融合与跨界协同的目标，以区

域一体化体制机制创新筑牢发展的技术底座。

大湾区各类要素流动正在重塑空间格局，改变

传统的以行政单元为核心的空间组织与治理逻

辑。在全球经济形势复杂、科技变革快速演进

的形势下，大湾区应当以《纲要》为指引，在“一

国两制”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

和规则机制“软衔接”，推动各要素高效流动。

例如，用好制度和政策红利，构建环大湾区国际

科创中心、高科技产业带，构建人财物和科学技

术的“弹簧门”；推动数据跨境治理协同，争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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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授权支持，建立“内地省市—粤港澳大湾区—

境外市场”的三级数据跨境流动架构，培育跨境

数据在智能工厂、产业大脑等场景中的有效应

用，提升制造业智能化水平等；推动大湾区共同

生活圈建设，通过多主体协作及统一的多功能

服务数字支持平台建设，助力社会资本和地方

资源的深度融合，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资源共

享与高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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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制约因素与提振对策
——基于广州市居民消费情况问卷调查的分析

■ 何江 张小英

摘要：本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2023年以来居民消费有所恢复，但恢复力度不强，同时居民在消费观念、消费内容、消费方式、消费场

景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新趋势新特征。当前提振消费、促进消费提质升级面临一些制约因素：从需求侧

看，消费意愿及能力不足；从供给侧看，商圈建设、生活服务供给、消费品牌丰富性等方面供需适配性

有待提升；从环境侧看，交通条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仍需优化。本文认为，今后应从需求、供给和环境

三个方面综合施策，打好提振消费政策“组合拳”，进而提出了增强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扩大服务

消费、创新消费场景、建设城市商圈、优化消费环境的建议。

关键词：居民消费；提振消费；消费意愿；消费场景；消费升级

【中图分类号】F063.2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5.01.002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2年度一般项目“COVID-19疫情影响下广东省商业业态时空变化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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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扩大内需、提振消

费。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上强调，必须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把恢复和

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1]。2024年 7月，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完

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2]。2024年 12月召开的中

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大力提振消费、提高投

资效益，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作为 2025年经济

工作首个重点任务[3]。可以说，消费是我国经济

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

节，只有当消费市场活跃，消费潜力充分释放，

才能实现从生产到消费的高效转化，使国内大

循环得以良性运转。总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

行面临的突出矛盾之一，提振消费是全方位扩

大国内需求的重中之重，对于稳增长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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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研究进展

从全球经济形势看，内需主导未来经济格

局，得消费者得天下。庞大的内需市场和消费

市场是中国发展的坚实底气。因此，近年来消

费问题成为我国学界的研究热点，不少学者围

绕如何提振消费或促进消费升级进行了深入研

究。（1）在提振消费的必要性方面，现有研究认

为，提振消费是扩大国内需求的首要任务或关

键落脚点，对于拉动经济增长、推动经济增长模

式转型、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大意

义[4-8]。（2）在消费特征和趋势方面，我国居民消

费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新生

代成为消费主力，消费观念理性化个性化，消费

内容服务化精细化，消费方式越来越依赖网络，

消费过程更注重体验，消费场景不断创新

等[9-13]。其中，服务消费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应

把扩大服务消费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12]。（3）在

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方面，通过梳理相关研究，

可以发现消费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一是经济

和收入增长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扩大消费

的关键在于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居民收入[14-16]；
二是收入分配对总消费有着显著影响，社会保

障不完善和收入差距过大会抑制消费[17-20]；三
是保障就业不仅能为当期消费提供物质基础，

更能稳定中长期消费预期[21]；四是人口结构对

居民消费也有显著影响[22-23]，人口老龄化既带

来了挑战，也催生了“银发经济”，成为新的消费

增长点；五是房价上涨在理论上对居民消费存

在财富效应[24]和挤出效应[25-27]；六是数字经济

发展推动传统消费从形式、内容、模式和思维四

个方面向数字化消费转型[28]，有助于带动居民

消费的扩容与提质[29-31]；七是技术创新、产业创

新、消费业态创新和消费制度改革创新都会对

消费增长、消费升级产生重要影响[32-34]。上述

研究在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提高居民收入、缩

小收入差距、促进充分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促

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等方面，提出了一系

列扩大消费和促进消费升级的政策建议。

综合来看，近年来国内关于消费问题的研

究成果非常丰富且具有较高政策价值，但也存

在一些需要拓展或深化的领域。例如，基于城

市居民微观数据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关于消费

观念、消费内容、消费方式、消费场景、消费供

给、消费环境的城市案例研究较少。鉴于此，本

文以广州市为例，基于问卷调查数据对我国城

市居民消费情况进行摸底，分析梳理当前居民

消费的主要变化趋势与制约因素，为消费理论

提供我国大城市的经验内容。

二、问卷调查情况

本文主要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来研究我国城

市居民消费情况，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3—
2024年开展的“扩大内需背景下广州市居民消

费情况”问卷调查数据。该次问卷调查的主要

内容包括居民消费的恢复情况、居民消费的新

特点新趋势、居民消费面临的制约因素等。问

卷调查采取电话访谈方式，从广州市居民电话

号码数据库中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电话号码作

为样本，以保证抽样的随机性。另外，为了使样

本更好地代表总体，广州市 11个区的样本量大

致按照各个区常住人口占比来确定。问卷调查

共收回有效问卷 1005份，表 1显示了受访者的

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构成状况。

三、广州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分析

（一）居民消费有所恢复，但恢复力度不强

随着疫情后我国经济社会全面恢复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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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一系列促消费政策落地生效，广州市消费

市场稳中有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2023年达

11012.62亿元，同比增长 6.7%。但从微观层面

看，虽然问卷调查显示居民消费逐步恢复，但恢

复力度不够强。如图 1所示，51.9%的受访者家

庭消费与疫情期间相比“基本不变”，23.3%的受

访者家庭消费“增加”（包括“大幅增加”和“略有

增加”），24.8%的受访者家庭消费“下降”（包括

“略有下降”和“大幅下降”），样本中超过半数的

家庭消费维持“基本不变”。问卷调查结果显

示，居民消费意愿仍较弱，家庭消费并未出现普

遍性增长。

（二）居民消费观念正在转变，更趋理性化、

个性化、绿色化、体验化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①：（1）92.7%的受访者

认为自己的“消费行为比以前更谨慎、更理性

了”，表明广州居民的消费观念较为理性，更注

重产品的性价比和实用性。（2）60.6%的受访者

表示“会优先购买能够突出自己个性的产品”，

表明大部分广州居民偏好能够彰显个性和满足

独特需求的产品或服务，个性化、定制化消费发

展前景非常广阔。实际上，当前“国潮国风”的

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居民消费观念理

性化、个性化的趋势，物美价廉且彰显个性和文

表 1 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构成

性别

男

女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职高/技校

大专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其他

出生年代

“00后”（2000年及以后出生）

“90后”（1990—1999年出生）

“80后”（1980—1989年出生）

“70后”（1970—1979年出生）

“60后”（1960—1969年出生）

“50后”及以前（1959年及以前出生）

样本数（人）

578
427

130
255
255
307
52
6

68
258
348
205
72
54

比例（%）

57.5
42.5

12.9
25.4
25.4
30.5
5.2
0.6

6.8
25.7
34.6
20.4
7.2
5.4

图 1 疫情后受访者家庭消费变化情况

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制约因素与提振对策——基于广州市居民消费情况问卷调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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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品位的国货品牌更能获得消费者青睐。（3）
87.0%的受访者表示“会优先考虑购买节能环保

产品”，表明大多数广州居民具有较强的绿色环

保意识，会主动选择绿色产品和绿色品牌。（4）
45.5%的受访者表示去商场或购物中心的主要

目的是“购物”，而以“就餐”“休闲娱乐”等为主

要目的的受访者比例高达 51.9%（图 2）。可见，

线下服务型、体验型消费是城市居民消费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很难完全被线上消费所取代，

仍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

（三）居民服务消费占比有望上升，教育培

训、医疗健康、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发展潜力

较大

当前广州居民服务消费占家庭总消费支出

的比重不高。如图 3所示，约 65%的受访者家

庭服务消费占比不足 50%，居民家庭服务消费

平均占比约为 44%，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家庭

服务消费水平（发达国家家庭服务消费占比普

遍在 60%左右，2019年和 2022年美国家庭服务

消费占比分别为 68.9%和 67.8%②，2019年和

2022年日本家庭服务消费占比分别为 60.0%和

58.0%③），也低于北京市的服务消费占比（2022
年北京服务消费占比为 54.7%④）。近年来我国

消费升级的一个突出表现是服务消费保持较快

增长，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

另外，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4.3%的受访者

认同未来家庭服务消费占比将会提高。

当被问及“未来您的家庭可能增加的服务

消费项目有哪些？”时，较多受访者选择了“教育

培训”（60.0%）、“医疗健康”（46.3%）、“文化旅

游”（38.6%）等服务消费项目（图 4），表明城市居

民对上述三类服务消费发展潜力较大，未来这

三类服务消费极有可能实现较快增长。选择

“餐饮”和“居住”的受访者比例也超过了 20%，

图 2 受访者去商场或购物中心的主要目的

图 3 受访者家庭服务消费金额占总消费金额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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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和居住消费有望稳步增长。

（四）居民购物渠道呈现多元化和线上线下

融合趋势，网络购物群体正在向中老年人延伸

目前大多数广州居民通过多个购物渠道来

满足消费需求，其中线上渠道更受青睐。根据

问卷调查统计结果，约 80%的受访者喜欢两种

或两种以上的购物渠道，64.5%的受访者所喜欢

的购物渠道中既有线上也有线下购物渠道，线

上线下融合特征明显。相对于线下购物渠道，

城市居民更加偏好线上购物渠道。如图 5所示，

68.8%受访者选择了淘宝、京东、拼多多等网上

商城，还有 34.8%的受访者选择了淘宝直播、抖

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短视频平台已经成为居

民购物的重要渠道。

年轻人更喜爱网络购物，网络购物群体向

中老年人延伸。如表 2所示，“00后”受访者中，

喜欢通过“网上商城”购物的比例最高，达

82.4%；“90后”受访者中，喜欢通过“短视频平

台”购物的比例最高，达 39.9%。整体上看，随着

年龄增加，各个年龄段偏好线上购物渠道的比

例逐步降低。另外，“60后”和“‘50后’及以前”

受访者中，通过“网上商城”购物的比例分别达

51.4%和 37.0%，表明老年人也在不断加入网购

群体。

图 4 受访者家庭未来可能增加的服务消费项目

图 5 受访者喜欢的消费场所或购物渠道有哪些

居民消费的变化趋势、制约因素与提振对策——基于广州市居民消费情况问卷调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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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居民对消费场景的偏好较为多样，生

态、科技、文化等消费场景受到较多青睐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图 6），受访者对不同消

费场景的选择比例呈现出较为均匀的分布特

征，未有任何单一消费场景获得超过 40%受访

者的偏好选择。这一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在消

费场景偏好上表现出较高的多样性，尚未形成

对某一特定消费场景的集中偏好，但在问卷所

列举的消费场景中，“生态景观”“科技进步”“历

史文化”等消费场景得到了较多受访者的喜爱。

（六）居民夜间外出消费较为普遍，“90后”

夜间外出消费频次最高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者都有夜

间消费行为。如表 3所示，夜间外出消费每周至

少 1次的受访者占比近 60%，平均频次约为 1.3

次/周，表明广州居民夜间外出消费较为普遍。

不同年龄段受访者夜间外出消费的频次存

在明显差异，城市消费群体分化趋于明显。“90
后”夜间外出消费的频率最高，75.2%的受访“90
后”每周至少夜间外出消费 1次，平均夜间外出

消费频次为 1.75次/周。紧随“90后”的是“00
后”（1.71次/周），“00后”消费群体有望成为广

州夜间外出消费的主体。整体上看，年轻人更

喜欢夜间外出消费，发展夜间经济迎合了年轻

群体的消费需求，是扩大消费的重要举措。

四、扩大消费面临的制约因素分析

调查发现，2023年以来广州居民消费意愿

仍趋保守，消费恢复力度未达到预期，其中既有

表 2 各年龄段受访者喜欢网络购物的比例

年龄段

“00后”（2000年及以后出生）

“90后”（1990—1999年出生）

“80后”（1980—1989年出生）

“70后”（1970—1979年出生）

“60后”（1960—1969年出生）

“50后”及以前（1959年及以前出生）

各年龄段样本中

喜欢“网上商城”的比例

82.4%
76.0%
69.5%
68.3%
51.4%
37.0%

各年龄段样本中

喜欢“短视频平台”的比例

30.9%
39.9%
37.9%
32.7%
29.2%
11.1%

图 6 受访者喜欢的消费场景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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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因素，也有消费环境方

面的因素。下面从需求侧、供给侧和环境侧三

个方面分析扩大消费面临的制约因素。

（一）需求侧：消费能力不足，消费意愿较弱

1.居民消费能力不足

作为经济现象，居民消费能力不足通常指

的是居民在一定时期内可用于消费的资金不足

以满足其消费需求。这一现象可能由多种因素

导致，如居民收入水平较低、消费预期不稳定

等。而作为非经济现象的民调解释性选项时，

居民自认为的“消费能力不足”则深受居民的消

费意愿、对经济的判断等主观性因素影响。目

前广州居民消费趋于保守，消费意愿不强，且自

认为消费能力不足，从调研分析上看主要出于

以下因素（图 7）。（1）收入因素。较多受访者认

为“当前收入水平偏低”和“未来收入预期不好”

是制约消费的主要因素，选择二者的比例合计

为 68.3%。受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国内经济

结构调整等因素影响，就业市场景气度降低，导

致居民薪金收入增长放缓。另外，近年来股票、

房地产、大宗商品等资产表现低迷，难以成为增

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有效途径。（2）物价因素。

物价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购

买力。2021—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

比上涨分别为 0.9%、2%、0.2%⑤和 0.2%⑥，表明

我国整体消费物价水平涨幅并不高，物价不是

当前制约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但从较长时期

看，在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的相互作用下，可能

导致物价水平上涨幅度较大。问卷调查数据显

示较多受访者认为物价是消费的主要制约因

素，实际上反映的是居民担心物价上涨，对物价

上涨的心理承受力较弱。（3）预防性因素。选择

“需要存钱养老、防病和防失业”的受访者比例

达 50.4%，表明城市居民具有较强的预防性储蓄

动机，抑制了消费潜力释放。健全的社会保障

体系可以增强人们的安全感，能够有效减弱人

们的预防性储蓄动机。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

还有待完善，加之近年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

较强，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对于未来就业、收入、

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担忧情绪有所增强，因此选

择通过增加储蓄、减少消费来预防不确定性。

（4）购买住房因素。选择“需要存钱购买房屋或

偿还按揭贷款”的受访者比例为 38.7%，表明购

买住房支出已经对居民消费形成了较为严重的

挤压，这也是目前制约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因

素之一。2009年以来，旺盛的住房需求和地区

性供给短缺推动我国大城市房价持续上涨。例

如，广州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由 2010年的

每平方米 10615元上升到 2021年的每平方米

30580元，上涨了约 1.9倍⑦，房价过快上涨加重

了广州居民的购房负担，从而挤占了消费需求。

2.居民对未来预期较弱

预期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因素之一。当

消费者对未来经济前景和家庭财务状况的预期

表 3 受访者夜间外出消费的频次

年龄段

“00后”（2000年及以后出生）

“90后”（1990—1999年出生）

“80后”（1980—1989年出生）

“70后”（1970—1979年出生）

“60后”（1960—1969年出生）

“50后”及以前（1959年及以前出生）

合计

几乎没有

27.9%
24.8%
35.6%
52.2%
68.1%
74.1%
40.1%

一周一次

27.9%
31.4%
30.7%
26.3%
20.8%
13.0%
28.2%

一周 2~3次
33.8%
32.2%
27.6%
17.6%
8.3%
11.1%
24.9%

一周 4~5次
4.4%
6.2%
3.4%
2.0%
2.8%
0.0%
3.7%

一周 6~7次
5.9%
5.4%
2.6%
2.0%
0.0%
1.9%
3.2%

平均频次（次）

1.71
1.75
1.32
0.92
0.54
0.53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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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悲观时，消费意愿和消费信心就会减弱，进

而节制或缩减消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

者对未来三年经济形势的预期较弱，选择“越来

越好”的受访者比例为 40.4%（图 8）；受访者对

未来家庭收入的预期也不够乐观，预期未来三

年家庭收入上升（包括“明显提升”和“有所提

升”）的受访者比例仅为 36.6%（图 9）。预期对

居民的消费行为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能产生自

我实现效应，当前大环境下如何改善消费者预

期是提振消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供给侧：商圈建设、生活服务供给、消

费品牌丰富性等方面的供需适配性有待提升

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费层

次从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基本消费品，转向满

足高层次精神需求、服务需求的消费品，对消费

供给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供给与需求不完全

匹配会影响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潜力释放。从

问卷调查结果来看（表 4），居民对广州“商场或

购物中心的品质”“商场或购物中心的空间布

局”等方面满意度相对较高，满意度（包括“满

意”和“比较满意”）超过 70%，而对“一刻钟便民

生活圈建设”“智慧商圈建设”“生活服务供给”

“消费品牌的丰富性”的满意度相对较低，满意

图 7 当前制约受访者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

图 8 受访者对未来三年经济形势的预期 图 9 受访者对未来三年家庭收入的预期

25



度分别为 63.8%、65.1%、65.4%、65.9%。针对上

述居民满意度较低的领域，提升居民日常生活

消费和品质消费的便利性，推进城市商圈智慧

化数字化建设，增加普惠性和高品质生活服务

供给，培育和引入更多的满足品质化个性化多

元化需求的消费品牌，形成多层级的消费中心

地，丰富居民消费选择，是今后完善城市消费供

给体系、增强供需适配性的重点所在。

（三）环境侧：交通条件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等因素对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制约

安全、放心、舒适、便利的消费环境可以给

人们带来更好的购物体验，有助于提高人们的

消费意愿。从问卷统计结果看（表 5），居民对广

州“消费环境的舒适性、愉悦性”方面满意度相

对较高，但对“综合交通条件”和“消费者权益保

护”的满意度较低。虽然广州交通网络十分发

达，但主要商圈的交通拥堵和停车难等问题依

然存在，影响了人们去这些商圈的消费体验。

广州居民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评价偏低由多种

因素导致。近年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日益

增强，与此同时，随着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

现，网购消费、服务类消费、预付式消费等领域

投诉量快速增长。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2315投诉举报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涉线上消

费投诉举报共 53.25万件，占全年投诉举报总量

的 2/3，占比首次超六成，相较于 2021年数量增

长近五成；2022年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

销售投诉举报 5.08万件，同比增长 4倍多[35]。可

见，随着新型消费需求的日益增长，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成投诉举报增长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仍然任重道远。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对我国经济稳定

增长形成较大挑战的形势下，提高内循环中居

民消费韧性是我国保持澎湃发展动能的重要环

节。本研究以广州市为例，基于居民消费调查

问卷数据对我国城市居民消费恢复情况、消费

观念、消费内容、消费方式、消费场景等进行了

分析。现阶段城市居民消费行为呈现出一些新

特点新趋势：居民消费逐步恢复，但恢复力度不

强；居民消费更趋理性化、个性化、绿色化、体验

化；居民服务消费占比有望上升，教育培训、医

疗健康、文化旅游等服务消费发展潜力较大；居

民购物渠道呈现多元化和线上线下融合趋势，

网络购物群体正在向中老年人延伸；居民对消

费场景的偏好较为多样，生态、科技、文化等消

费场景受到青睐；居民夜间外出消费较为普遍，

“90后”夜间外出消费频次最高，同群消费趋势

明显。当前扩大消费面临较多制约因素：从需

求侧看，存在收入、物价、预防性储蓄和购买住

房等因素制约了居民消费能力，而且居民对未

表 4 受访者对广州消费供给的评价情况（单位：%）
评价项目

商场或购物中心的品质

商场或购物中心的空间布局

消费品牌的丰富性

生活服务供给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

智慧商圈建设

满意

39.5
41.0
41.5
38.2
36.6
33.0

比较满意

32.2
31.0
24.4
27.2
27.2
32.1

一般

24.9
24.7
28.8
26
25.9
27.2

不太满意

2.2
2.3
3.8
5.6
6.1
5.1

不满意

1.2
1.0
1.6
3.1
4.3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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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经济前景和家庭财务状况预期较弱，导致消

费意愿和消费信心有所减弱；从供给侧看，商圈

建设、生活服务供给、消费品牌丰富性等方面供

需适配性有待提升，现代化消费基础设施体系

的完善程度影响了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潜力释

放；从环境侧看，交通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因素

也对居民消费形成了一定制约。因此，为了获

得更好的政策效果，提振消费应该从需求侧、供

给侧和环境侧全面发力。

（二）对策建议

1.提高居民收入及增长预期，切实增强消

费能力

提振消费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收入及增长

预期。一是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

松的货币政策，深入推进营商环境改革，活跃民

营经济，鼓励创新创业，通过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稳步提升居民收入及增长预期。二是实施就业

优先战略，高质量推进就业促进工程，特别是要

促进毕业大学生和中青年群体就业稳定。完善

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支持对大学毕业生和再就

业人员提供职业教育培训服务。三是加大促消

费政策力度，加力扩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

积极使用消费券这一政策工具。2025年我国加

大了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力度[36]，在汽

车、家电、数码、家装、电动自行车等重点消费品

领域探索补贴政策与金融支持联动，充分发挥

补贴资金的撬动作用。四是积极拓宽居民增收

渠道，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多渠道增加

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五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

改革，缩小个体间收入差距。

2.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少居民消费的后

顾之忧

一是在社保、失业、医疗等方面筑牢底线，

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人员社保制

度，适度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和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

加强失业救济保障。二是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

和供给，减轻购房支出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加

快落实《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

见》[37]，充分利用依法收回的已批未建土地、房

地产企业破产处置商品住房和土地、闲置住房

等建设筹集保障性住房，支持利用闲置低效工

业、商业、办公等非住宅用地建设保障性住房。

三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大生育补贴力

度。四要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工作，确保

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

3.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升级，培育新的消费

增长点

一是加快落实《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38]，顺应居民服务消费需求变化趋

势，重点促进文旅、教育、医疗、餐饮、养老、育

幼、居住、家政等服务消费。二是高质量发展各

类文旅项目，培育生态旅游、工业旅游、体育旅

游、冰雪旅游、邮轮旅游等旅游业态，打造一批

世界级旅游景区、线路和目的地。三是支持社

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医疗健康服务，鼓励

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医美、康养、健康体检和咨询

等服务业态。四是面向数字化智能化个性化，

表 5 受访者对广州消费环境的评价情况（单位：%）
评价项目

消费环境的舒适性、愉悦性

综合交通条件

消费者权益保护

满意

38.6
34.8
32.5

比较满意

31.9
31.5
26.3

一般

25.5
22.6
31.5

不太满意

3.1
6.8
6.4

不满意

0.9
4.3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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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线上医疗、线上健身、线上娱乐、线上赛事、

线上学习等新型服务业态，鼓励发展康体健身、

精准医疗、养老托幼和品牌生活等定制服务。

五是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促进养老服务供给

品质化精细化发展，拓展老龄旅游、老年健康、

老年教育等服务消费业态。六是基于同群效应

建立可视化消费的激励机制，加强在小红书、哔

哩哔哩、抖音等平台的优质消费信息的分享和

交流，以不同层级不同社群的新消费潮流拉动

国货消费。

4.促进消费跨界融合发展，塑造多元化高

品质消费场景

一是顺应全渠道消费新特征，加快实体商

业数字化升级和商业模式创新，丰富移动互联

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商业应用场景，完善消费基础设施总体规划和

顶层设计。深化智慧城市在消费领域的应用场

景，借鉴上海“申银智联”项目的成功经验，运用

大模型和多模态人工智能技术精准识别城市消

费空间，并基于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商业时空引

流场景。通过精准识别空间消费能力和消费潜

力，优化资源利用效率，支持消费促进政策的精

准触达，进而以数字孪生技术开创商业运营新

模式。二是加强消费与生态景观、历史文化、科

学技术、数字智能、体育赛事、国潮时尚、创意艺

术、地方美食、特色建筑等元素融合，打造趣味

度高、沉浸感强、吸引力大的多元化高品质消费

场景。三是推动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举

办沉浸式体验活动，融合商业、文化、旅游、体育

等元素，拓展夜间消费的场景和业态，打造一批

全国夜间经济标杆。四是促进文化与购物、旅

游、美食、展览、住宿、康养等融合发展，支持文

艺演出走进商圈和景区，鼓励举办具有本地特

色的节庆活动。

5.聚焦品质化特色化智慧化，推动城市商

圈高质量发展

一是高质量推进城市商圈建设，构建分层

分类和业态互补的城市商圈发展格局。促进核

心商圈品质化发展，推动步行街改造提升，建设

城市地标商圈。合理规划区域商圈地址、定位

和业态组合，满足城市居民综合性消费需求。

二是加强商业老街区风貌塑造和改造提升，突

出本地文化特色，促进文商旅融合发展。三是

落实《关于推进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的

意见》[39]，聚焦“一店一早”“一菜一修”“一老一

小”，加快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激发社

区消费活力。四是采取“政府+商会+企业”的共

建共营共享模式，积极推进智慧商圈建设。完

善重点商圈统一的大数据平台，发展智慧超市、

智慧商店、智慧餐厅等新型服务业态，推动智慧

停车、智慧导购、智慧支付等技术应用。

6.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营造安全放心舒

适便利的消费环境

一是构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加大市场

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宣

传、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安全等各类违法犯罪

行为。加强消费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健全商家

信用信息记录和发布制度。完善便捷高效的消

费者维权机制，建立消费纠纷快捷解决机制。

健全新型消费领域技术和服务标准体系，加强

对新业态的监管。选择新型消费的重点领域，

建立常态化的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评估机制，定

期发布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评估报告。二是提升

消费便利化水平。打造便捷高效的综合交通网

络枢纽城市，促进大型消费和旅游场所与市政

交通枢纽互联互通，支持发展共享停车、智慧停

车体系，着力解决主要城市商圈的交通拥堵和

停车难问题，提升城市居民及旅客出行购物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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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座巍峨的里程碑，它营建、塑造了新的生活方式、新的

社会秩序。从此，每一代文明都有其独特的城市形态。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展开，中国城市的发展由此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2024年 11月 14—15日，

由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联合

举办的北京论坛（2024）分论坛“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成功召开。论坛汇聚

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围绕“可持续城市发展”“空间格局优化与规划创新”“区域高质量发

展”“城市更新与住房”“住房制度新模式”五大专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讨论，为城市发展的

诸多关键问题提供了极具前瞻性的思考与建议。

本刊特摘编论坛专家精彩发言，分两期在“城市大家谈”栏目刊发。我们期待这些智

慧结晶能够激发学界、业界以及社会各界对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的更广泛思考与深入交流，

为城市在大变局中实现高质量发展、铸就更加辉煌的文明篇章贡献磅礴智慧与坚实力量。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编 者 按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中图分类号】TV213.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5.01.003

■ 李晓江 仇保兴 叶嘉安 吴缚龙 林初昇 范芝芬 何深静 易成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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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存量时代的内涵

存量时代的城市发展策略

■ 李晓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

师，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中国环境与发展

国际合作委员会特邀顾问。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从这一论断可见：

第一，我国的城市发展模式需要转变；第二，社会资源配置公平需要得到更多关注。事实

上，自改革开放以来，经过 40多年的快速发展，城市发展已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提

升”，从“增量时代”转向“存量时代”。

什么是存量时代？我认为，存量时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生活时代，这一时代强调

的是“生活”，而不仅仅是“增长”（图 1）。因此，当谈及高质量发展的时候，需要先认清当

前城市处在何种发展阶段、城市发展模式需要如何转型升级；当谈及高品质生活的时候，

需要先了解城市人口结构和人的需求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当谈及高水平治理的时候，需

要先理解从“管理”到“治理”的内涵转变。否则，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治理将

难以落到实处，难免沦为空洞的口号。

进入存量时代，城市的发展正深刻经历着三个基本变化：一是发展主体的变化，主要

表现为社会阶层分化与中产阶级的形成，具体体现为农民工群体选择能力的提升以及大

学生群体成为社会新增就业的主体，重点反映在人民对选择生活还是选择就业的优先顺

序的改变。二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从过去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驱动的模式，

转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供给要素的优化配置，转向创新驱动发展。三是发展逻辑的变

化，从以往“低价要素供给—招商引资—企业入驻—吸引人才”的旧路径，转向“提升城市

生活质量与服务水平—吸引人才—企业入驻—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图 2）。

当前，国土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呈现超负荷、高强度开发利用与低效利用、闲置并存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城市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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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存量时代城市发展的逻辑变化

的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土空间资源具有不同的利用价值。在城市发展初期，工业

用地、房地产用地会备受政府关注。而在当前阶段，更需要关注生活和生态两个方面的用

地需求。进入面向美好生活的存量时代，应当利用规划的手段对国土空间资源进行重新

配置，发挥存量资源的价值与效用。据此，以下从六个方面探讨在存量时代城市发展更新

策略。

第一，城市经济与产业发展策略。一是从未来经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出发，评估当

前产业地区的前景与问题，提出产业空间的优化与更新策略，促进碎片化的产业园区向

职、住、服融合的新城区转型；二是针对落后产能地区的“退二进三”和“退工还居”，实施二

次开发与更新策略；三是关注为未来新经济发展提供产城融合、混合开发的创新型产业空

间。例如天津市通过对园区梳理，撤销取缔、减量调整了 150多个园区，有力促进了产城

融合和提升了园区发展品质。又例如，广州希音公司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和现代科技、管

理技术赋能传统服装产业，让传统产业的竞争力不断得到提高，这体现了中国的新质生

产力。

第二，城市生活与服务发展策略。进入存量时代，既有城市功能的“织补”和“缝合”非

常重要，其目的在于利用存量资源优化空间布局，实现空间要素的有效配置。具体措施包

括：分析城市不同人群/阶层的居住地域与社区分布、就业与通勤空间关系，住区的公共服

务、生活服务供给等水平，识别可以更新利用的存量空间资源分布，进而提出城市总体层

面的存量利用、有机更新总体策略和总体方案，防止项目导向碎片化的城市更新。此外，

应当特别关注新增设施与服务对象的空间距离与尺度，提高供给的可达性与有效性。

第三，城市存量利用有机更新策略。从北上广深现有超大城市的更新模式来看，城市

存量利用和有机更新策略最重要的是人、钱、地、房和治理五个方面的协调应用。在“人”

方面，从搬迁到留居，鼓励在地居民自主选择改善环境，保护原有社会网络。在“钱”方面，

从单一经济考量转向综合评估，明确城市更新是一项民生工程，需要政府、市场和居民共

担。在“地”方面，从土地出让转向场所运营，注重城市文化资产的保护。在“房”方面，从

肌理保留到建筑保护，强调风貌保护要保留建筑实体。在“治理”方面，强调由政府支持、

基层组织运作、居民积极参与以及市场适度参与。

第四，城市文化、风貌与魅力空间发展策略。历史文化保护、城市设计、城市风貌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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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存量时代的基础性制度改革模式

与塑造需要与国土空间规划紧密结合，通过严格执行控制性详细规划、开发控制以及土地

使用和规划许可，实现规划目标。在城市层面，开展基于自然和人文资源的魅力空间规划

和场所营造，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和审美需求。

第五，城市绿色低碳发展与绿色更新策略。城市绿色发展的愿景，就是通过绿色技术

创新与实施，助推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主流选择，建设绿色繁荣、低碳集约、

循环利用、公平包容、安全健康的美丽城市，为世界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样本”。具体技

术包括：促进保护与减量利用公共自然资源的绿色技术、促进“可循环”的生产和营建方式

的绿色技术、促进负责任的消费和使用行为的绿色技术，以及促进废弃物无害化分解和资

源再生的绿色技术。

第六，城市气候适应/安全韧性发展策略。首先，关注中高收入社会城市安全韧性新

需求。中国正在成为一个中高收入社会，城市社会的财富和资产集中程度越来越高，但在

某种程度上，城市的安全韧性问题不断凸显。当前，城市灾害风险的类型正在越来越复

杂，包括常见自然灾害、非传统自然灾害、重大安全事故、传染病疫情及次生灾害与关联灾

害等。其次，深入分析气候变化造成的城市灾害风险。气候变化一般有两个维度，一个是

慢变量，通常以气候减缓来应对；另一个是机制的改变，需要提高城市结构韧性来应对。

再次，认识不同地区、不同层级、不同规模城市安全韧性的短板与威胁。此外，构建城市气

候适应能力的评估框架。该评估框架可以在全面开展城市体检中实施。最后，提高城市

气候适应能力的优先事项。

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基础性制度，包括税收、财政和金融制度，不难发现，这些制度都

是基于城市快速扩张型、增量型开发模式而设计的。例如，房地产开发贷款、购房按揭贷

款、房屋预售制度等金融政策，高度依赖土地收入和房地产的地方财政制度，以间接税和

企业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这些政策制度已然无法满足城市空间资源存量利用和有机更新

的需求。那么，如何进行政策制度的改革？

事实上，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十四五”规划中均已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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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健全省以下财政体

制，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优化税制结构，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

比重……健全地方税体系，逐步扩大地方税政管理权。”[3]通过这些基础性制度改革，实现

地方政府和居民利益的一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权一致，最后才能实现理想中的存

量利用、合理利用和资源均衡配置（图 3）。

智慧城市的“生成”与“构成”

■ 仇保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原副部长，国际水协中国委员会主

席，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过去，我们主要生活在以实体为主的物理世界。随着数

字技术的发展，虚拟世界的构建日益丰富多彩。从实体城市

来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以“生成”为主；一类以“构成”为

主。对于一座有魅力的城市来说，实质是“生成”与“构成”的

有机结合。以典型的旅游城市厦门为例，它既有“生成”的鼓浪屿——在不同的时代和文

化背景下被不断形塑，又有精心设计“构成”的现代化新区。两者呈现多模式、多样化的集

成组合，符合人的尺度和人的审美。

当前，我国智慧城市设计与建设主要面临以下几个困境：第一，片面强调“构成”而相

对忽视“生成”。特别是忽视了数据和系统的许多细节是“生成”的，许多新技术及其应用

场景也是“生成”的。这可能导致既有城市结构与日新月异的新技术难以相容。第二，混

淆了智慧城市设计的手段与目标。与传统城市一样，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目的也是让人

的生活更美好，因此，需要以解决“城市病”为目标，立足民众需求进行规划与设计。第三，

混淆了智慧城市中的“公共品”和“商务品”。在我国智慧城市设计和建设过程中，一些大

型信息通信技术企业出于营利的目的，推出了不少“高端”的项目，例如“领导驾驶舱”和

“信息亭”。然而，这些企业并不真正了解政府的职能及其运转的复杂性，也不完全了解民

众的真正需求，导致一些指挥信息系统的设计建设变成了“白智慧、空智慧、假智慧”式的

“数字形式主义工程”。

在一定程度上，新冠疫情可以被视为对智慧城市信息系统进行的一次重要考验——

既是对系统的压力测试，也为未来智慧城市的设计与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测试的结果

表明，斥巨资建设的“领导驾驶舱”未能有效辅助决策；“城市大脑”在新冠病毒面前变成了

“磁带大脑”……这些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部分“构成”设施的失败。与此同时，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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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的设施，比如基层网格化管理得到显著提升和改善，“不见面办事”和“健康码”等创

新举措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城市政府管理的最重要职能是提供足量、优质的“公共品”，以提高经济效率和人居环

境。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认为，公共品是指这样一类商品：将

该商品的效用扩展于他人的成本为零，且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4]。在三种市场失灵的

领域里，政府需要提供充分的“公共品”供给，分别是不完全竞争（自然垄断）、外部性（污

染）和公共品（供水、公交等）。

综上可见，兼具主体能动性、主体异质性、主体主动性的第三代系统论，是今后互联网

应用和智慧城市设计的主要方法论。从政府的视角来看，智慧城市建设的“四梁”主要表

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精细化、网格化管理系统的“一网通管”；第二，政府网站的“一网

通办”；第三，城市安全、减灾防灾的“一网全监”；第四，重要公共资源管理信息化的“一网

全测”。

在构建智慧城市的过程中，除了“四梁”，还需具备“八柱”，即智慧水务、智慧社保、智

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能源、智慧环保、智慧医疗、智慧园林绿化等。只有这样，“构成”的

智慧城市才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

任何运转良好的智慧信息系统都是“生成”与“构成”的有机结合。信息系统的公共品

属性越强，政府主动在信息系统设计中的“构成”比重就越大。这种“构成”设计必须对政

府自身原有的流程进行再造，包括权力负面清单、缩短流程、减少证明、并联审查等。智慧

信息系统的最终目的是便利民众对政治绩效的监督和评价，使不同的城市政府或部门的

服务效能能够竞争性地展示在民众面前，从而“生成”不断优化服务的动力机制。我认为，

智慧城市有三大“生成”的机制，分别是“积木”（Block）、“内部模型”和“标识”。

首先，任何技术都是由“积木”构成的。“积木”是指主体将知识、经验等以不同的方式

进行组合，以应对不确定性。“从小到大”和“从大到小”分别代表知识“积木”的不同组合模

式。当系统在某个层次发现了一个新“积木”，通常会开启一整套新的可能性，因为它会与

现存的其他“积木”形成新组合，从而引发大量创新。旧“积木”的新组合意味着改良式技

术创新；某个新“积木”加入系统意味着发生创新的链式反应，也意味着聚变式技术创新；

而当数个新“积木”同时加入时，则意味着颠覆式技术创新的到来。

其次，“内部模型”关系到主体对周边变化的预测能力。当主体遇到新情况时，会将已

知的“积木”组合起来应对新情况。不同“积木”组合形成新的“内部模型”，这已成为智慧

城市建设的一个普遍特征。“内部模型”可分为隐性和显性两类。其中，“隐性内部模型”，

例如动物的DNA，其变化的时间尺度大致等同于进化的尺度，具有极难改变、高度韧性等

特点，在大自然中广泛存在；“显性内部模型”的进化则能在瞬间完成（能与其他“积木”快

速组合）。因此，主体通过“显性内部模型”能感知和计算，从而产生预测能力。

最后，“标识”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机制，主要用于集聚和边界生成。

“标识”能够使主体观察到对方原本隐藏的特性，从而促进“选择性相互作用”。“标识”的核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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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意义在于高效组织和配对供给与需求。平时，“标识”可能处于隐形状态，但在混乱的情

况下能够发挥关键作用。

在工业互联网和城市智慧系统中，应该将上述三个价值信号作为基本运行规律之一。

这样，不仅可以高效匹配主体需求，还能使智慧城市的“生成”与“构成”有效结合，实现万

物互联，从而让全场景智慧得以涌现。

总的来说，政府应关注智慧城市中的公共品，为种类繁多且日新月异的各类智慧城市

商务品提供平台。无论是核心还是基础的智慧“公共品”设计，都必须注重“生成机制”的

应用。智慧城市是一个高技术平台，旨在最大化“聚裂效应”价值。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从

上而下”的顶层设计与“从下而上”的“生成”机制共同发挥作用，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作

为科技发展不确定性最大的新领域，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利用第三代系统论，充分发挥主体

的三大新机制，从全场景智慧的角度思考，实现“自下而上”“生成”的自适应智慧城市。构

成智慧城市的“四梁八柱”都应该成为千百种“生成”场景应用的新业态平台。

新科技下的城市规划和发展

■ 叶嘉安（Anthony G.O. Yeh）
香港大学城市规划及环境管理研究中心讲座教授、研究

学院院长、地理信息系统研究中心主任，交通运输研究所所

长，香港科学院院士。

城镇化起源于 18世纪的工业革命，当时世界城镇化率仅

为 20%。到了 20世纪，随着汽车和公众机动产品的出现，世界城镇化率迅速攀升。根据

最新的统计数据，目前全球约 56%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地区[5]。中国的城镇化虽然起步较

晚，但增长迅猛，这充分体现了科技与城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在工业革命前，城市多因

集市、贸易、娱乐等兴起；工业革命后，城市逐渐演变为以生产、服务业为主的市镇，服务和

生产方式因科技进步而发生改变。如今，在后工业化时代，金融中心的发展，如香港，已充

分展现出产业和技术的影响力，这进一步彰显了生产、服务与科技的紧密联系。

科技的发展也深刻改变了交通方式，从最初的马车、火车，到后来的机动车、大运力公

交、高速铁路等。这些新的交通方式催生了新的城市研究和规划理念，使城市建构得以不

断创新。然而，城镇化进程中也带来了诸多问题，如污染、过度拥挤、犯罪等，这些问题促

使城市规划学科应运而生。1914年，英国创立了皇家城市规划学会，标志着城市规划学

科的开端。该学会至今已有 110年历史；北美地区也在 1917年成立了类似机构，最终发展

为今天的美国规划协会。

在城市规划模型方面，1925年，美国社会学家伯吉斯（E.W.Burgess）提出的同心圆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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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以火车站为中心，铁路运输的便捷促进了机械化生产和集中的商业活动发展。1939
年，霍伊特（H. Hoyt）的扇形模型反映了交通压力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重塑作用，研究发现，

城市多围绕交通线路如高速铁路向外扩展。1945年，哈里斯（Chauncy Dennison Harris）和

厄尔曼（Edward Louis Ullman）提出多核心模型并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系统阐述。该模型

认为，城市并非仅围绕一个中心发展，而是会形成多个核心区域，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新

的郊区中心逐渐形成，这源于二战后城市发展的需要。该模型认为，城市不是围绕单一核

心发展，而是存在多个核心，每个核心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影响力。随着城市规模扩大，

由于城市发展中多种因素，如人口增长、产业多样化、交通改善等，特别是二战后城市经济

复苏、人口膨胀等需求，新的郊区中心逐渐形成。到了 21世纪，多中心分散式城市模型

（Polycentric and Dispersed City Model）的典型代表是美国洛杉矶，在亚洲地区也有类似因

交通方式改变而带动的发展类型，这些研究和实践都充分说明了科技对城市结构的深远

影响。

如今，我们正身处智慧城市时代。智慧城市这一概念并非现在才出现，早在 1985年
就已萌芽。当时机房里的主机通过局域网联结成千上万的电脑终端，实现了全球最早的

数据分享。1982年，香港设立地政总署；1987年，广州市城市规划自动化中心成立，这是

政府参与数据数字化的早期实践。香港用了十年时间实现数据数字化，而广州仅用了 4
年，彰显了广州速度。1995年，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成立；同年，互联网的出现让人们

无须依赖局域网，在家中即可拨号接入互联网获取信息。到了 2010年左右，智能手机的

普及和无线网络的广泛应用使智慧城市建设成为可能。此后，政府、企业、个人在任何时

间、任何地点都能相互连接，互联网上的各种信息数据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基础。

智慧城市的技术重点是“地理信息系统+传感器+信息与通信技术+无线网络”。但这

些仅代表过去，未来的发展将取决于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物联网（IoT）、第五代互联网

（5G）、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技术等新技术，这些技术将对未来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过去，

我们讨论的城市大多是二维的，但现实中的城市是三维的。得益于建筑信息模型（Build⁃
ing Information Model，简称BIM）技术，人们能够建造新型的楼宇。新建楼宇的建筑信息模

型集合形成数字信息模型（Digital Information Model，简称DIM），各地区的数字信息模型集

合则进一步形成城市信息模型（City Information Model，简称CIM）。未来，人们将能够掌握

关于楼宇的丰富信息。需要注意的是，在建筑信息模型的应用领域里，城市中 80%的老旧

建筑需要三四十年才能完成向城市信息模型的转化，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香港特区政

府已建设一般核心数据基础设施，并从 2021年起致力于创建三维地理信息系统，主要运

用建筑信息模型和遥感等技术，内地称之为实景三维地图。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莫干

山地信实验室的陈军教授也致力于在 2025年前建立全国的三维地图，这将开启地理信息

系统的新时代。未来，地理信息系统和建筑信息模型有望实现融合，地图将不再局限于二

维，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将成为地图制图行业的发展趋势。

早在 20世纪 70年代，高级空间分析中心的迈克尔·巴蒂（Michael Batty）教授就开始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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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于三维地图和可视化研究。对于普通人而言，二维地图往往难以理解，只有城市规划工

程师等专业人士才能看懂。相比之下，三维地图能够让人们更加直观地识别地点。在城

市规划领域，建筑信息模型也助力了许多城市设计和碳足迹相关工作。例如，在地块开发

前，通过三维地图可以更清晰地预览旧楼拆除和拟开发项目等情况，而过去用二维地图

时，大多数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直观理解。此外，三维地图还能实现可视域和噪声测绘等

功能，并且在低空经济中，三维地图也能确保无人驾驶飞行器不会撞向楼宇。

在智慧城市中，传感器的应用极为广泛。智慧城市之所以“智慧”，传感器功不可没。

过去，人们开车需要使用专用的导航仪，如今，借助GPS或北斗卫星定位系统，人们只需通

过手机地图软件即可实现导航功能。未来，在GPS信号覆盖不佳的地区，智慧灯柱等设备

有望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新加坡曾计划利用智慧灯柱开展相关应用。该方案在理论上

可行，技术上也无难度，但由于成本较高，最终未能大规模推广。未来，电动车、5G定位、

卫星、无人驾驶飞行器等科技将广泛应用于健康、居家、环保等领域。传感器无处不在，手

机本身可视作一个传感器，电子支付过程也是发送电子信息的过程。在众包领域，谷歌地

图等应用也是一种传感器。用户通过使用这类应用，自身提供了交通拥堵等信息，实现了

公域、私域和广域之间的互动，既分享了数据，又获得了服务。城市管理的公众参与也涉

及众包，例如，在“文明珠海随手拍”“啄木鸟—禅城管家”等小程序中，市民对乱张贴、乱堆

放、占道经营等市容乱象进行快速上报，政府相关部门会跟进处理，这对城市治理部门而

言是一把“双刃剑”，在某种程度上能促使其提升效率。

智慧科技、大数据等带来了海量数据。过去的数据源有限，主要来源于遥感测绘、人

口普查、电话黄页、信用卡数据等，而智慧科技带来了新的大数据源，如时空数据、智能电

网和传感器数据、社交媒体数据、网络数据、文本数据等。城市信息学中有一门城市分析

学科，人工智能并非新概念，其最初以知识为基础，后来发展到人工生命、智能随机优化过

程、机器学习，再到近几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幅增长。科技日新月异且具有颠覆性，大

语言模型可以更精确地筛选网络信息，无须调研即可从社交媒体数据中分析出公众对社

会事件的看法，香港正是运用这种方式来调研公众对交通设施的意见。生成式人工智能

在城市规划领域还可用于城市设计渲染，以往需要一周时间的工作，现在电脑可迅速完

成，甚至能生成具有真实观感的三维结构图。

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城市设计具有显著优势。在过去，例如 1969年，伊恩·麦克哈格

（Ian McHarg）在其著作《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中，需要通过手工绘制和叠加

大量图层来进行分析。由于当时数据有限，整个过程需要耗时一年。如今，借助GIS技
术、丰富的数据和先进的工具，相关工作可以一键完成。IMGRID开源图像处理库的开发

者曾表示，如今城市规划设计变得更加便捷，因为数据现成可用。在 20世纪 90年代，城

市规划设计便已开启数据信息化处理的进程，只不过当时技术手段相对有限。如今，随着

科技的飞速发展，数据信息化处理非但没有被摒弃，反而在城市规划中扮演着越发关键的

角色。大量来自物联网、社交媒体、传感器等多源的数据，通过先进的信息化技术进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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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分析与整合，极大地提升了城市规划的速度与效率。然而，也有人担心这种规划可能

缺乏人情味和温度。

从大数据的视角来看，时空大数据并非新概念，源于 20世纪 60年代斯滕·哈格斯特朗

（Torsten Hägerstrand）提出的时间地理学。如今，手机信令数据可实时跟踪，清洗掉个人隐

私后，能识别移动电话用户的住所和工作场所等。但也不能完全依赖大数据，需将大数据

与调查小数据叠加。数字孪生城市可以实现实时控制，这更多针对城市治理而非城市

规划。

谈到智慧科技与未来城市发展，路易斯·沃斯（Louis Wirth）在 1938年曾说：“城镇化是

一种生活方式。”当时美国城镇化率为 50%，正处于从农业到城镇化的阶段。如今，智慧城

市已然成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5年前我曾质疑过，现在已非常肯定）。曼纽尔·卡斯特尔

（Manuel Castells Oliván）在 1989年提出信息城市理论，1996年提出网络城市理论，现在智

慧城市理论应运而生。关于城市规划与城市发展，1957年的经典教科书《城市土地利用

规划》（Urban Land Use Planning）提到人的活动如何影响空间、空间如何影响规划、规划如

何影响城市发展，但未提及人的活动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也会影响空间需求。实际上，

空间需求不仅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还受到交通、信息科技、价值观体系等多方面因素

的综合影响。在空间规划领域，不同的空间规划理论和价值观至关重要，人为干预不可忽

视。这种干预不仅受科技因素影响，还受我们对科技影响本身的影响。从产业 1.0到产业

4.0，从出行方式 1.0到出行方式 4.0，新的循环已经形成。将不同出行方式整合到同一个

平台，是当前和未来的发展趋势。时空被大大压缩，如从北京出发乘坐高铁到上海仅需

2.5小时，一小时通勤圈的可达范围半径更大，这得益于高速铁路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

过去，城市形态依赖于城市功能，而在智慧城市前提下，新的购物、工作需求和模式下，对

购物、工作空间的需求可能会缩小。以前的通勤模式是“停车换乘”，现在变成了“叫车换

乘”。未来的城市形态或许会像电脑网络一般，在无人驾驶时代到来时，道路可能需要“瘦

身”，以让位于更多绿化。

智慧科技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出行和生活更加方便、安全；

环境更加可持续；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共享经济和旅游业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智慧科

技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如社会分化加剧、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就业问题增多。在城市规

划领域里，解决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新的问题。

智慧科技和人工智能使城市更加有效率和可持续，是极具价值的工具。换言之，我们

应当理解（understand）人工智能，但不能完全依赖它；我们仍需要运用人类智慧去解读人

工智能，以免沦为人工智能的奴隶。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城市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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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发展治理：国家创业精神的视角

■ 吴缚龙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巴特利特规划讲座教授，英国社会科

学院院士。

城市创业主义（urban entrepreneurism）是城市治理研究中

的一个重要概念。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对巴尔的摩内

城的研究中，首次提出城市创业主义的概念，并将其与新自

由主义（Neoliberalism）联系起来[6]。哈维认为，新自由主义是

一种利用市场的工具，其核心是通过恢复利润率来维持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鲍伯·杰索

普（Bob Jessop）则进一步探讨了香港作为创业城市的实践，指出香港不仅是一个避税港，

更是一个具有高度治理能力的城市[7]。这些研究为理解中国城市发展治理提供了重要的

理论基础。下面我从城市创业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国家创业精神等理论出发，结合成都天

府新区等案例，分析中国城市治理中市场工具的运用、国家角色的发挥以及生态文明等国

家指令的贯彻问题。

成都天府新区的建设是中国城市发展治理的一个典型案例。2018年，成都提出“公

园城市”的概念，旨在将整个城市建成一个公园或在公园内建城市。这一理念不仅体现了

对城市空间的重新规划，也反映了对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成都的绿道建设不仅包括大

型购物中心，还涵盖了精心设计的生态景观，体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结合。

在实践中，成都的城市治理体现了国家创业精神的特征。国家创业精神（state entre⁃
preneurialism）是指国家机构，特别是地方政府，对市场工具的引入、发展和部署表现出高

度的兴趣。这种精神不仅体现在城市规划活动中，也体现在国家的治国理政方式中。一

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收入来推动城市发展；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在积极应对金融陷

阱，避免过度借贷带来的风险。这种治理模式既体现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

作用，也反映了国家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引导和调控作用。

中国的城市治理实践表明，国家创业精神具有两个显著特征：首先，国家借助市场手

段推动城市发展，而非单纯依赖新自由主义的远程治理模式。在宪法框架内，国家积极参

与经济活动，例如通过“城投”公司发行债券，以土地作为抵押刺激金融发展。这种模式被

称为“国家的长影”（the long shadow of the state），即国家通过各种政策、制度安排或市场手

段持续发挥治理作用，并渗透到市场机制、社会行为和文化观念等多个层面，从而在经济、

社会或城市发展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其次，国家创业精神强调规划的中心性和国家指

令的重要性。国家通过大规模部署市场工具，实现国家中心性，确保政治指令得以贯彻。

例如，成都的绿道建设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体现。地方政府

在执行国家指令的同时，也根据自身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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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发展治理的目标不仅限于经济增长，还包括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

目标。这种治理模式体现了制度灵活性和多尺度操作的特点[8]。例如，上海的“人民城市

为人民”理念，强调社区层面的共同治理和共同生产；京津冀地区的协同发展则体现了城

市区域和城市集群的经济互动。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发展治理的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的

国家创业精神不仅体现在对市场工具的运用上，更体现在对国家战略的贯彻上。这种治

理模式有助于应对全球性挑战，如社会不平等和地缘政治风险。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市场和社会工具的动员，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

中国城市发展治理具有独有的特征和逻辑[9]。通过国家创业精神的视角，我们可以

更好地理解中国城市治理中市场工具的运用、国家角色的发挥以及生态文明等国家指令

的贯彻，并发现中国城市治理具有超越经济性的战略性和制度灵活性。这种治理模式不

仅有助于实现经济增长，也有助于实现生态文明、共同富裕等国家战略目标。在全球化背

景下，中国的城市治理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也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模式。

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化演进及其新趋势：扩展、集约与区域

创新

■ 林初昇（George C. S. Lin）
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地理系讲席教授，英国

社会科学院院士。

作为来自华南香港的学者，我将研究聚焦于如今广为人

知的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发展路径究竟有

哪些独特之处？为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先需要回溯其发展

历史。在此基础上，通过识别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发展路径，进一步探讨其与其他地区城

市化路径的异同，从中提炼出一些政策启示，并讨论这些启示对于完善政策制定具有的意

义。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部署并推动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和决策。我个人认为，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这两项重大发展战略不仅是新时代推动全面开放新

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检验新方法、新政策的重要试验场；不仅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深远意

义，对全球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从相互观照的视角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球性

影响愈发显著，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全球性意义亦日渐凸显。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城市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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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上其他湾区进行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粤港澳大湾区在土

地面积和人口方面具有优势，但曾在 GDP 方面落后于美国的纽约湾区和日本的东京湾

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建设成效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4）》数据显示，截至

2023年底，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已突破 14万亿元人民币（约合 1.92万亿美元），超越纽

约湾区的 1.8万亿美元和旧金山湾区的 1.38万亿美元[10]。
在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化路径时，不得不提到加拿大地理学家特伦斯·麦吉

（Terence McGee）。他提出的“Desakota”概念（印尼语“村庄”与“城市”的结合），描述了亚

洲特有的一种城乡混合发展模式——既非传统城市，也非典型乡村，而是两者之间的过渡

地带[11]。麦吉强调，亚洲的城市化路径与西方经典模式截然不同。这一理论为理解珠三

角地区的快速城市化提供了重要框架。

从 40多年的城市景观变化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正经历深刻变革。基于对这些变化景

观的理解，可以识别出一条由三个主要阶段组成的路径。

（一）扩展城市化阶段

扩展城市化阶段又可以按发展驱动模式分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小阶段。

1.村镇工业化驱动的扩展（始于 20世纪 80年代）。此阶段以“自下而上”的村镇城市

化为主导，主要表现为在珠三角广泛的村镇工业化、大量乡镇企业的涌现以及小城镇的快

速崛起。城市和农村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相互交织、共同推进。当有限的土地空间

无法满足城市发展需求时，政府通常选择扩大发展边界，“Desakota”现象，即农村与城市

功能相互交织的区域也由此出现。此阶段特点是通过土地扩张和村镇工业化实现城市

化，这一模式在珠三角地区尤为常见。

2.以城市为中心的扩展（始于 20世纪 90年代）。此阶段以“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及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外延和扩张为主要特征。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全国

范围内掀起了开发区建设的热潮。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和 1998年国有土

地有偿使用制度的明确，使“土地财政”逐步形成。在此背景下，中国进入“以城市为中心”

的扩展城市化阶段——城市重新确立了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并与村镇工业

化形成了竞争态势。

（二）集约（再）开发城市化阶段

21世纪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进入以“三旧改造”（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和城市更新

为发展重点的集约化开发阶段。2013年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严控土地扩张，强调土

地的集约利用，土地的价值被重新认识。这一阶段的城市化注重通过城市内部的土地再

开发和功能优化，提升城市品质和土地利用效率。

（三）区域创新推动的城市化阶段

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进入了区域创新推动的城市化阶段。科技创新成为城市化发

展核心动力，通过创新资源集聚、产业结构优化和区域竞争力提升，创新科技迅速推动城

市化发展并塑造了城市新形态和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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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沿发展路径快速回顾一遍珠三角的城市化历程。识别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阶段

性特征和特殊节点，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化进程的内在逻辑与政策演变。1992年以

来，大城市经历了快速扩张，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模式。以广州为例，可以看到土地

出让收入占城市财政收入比例的转折点在 2004年。2004年广州成功申办 2010年亚运会

后，土地出让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显著上升。北京（2001年申办 2008年奥运会）、上海

（2002年申办 2010年世博会）均呈现相似模式——大型事件成为土地开发的催化剂。

另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出现在 2013年。2013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中央

城镇化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要严格控制城市边界无序扩张，强调城市化必须从外延

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转变，注重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城市品质的提升。这一政策导向标志

着中国城市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从以土地扩张为主导的城市化发展模式，向以城市

更新和土地集约利用为核心的精细化发展模式转变。

与此同时，随着农民对土地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农村土地征收的难度也逐渐增大。

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和保护意识增强，使得地方政府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更加注重与

农民的利益平衡。这种背景下，城市更新作为一种更加注重存量土地开发和既有空间优

化的模式，逐渐成为城市化发展的新方向。

在这一阶段，广东省率先实施的“三旧改造”试点政策是中国城市更新领域的重要政

策创新。该政策聚焦于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土地利用碎片化、基础设施薄弱、环境质量差

等问题，通过系统性的改造提升城市整体品质和土地利用效率。2021年 3月 1日实施的

《广东省旧城镇旧厂房旧村庄改造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三旧”用地由政府收储后公开出

让的，可在扣除土地征收、收回、收购等费用以及计提资金后，将出让收益的一定比例，或

者土地公开成交价款的一定比例补偿给“三旧”用地原权利人[12]。这一机制在实际操作

中，使原土地权利人获得了比以往更高的出让收益返还，充分调动了土地使用者参与改造

的积极性，有效缓解了因土地征收引发的社会矛盾，体现了政策的公平性和社会性。与此

同时，“三旧改造”政策将改造主体明确为区级政府，赋予其更大的自主权和决策权，同时

积极鼓励现有土地使用者和商业开发商等多方参与，提高了改造效率。此外，地方政府通

过制定土地用途分区和控制容积率等方式，优化土地利用效率，在改造过程中允许土地用

途进行适度调整，以适应市场需求和城市发展目标，进一步提升了城市更新的科学性和灵

活性。

以广州市猎德村与杨箕村的改造为例，尽管这两个城中村的地理位置相近，但改造推

进的结果却截然不同。由此可以识别出城中村改造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政府让利程度

（stateconcession）、决策机制透明度、开发商介入时机，以及村庄的宗族空间结构（lineage⁃
structure）等，这些因素都直接影响更新改造的结果。这两个区位相近但命运迥异的“双村

记”，为城市更新决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迈向以科技创新为重点的城市化新阶段。从专利数量上看，相

较于其他国际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专利数量十分可观：但从专利引用情况来看，高被引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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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数量稍显落后。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主要还是以单一行业主导为特征，从人均风险投

资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与国际湾区相比较而言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不过，全球创新枢纽的

分布规律给予我们信心和启示：这些枢纽往往具备三大特征——依托大城市、坐落湾区、

毗邻行政边界（创新者倾向于远离政治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恰好兼具这些条件，从而具

备了成为全球创新枢纽的潜力。

从早期村镇工业化的遍地开花，到土地财政驱动下的城市博弈，再到技术驱动的集约

化、精细化更新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化路径既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为全球城市

转型提供了重要的参考。随着边界区位逐渐成为创新的热土，这片湾区或许正孕育着下

一轮变革的种子。

户籍制度何去何从？改革现状、资源错配及农村家庭的

应对策略

■ 范芝芬（C. Cindy Fan）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副校长（国际研究及全球事

务）、全球课堂项目主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教授、

亚美研究教授。

在西方文献中，非政府组织和媒体经常讨论中国的户籍

制度（hukou），多年来，许多报告批评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不

平等的原因之一。如今，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户籍制度是否仍然重要？

户籍制度为公众所熟知，尤其是农业户籍与非农业户籍、本地户籍与外地户籍的区

别。在简化表述时，有时会将其统一归为城乡户籍。由 Saich和 Zhang合著的一本书中讨

论了与户籍挂钩的福利问题[13]。户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与福利紧密相关。具体涉及

以下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教育。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可以享受公立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免费教育。看

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户籍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但其实这部分人口必须回到户籍所在

地参加全国高考，所以说户籍对教育还是有影响。

二是就业。没有本地户籍的流动人口可以自由进入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但农村劳动

力进入城市就业市场时仍面临一定的制度性障碍，流动人口落户难问题在一些地方依然

存在。受户籍影响，相关的公共服务也随之产生差异。尽管户籍制度限制已有所放松，但

限制依然存在。

三是社会保险。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推进城乡社会保险制度的整合和统一。例

45



如，国家已经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没有本地户口的农村流动人口和灵活就

业人员按政策可以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然而，从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两个方面看，城

乡社会保险的差异仍存在。尽管户籍制度的限制在加快放开步伐，但完全消除城乡社保

差距仍需时间。

当谈论土地权益时，情况则完全相反。只有本村户籍成员才能享有土地使用证赋予

的各项权利，例如土地收入和土地流转费；只有本村户籍成员才能享受农地相关补贴。在

这个领域，农村户籍持有者实际上具有优势。

2014年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将 1亿中国人从农村

户籍转为城市户籍的发展目标，并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籍的区别[14]。2019年印发的《关于

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社会性流动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明确，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
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全面放宽城区常住人口 300万至 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15]。如

今，基于年龄、教育、技能、稳定就业、居住年限等个体对城市的有用性因素，包括北京、上

海、广州和深圳在内的不少城市仍采取积分入户制度。

为了解此前不同城市的落户要求，我们借鉴了张吉鹏等学者关于中国城市户籍制度

改革的定量分析研究[16]。该研究以 2000年至 2016年期间我国城市户籍政策文件作为数

据集，通过构建户籍登记指数来量化评估城市落户的难易程度。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获得

当地城市户籍主要有四个途径，分别是投资、购房、人才计划和就业。在 2000—2013年和

2014—2016年两个时期内，不同线级城市对上述四个落户途径的具体要求存在显著差

异。如表 1和表 2所示，在 2000—2013年和 2014—2016年这两个时期，一线城市的学历要

求从 13.8年增加到 15.2年。也就是说，通过人才计划在一线城市获得户籍变得更加困难。

但对于五线城市来说，这一数字基本保持不变，分别为 10.6年和 10.8年。购买房屋是获得

户籍的另一种方式。在这两个时期内，一线城市的房屋面积要求保持不变，为 88平方米，

但每平方米的房价在一线城市大幅上涨。尽管房屋面积要求保持不变，但购买价格大幅

上升。对于五线城市来说，房屋面积略有增加，从 86.1平方米增加到 92.6平方米，但仍相

对便宜。因此，大城市的选择性更强。

实际上，户籍制度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城市规模的限制，还有地区差异，在此不展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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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同线级城市人才计划落户资格

城市级别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购买面积（平方米）

2000—2013年

88.0（22.8）
78.2（24.8）
71.7（23.3）
88.0（14.0）
86.1（18.4）

2014—2016年

88.0（22.8）
76.0（21.7）
80.8（26.2）
96.9（12.4）
92.6（17.9）

附加要求（数量）

2000—2013年

2.0（1.0）
1.5（1.3）
1.5（1.2）
0.8（0.9）
0.5（0.7）

2014—2016年

1.8（1.3）
1.8（2.0）
1.5（1.6）
0.7（0.7）
0.7（0.5）

注：括号内为标准偏差。购买面积是指落户政策对购买公寓的具体要求。附加要求表示对购买

类型、地点、持续时间、经营时间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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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讨论。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户籍比较难获得，而在其他地区则相对容易。

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人才流向小城市和大都市区之外的地区是共同富裕理念的体现，

但问题在于，流动人口真正想去哪里？根据相关研究，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在就业选

择中表现出对城市机会的强烈偏好。研究表明，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愿意放弃 1.7%
的收入，来换取城市就业机会增加 1%的可能性。这表明，尽管城市就业机会可能伴随着

较低的收入，但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去城市。

刘国恩教授等学者在 2022年发表的《户口作为福利：中国户口需求与工资的关

系》[17]，基于北京和长沙超过 900名流动人口的独特概率抽样调查，分析了流动人口对城

市户口的支付意愿。研究发现，在北京，流动人口愿意在五年内降低 9%到 14%的收入以

获得北京户口；而在长沙，流动人口对城市户口的支付意愿几乎为零，来自农村的流动人

口甚至表现出负支付意愿。尽管生活成本高，就业市场竞争激烈，大学毕业生仍然更倾向

于在大城市寻找第一份工作[18]。
流动人口有明确的迁徙意向，那么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当前，在人口出生率下

降、人口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放缓的宏观背景下，国内小城市有强烈的动力去吸引更多的人

口，包括流动人口。因为流动人口不仅是劳动力的重要来源，也是消费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地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大城市对人才的需求结构与流动人口的就业偏好

之间存在不匹配现象：流动人口的首选目的地往往是大城市，而大城市更倾向于吸引企业

家和高学历人才，这导致了供需之间的矛盾。

2024年 8月，公安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中国大多数城市已

经全面放宽放开落户限制[19]。那么户籍是否仍然重要？要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先回

答另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户籍？是城市户籍还是农村户籍？有研究表明，城乡户籍的价

值差距总体上有所缩小。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对于持有农村户籍的人来说，是否值得放弃

他们的农村户籍或小城市、欠发达城市的户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处在一

表 2 不同线级城市通过购房方式取得户口资格的要求

城市级别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

五线城市

职称（工人技能

等级专业证书）

2000—
2013年

2.4（0.8）
1.7（0.8）
1.2（1.0）
1.3（0.9）
0.8（0.9）

2014—
2016年

2.8（0.4）
1.6（0.9）
1.0（1.0）
1.1（0.9）
0.8（0.8）

学历资格（年）

2000—
2013年

13.8（5.0）
8.9（4.7）
10.7（4.4）
11.0（3.7）
10.6（3.1）

2014—
2016年

15.2（5.3）
9.2（4.5）
11.3（3.6）
11.0（3.7）
10.8（2.4）

附加要求（数量）

2000—
2013年

2.2（1.1）
1.4（1.6）
0.9（1.1）
1.0（0.8）
0.8（0.8）

2014—
2016年

2.6（1.5）
1.6（1.8）
0.9（1.1）
0.8（0.9）
0.5（0.5）

注：括号内为标准偏差。初级、中级和高级专业人员的职称要求（技能方面），分别分配为 1、2
和 3；学历要求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含大专）、本科生、硕士和博士，分别分配为 6、9、12、16、
19和 23。附加要求是指劳动合同、社会保障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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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确定的时代。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人们会怎么做？人们在这个时代发展出了什么

样的策略？事实上，中国的农村居民已经发展出了许多应对不确定性的策略。其中一种

策略就是真正保留农村户籍。保留农村户籍是有价值的，这就像一种保险政策，为村民提

供稳定性和安全性。农村土地、农村房屋、物理家园、社会社区……所有这些对村民来说

都是有价值的。目前，社会福利待遇的差异更多是来自就业状况，而不是户籍——拥有好

工作可能更重要[20]。
一年前，我实地考察了宁波某个村庄，如今同一个地方发生了显著变化。这里原本是

一片古老的村庄，从现场拍摄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些老村庄的房屋已被拆除，取而代之的

是一幢幢酷似别墅的新房（图 1）。这一现象在中国许多乡村地区普遍发生，旧有房屋被

拆除，村民因此获得相应经济补偿或者置换新房屋。农村户籍的感知价值和实际价值都

在上升[21]。
最后，我想以一种更贴近现实的方式来思考户籍问题。目前关于户籍方面的研究大

多集中在顶层设计方面，事实上，关注和理解人们实际在做什么同样重要。

在中国，农村居民正在参与一场“户籍游戏”。不少专家学者正在研究探讨中国农村

居民如何参与这场“户籍游戏”。不可否认，中国的农村居民在许多方面仍处于相对劣势

地位。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农村居民什么都不做呢？一年半前，我在调研过程中学到

一些新词汇，包括“躺平”和“内卷”。如果农村居民什么都不做，那可以称为“躺平”。但实

际上他们正在努力工作以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参与的“户籍游戏”，是通过在城市谋生，

同时将农村地区作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安全网，充分利用城乡两个世界的资源[22]。因此，

他们在流动中灵活就业，但这涉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活动，城乡边界的模糊化是其中一个例

子。他们来回穿梭，这种“跨地性”（Translocality）表现为他们将中国的不同地方视为不同

活动的潜在场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居民在家庭内部也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谁负责

什么工作？谁务农？谁照顾儿孙？打算在城里待多久？如何组织家庭？这些问题反映了

他们的劳动分工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多年来，我一直关注“大家庭”这个概念。要使劳动分工和灵活的家庭组织发挥效用，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城市大家谈

图 1 宁波某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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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的家庭不能局限于单一地点。家庭成员必须分布在中国的不同地方，包括城市

和农村。这种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改善家庭整体福祉，并确保老年

人和儿童得到妥善照顾。劳动分工本身并非终极目标，而是实现家庭整体福祉的一种手

段。如前文所述，这需要家庭成员之间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和协作能力。

有时，留在农村的成员需要身兼多职，既要务农，又要照顾家庭，还要承担起照顾老人

和孩子的责任。外出务工的成员可能会因家庭自建房或其他事务暂时返乡，甚至可能在

家乡务农几年后再次外出务工。外出务工者也会更换工作、城市或职业，表现出极高的灵

活性。当孩子长大后，留守的母亲可能会选择外出工作；原本外出务工的家庭成员可能会

在稍后加入；祖父母可能会返乡，以便照顾年幼的孙辈。所有这些行为都是在不利条件下

争取最佳结果的策略。

劳动分工固然重要，但并非理想选择，而是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分工会带来社

会层面和情感层面的成本，例如牺牲了家庭团聚的机会。因此，这并非一种双赢的局面。

上述视角促使我们关注基层，关注人的能动性，关注人的策略。我们不仅要关注高层

政策，还要关注基层的反应。流动人口及其家庭，特别是农村家庭，并非被动接受者，而是

在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们的故事需要被更好地讲述，更多地被听到。

户籍制度改革因城市规模和地区而异，是复杂且不均衡的。户籍制度改革的首要挑

战是流动人口想去的地方与城市想要的人才之间存在不匹配。农村户籍的价值已经大大

提高。非常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注家庭以及人们如何应对。他们的应对并非被动，而是

来自基层的积极应对策略。当谈及城市发展时，将农村居民及其策略纳入其中同样重要。

粤港澳大湾区基础设施流动性：住房、教育和医疗交互视角

下的基础设施修复

■ 何深静

香港大学罗旭龢夫人基金教授（建成环境），城市规划及

设计系系主任，城市系统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促进公平与福

祉的社会基础设施实验室主任，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在全球城市竞争日益以区域为基本单元展开的背景下，

中国将“区域高质量发展”提升至国家战略高度。粤港澳大

湾区作为中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之一，其发展面临三重挑战：一是“一国两制”下的

规则差异和行政壁垒，二是跨境要素流动的物理与制度壁垒，三是社会基础设施供给的失

衡。传统研究多聚焦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硬联通”，却忽视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基础

49



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软联通”对区域协同的深层

影响。基于此，我提出“基础设施流动性”（Infrastruc⁃
turing Mobility）这一理论框架，通过解构基础设施的固

定性与流动性，探索社会基础设施在区域治理中的工

具性价值，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分析

视角与实践路径。

在基础设施转向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已经认识

到，基础设施不仅仅是城市和区域发展的支持系统。

基础设施转向主张超越基础设施的物理属性，将其视

为技术性（Technicality）、政策话语（Discourse）与情感

体验（Affect）的三维复合体（图 1）。以高速铁路设施

为例，其规划过程涉及政策话语的博弈，建设过程重塑地方社会关系，而运营过程则嵌入

居民的情感体验。同时，基础设施也被视为“不稳定的集合体”，其功能随社会过程不断重

构[23]，即强调流动性、有效性、联通性。在这里，“基础设施”有两重含义：一是用作名词，指

支持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基础设施系统；二是用作动词，强调建设、提供基础设施，以促进和

增强流动性。了解这一概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什么在流动以及为什么流动。

同样，流动性转向为众多人类学和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理解要素不断变

化且流动的世界及其背后潜在的力量。流动性转向强调以流动视角解构传统静态研究范

式，关注人、物、资本与信息的动态网络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24]。
我将基础设施转向与流动性转向相结合，提出“基础设施流动性”框架，其核心命题包

括两个部分：一是基础设施的解构与重组，即将基础设施系统拆解为可移动的“子基础设

施”（sub-infrastructure），例如医疗资源当中的部分要素（如医护人员、医疗技术）的跨域调

配、教育集团化实践中的选择性的网络化布局（如名校兼并、授权冠名、教师调动）[25]；二是

流动性作为名词与动词的双重属性，既指跨境流动的客观现象（如人口迁移），也指通过政

策干预实现资源再配置的动态过程（如福利制度跨境延伸）以及由此引发的人流、物流、资

金流和信息流。

基础设施流动性的另一个维度是固定性与流动性的辩证转化。基础设施的“固定性”

（fixity）与“流动性”（mobility）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动态转化。例如，人们择地而居的决策

（固定性）可能会影响获取医疗与教育的范围，但医疗需求的变化（流动性）也可能驱动人

们迁移居住地。实际上，基础设施的流动性已经成为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重要解决方

案（infrastructural fix）（图 2）。

介绍完相关概念后，我尝试将“基础设施流动性”框架置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背景

下，进一步分析论证基础设施流动性为何已成为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的重要理论手段。在

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是打造世界级湾区，其人口规模、经济总量与交通网络密度

已超越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等国际湾区（表 1）。与京津冀等其他区域相类似，粤港澳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城市大家谈

图 1 基础设施是技术性、政策话语

与情感体验的三维复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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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全球四大湾区关键指标对比

数据来源：香港大学促进公平与福祉的社会基础设施实验室 2023年数据

指标

面积（万平方千米）

人口（百万）

国内生产总值（万亿美元）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百万TEU）

粤港澳大湾区

5.59
86.88
1.96
74.85

东京湾区

3.24
36.91
2.09
7.16

纽约湾区

3.45
21.87
1.9
7.81

旧金山湾区

2.62
9
1.22
2.07

图 2 基础设施转向与流动性转向的辩证关系

大湾区的发展重点在于整合和增强流动性。然而，由于港澳地区与内地城市在公共服务

标准、政策协调机制等方面存在规则差异和行政壁垒，直接制约了港澳与内地在医疗、养

老服务领域的互联互通。具体而言，香港公立医院轮候时间长达数月，而毗邻的深圳医疗

资源利用率不足，但跨境就医受限于资质互认与居民信任缺失。此外，香港老龄化率在

2035年将达到 35%，本地养老院床位短缺，但跨境养老面临长者补贴无法跨境使用的

困境。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过程中，现有政策较多聚焦于物理基础设施的建设，如港珠澳

大桥、广深港高铁等重大交通工程，这些举措为区域的互联互通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

社会基础设施的整合仍处于相对分散的阶段，尚未形成系统化的协同发展模式。在此背

景下，若未能充分重视医疗、教育、住房等关键民生领域的协同发展，区域流动性的提升将

面临诸多挑战，难以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这一现状将引发两方面的问题：其一，选择性

流动。由于政策本身有选择性，偏向于支持高技能人才的流动，如通过“优才计划”等政策

吸引高端人才，而低收入家庭、老龄化人口等弱势群体的需求则相对被忽视，从而造成选

择性流动。其二，协同性不足。医疗、教育、住房等民生领域问题被孤立研究，缺乏对其交

互效应的系统性研究与统筹规划，导致政策协同性不足，难以形成整体合力。例如，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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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面临的现实居住困境直接影响教育可获

得性，而住房成本上涨进一步挤压医疗支出。

香港公立医疗系统长期超负荷运转（每千

人仅拥有 2.1名医生），而深圳、广州等地医疗

资源供给充足但利用率低。研究发现，港人对

内地医疗质量的“主观感知”是跨境就医的关

键障碍；曾在内地居住或有亲友网络的港人，

对内地医疗的信任度显著更高[26-28]。对此，政

策需通过“情感技术”（Affective Technology）增

强信任，例如建立跨境医疗信息平台，推动资

质互认；或者设立港式医院试点，参照“横琴粤

澳深度合作区中心医院”引入澳门管理模式，吸引港澳居民就医。

香港老龄化加速与住房短缺并存，2020年约 9万港人定居大湾区内地城市，预计 2030
年跨境养老人口将超 20万。香港特区政府通过补贴深圳、肇庆等地的养老院，促进护理

人员与福利政策“跨境移动”，形成“养老飞地”。例如，香港社会福利署向深圳养老院购买

床位，并允许长者跨境使用“长者生活津贴”。这种“子基础设施重组”不仅缓解本地压力，

亦通过空间置换实现资源再配置。

“留学香港”品牌（“Study in Hong Kong”Brand）计划是近年香港为吸引内地学生赴港

深造所提出的构想。香港高校学生宿舍短缺，迫使部分学生选择跨境通勤（如居住深圳、

每日往返香港）。研究发现，学生流动受政策话语（如“大湾区教育一体化”）与市场机制

（如租房补贴）双重驱动。然而，住房供给的“技术性解决”（如增加学生宿舍）需与“情感性

支持”（如社区融入计划）结合，方能提升流动性效能（图 3）。

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从“硬联通”转向“软联通”，从国家、区域和地方多个层面探索

多尺度治理创新，实施超越物理基础设施的“制度创新”。可供借鉴的方式有：（1）探索“例

外空间”（Zones of Exception）。借鉴横琴“共

管园区”模式，在特定区域（如河套深港科技

创新合作区）试行医疗、教育政策互认。（2）实

施弹性福利制度。允许跨境居民选择性叠加

两地福利，例如将香港医疗券（medical vouch⁃
er）扩展至粤港澳大湾区指定医院。

“基础设施流动性”框架为提高社会基础

设施的有效性提供了多种治理视角。一是交

互性视角，即将医疗、教育、住房视为一个相

互关联的“基础设施束”，并分析其相互作用。

例如，住房补贴政策需与就近医疗资源配套，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城市大家谈

图 4 粤港澳大湾区流动性的实现路径：从

政策话语到实践；从技术性到情感体验；从

基础设施的流动性到公平和福祉

图 3 住房、医疗和教育三者的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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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政策的协同效应。二是情感嵌入视角，通过公共参与增强居民归属感，减少流动性

摩擦。例如，推进公共参与跨境社区共建项目，促进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提

升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三是公平性导向视角。政策需避免“精英化”倾向，强化草根

阶层参与机制。例如，为低收入家庭提供跨境住房补贴，为弱势群体建立医疗绿色通道，

以实现“流动性正义”（Mobility Justice）。

总体而言，基础设施流动性框架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图

4）。通过解构社会基础设施的固定性与流动性，揭示了三重整合路径：一是通过子基础设

施重组与“例外空间”试验突破制度壁垒；二是重塑居民信任，提升社会基础设施的协同效

能；三是警惕选择性修复可能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制度创新的可

推广性，以完善流动性治理的实践范式。这不仅有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可持续发展，

也为其他区域的基础设施整合与社会公平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可持续的中国城镇住房体系顶层设计思考

■ 易成栋

中央财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1998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

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启住房制度市场

化改革。该通知明确提出取消福利分房制度，并强调对不同

收入家庭实行不同的住房供应政策。其中，最低收入家庭租

赁由政府或单位提供的廉租住房；中低收入家庭购买经济适

用住房；其他收入高的家庭购买、租赁市场价商品住房[29]。由此，国内形成了适应市场经

济体制的以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和商品住房为核心的“三房政策体系”。

在 1998年实施的住房制度改革中，廉租住房作为政策性住房制度，旨在保障城镇最

低收入家庭基本住房需求。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

通知》，要求加快建设限价商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30]。即在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廉租

住房及经济适用住房两项制度之外，国家进一步拓展了住房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2013
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关于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

并轨运行的通知》，将各地公共租赁住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行，并轨后统称为公共租赁住

房[31]。这一规定意味着廉租住房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经济适用住房逐渐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城市网络视角的都市圈住房市场时空演化机理、效应

和引导策略”（72174220）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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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出限价商品住房、定向安置住房、共有产权住房等多种形式。2021年，国务院发布

《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创造性地提出在现有的公共租赁住房和共有产

权住房之外，推进以保障性租赁住房来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问题[32]。2023
年，《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对符合条件的城镇住房收

入困难家庭提供公共租赁住房，承租人按照市场租金标准支付租金，政府根据承租人的困

难程度给予相应的租金补助”“对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特别是从事基本公共服务的

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人员提供保障性租赁住房”“要建设保障性住房，重点针对住房有困

难且收入不高的工薪收入群体、政府引进人才以及户籍无房‘夹心层’，按划拨方式供地和

负责建设配套设施，在此基础上采取市场化方式运作，按保本微利原则配售”[33]。至此，国

内重新形成了以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为核心的住房保障

体系，并配套建立较为完善的住房保障政策和管理制度，制度内容既包括财税、金融、规

划、土地等配套政策，也包含准入、使用、退出等管理体制。

从商品住房的发展历程来看，在 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初期，国家对商品住房的定位

主要是面向其他收入高的家庭，因此，商品住房的数量估计在我国住房的占比为 20%左

右。2003年，《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指出，“房地产业已经成

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提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

用”[34]。这一政策推动了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但也引发了房价快速上涨的问题。为遏制

房价过快上涨，国家相继出台了多项调控政策，如限购、限贷、限售等。2021年之后，国内

房价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持续下降，到了 2024年四季度开始呈现企稳态势。可见，推动构

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成为当前的重要任务。

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开始反思并探讨建立一个相对稳定且在具体操作层面具有一定

灵活性的住房体系。

事实上，自 1998年以来，我国的住房保障体系和住房市场供应体系都发生了显著变

化，其中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租赁”和“买卖”之间的关系；二是“市场”和“保障”之间

的关系。对此，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住房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应如何定位。一方面，住房问题是我们

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住房制度改革体现了从偏重经济增长向全面发展的观念转变，即从

以往偏向追求经济增长的模式，转向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模式。另一

方面，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对包含农民工在内的新市民可能不太友好，因此，需要深

入思考住房在构建包容性城市、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和促进社会发展中的定位。

第二，租赁住房在住房体系中应如何定位。在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的制定讨论中，其初

衷是设立类似新加坡“租购并举”的住房模式制度。但为应对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
年住房制度改革中实施的经济适用住房政策采取了“只售不租”的方式，其主要是出于经

济增长的考量。从这一角度来看，国内住房市场重视购买，但租赁市场并未受到足够

重视。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城市大家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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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若干意见》，提出

以建立购租并举的住房制度为主要方向[35]。2017年 12月 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

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36]。值得注意的是，会议将

“租”置于“购”之前，从“购租并举”调整为“租购并举”，这实质上突出了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的重要性。然而，在实际工作中，一些政府部门对租赁住房在政策规划中应占的比例仍存

有困惑。

第三，在住房体系中应如何理解“市场”和“保障”的关系。从实践来看，目前除了中低

收入群体、新市民之外，一部分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的保障对象为城市人才。

这带来的问题是，住房保障覆盖范围应设定为多少才合理？这涉及住房保障是否应从保

基本群体向保更多群体拓展的问题。从《“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规定来看，市场租赁

住房属于市场服务范畴，公共租赁住房属于基本公共服务范畴[37]，而保障性租赁住房属于

非基本公共服务范畴。既然如此，为何要在实施公共租赁住房的基础上推行保障性租赁

住房？保障性租赁住房保障的对象是否包括地方人才？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

之间是什么关系？未来两者应如何发展？

第四，住房体系的发展目标和路径是什么。2023年 4月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出，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

求，做好保交楼、保民生、保稳定工作，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并推动建立房地产

发展新模式[38]。2024年 7月 21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

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并提出，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构建房地

产发展新模式，并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群体刚性住房需求，支持城乡居

民多样化改善性住房需求[39]。2024年 9月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促进房地产

市场稳定，严格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提升质量，并完善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推动房地

产发展新模式的构建[40]。从一系列政策可以看到，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成为我国住房

体系新发展目标。

何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如何实现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目标？从顶层设计层面

来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首要目标是推动构建公平、有效和可持续的住房体系，即居民

可负担、地方财政可承受、企业可持续经营发展的住房体系。从全球住房政策的发展趋势

来看，我国现有的住房政策导向已从以往注重供应数量到注重住房质量，再到注重与社区

发展、社会融合、可持续发展等社会环境目标相结合。

顶层设计的依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这也

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共同富裕的治理模式理应超越发展型国家

和福利国家模式，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以提升再分配效应，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转变经

济增长方式。过去，城市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房地产开发和土地财政推动。如今，这一模式

已难以适应城市发展需求。从现实发展情况来看，我国大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已基本

实现供需平衡，甚至一些城市房地产市场供大于求。因此，城市发展需要从“外延扩张”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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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内涵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做好顶层设计尤为关键，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着手。

第一，走向共同富裕的住房制度。在我国，住房财富占家庭总财富的比例高达 60%~
70%，这一现象一定程度上表明住房制度成为调节社会财富和社会资源再分配的重要工

具。因此，从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实践来看，应坚持市场在住房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

用以及发挥其在社会资源再分配中的作用。

第二，走向平衡消费和投资的住房制度。过去，公有住房被认为是一项福利制度，但

这一模式不可持续。结合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初步的预判：在住

房市场中，租赁住房的家庭合理占比为 30%~40%，其中，公共租赁住房和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占比为 10%~20%；而私有住房的家庭占比为 60%~70%，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的占比

为 10%左右。当前，我国房地产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应推动住房买卖与租赁市场同步发

展，进一步释放其他消费需求，促进住房市场健康发展，形成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住房

制度。

在借鉴欧盟住房谱系[41]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我国城镇住房谱系设想（图 1）。这一制

度设想涵盖多种住房类型：（1）应急目的的救助住房，包括临时安置住房和救助管理站。

（2）保障性住房，包括保障性租赁住房、公共租赁住房和配售型保障性住房。（3）政策性商

品房，包括房改公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房、共有产权住房等。上述三类住房原本为

福利分房或者是具有保障性质的住房，同时，政策允许其转化为商品房。（4）商品住房，包

括租赁商品住房和销售商品住房。

为进一步优化思路，我们借鉴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课题组提出的适应不同家庭需求

的住房供应体系框架[42]，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新的构想（图 2）。

第一，将住房供应体系划分为商品住房和保障性住房两类。其中，商品住房包括普通

商品住房和高档商品住房，主要面向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可根据市场价格出租或出

售。此外，商品住房还包括政策性商品住房，主要涵盖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房改公

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和拆迁棚改定向安置住房，这些住房在符合规定的条件

后可转化为商品住房。而保障性住房包括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和配租型保障性住房，主要

面向中低收入家庭、新市民、

青年人等群体。以产权关系

为标准，配租型保障性住房可

分为公共租赁住房和其他保

障性租赁住房，其中公共租赁

住房由政府或其下属企事业

单位持有。

第二，采取住房梯度消费

的方式完善我国住房制度体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城市大家谈

图 1 中国住房制度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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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实现住房消费和家庭生命周期、经济能力相适应。一是低端有保障。对于通过自身努

力无法解决住房问题的城镇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双困”家庭），主要通过提供公共租赁

住房的方式解决，并根据承租家庭收入水平给予不同程度的租金补贴，确保租金可承受，

并做到“应保尽保”。同时，允许困难家庭选择先到市场承租房屋、后发放租金补贴的方式

解决住房问题。二是中端有支持。其他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可按照成本微利的租金租

赁配租型保障性住房。例如，拆迁安置家庭的租赁住房和单位职工的周转住房，或者通过

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购房补贴等方式解决购买力不足问题。三是高端有市场。放开普通

商品房和高档商品房需求，加大财税政策等经济手段调节力度，满足中高收入和高收入家

庭的住房需求。

第三，加强住房租购互联互通。推动租赁住房市场与住房买卖市场互联互通，构建涵

盖低租金、成本租金、市场租金住房，以及长期使用权、中间产权和自有产权住房等多元化

住房体系。在未来住房供求平衡的情况下，可探索实施部分社会住房私有化，例如推动保

障性租赁住房转化为长期使用权住房、中间产权住房，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可转化为自有

产权住房。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探索利用商品房在限定期限、向限定人群提供住房保障服

务。例如可以将商品房纳保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在限定期（例如 10
年）后可转变为商品房。

第四，走向高质量发展的住房制度。在城市消费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住房的

建设、装修、管理、信息、维修、保洁、搬家等一系列相关环节带动了居住服务业上下游行业

的发展。也就是说，高质量发展的住房制度要从注重住房供应数量转向注重住房质量和

改善居住环境；要从以城市建设为主转向以城市运营、维护和更新为主，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第五，走向城乡融合发展的住房制度。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

图 2 适应不同家庭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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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同时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

体系，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城乡住房资源，加强城中村改造、乡村住房利用[43]。目前，

我国城市化发展已经到了中后期，人口将加速向中心城市及以其为核心的都市圈和城市

群集中，因此，统筹城乡住房资源融合发展将成为这一阶段的重点工作。

第六，加强层级治理能力。从央地关系这一逻辑起点出发，在确保国家单一制央地政

治体制稳定的前提下，科学界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以及二者

大变局下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路径（上）

城市大家谈

表 1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的住房制度分析

多主体

供给侧

生产者

公共部门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私人部门

私人部门

私人部门

公共部门

私人部门

私人部门

私人部门

安排者

公共

部门

公共

部门

公共

部门

公共

部门

公共

部门

私人

部门

私人

部门

私人

部门

私人

部门

私人

部门

住房类型

政府提供的公共租赁

住房、政府 主导的棚

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

改造

城市内跨行政区的保

障房、跨城市的保障

住房

企业或非营利组织运

营的保障住房

企业或非营利组织运

营的保障住房

个人、企业、非营利组

织提供的租赁住房

住房券

公租房出售/ 经济适

用房、共有产权住房

出售

市场租赁住房/
市场销售商品住房

提 供 给 家 庭 成 员 的

住房

慈善组织提供的免费

住房

多渠道

服务

类型

政府

服务

政府

间

协议

合同

承包

特许

经营

补贴

凭单

政府

出售

自由

市场

自我

服务

志愿

服务

使用途径

典型的政府服务是区县政府自建保障性住房和

政府提供资金进行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

此时政府同时扮演了服务安排者和服务生产者

的角色

如保障性住房在不同区划间如存在供需不匹配，

即可通过政府间协议重新配置和调整，以解决地

区性问题并降低成本

合同承包也称为“政府采购”或“政府购买服务”，

政府雇佣物业管理公司管理保障房小区，政府雇

佣建筑公司修建保障性住房等

如政府将垄断性或非垄断性特权给予某一私营

企业，让它在特定领域里提供特定服务，即属于

特许经营，我国目前大力推广的 PPP模式即基于

特许经营权合同展开

政府给予生产者的补贴减轻了消费者的成本负

担，使其有能力购买特定物品，如政府可以采取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优惠等方式补助私营房地产

开发商以建造保障性住房即属于补贴模式。

凭单是指围绕特定物品对特定消费者实施补贴。

与补贴相比，补贴的对象是生产者，而凭单是补

贴消费者。为防止承租人不缴纳或者迟延缴纳

租金，北京市公共租赁住房补贴是直接发放给已

按期缴纳租金的承租人

/

/

给直系亲属免费租赁或赠与的自有产权住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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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顶层制度设计、政策体系和技术工具体系三者的关系

之间在住房体系中的权责关系、权属关系和上下层级关系。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推进中央向地方适度分权，同时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不断提高层级治理能力和治理

手段多样性，实现顶层设计统一性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强化多主体供给和多渠道保障协同

增效。

第七，加强国家与市场社会合作能力。在完善住房体系，特别是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层

面，需要进一步加强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协同合作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协同交流。

借鉴E. S.萨瓦斯（E. S. Savas）关于政府服务“民营化”的研究理论[44]，住房公共服务的参与

者可划分为三类：消费者、生产者和安排者。消费者是直接获得或接受服务的主体，这一

主体可以是个人、特定地理区域的所有人、政府机构、私人组织、具有共同特征的社会阶层

或者获得辅助性服务的政府机构。生产者则直接组织生产或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其

主体可能是政府单位、特别行政区、市民志愿组织、私人企业、非营利机构，甚至消费者自

身。安排者（提供者）负责指派生产者给消费者、指派消费者给生产者，或选择服务的生产

者。安排者通常为政府单位，但也存在例外情况。不同的服务提供模式可以“单独或联合

运用以提供服务”，包括多样化安排、混合式安排和局部安排等，由此形成多主体供给和多

图 4 完善政策体系和技术工具体系的技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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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保障（表 1）。应鼓励非政府组织、限制利润企业等参与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运营，鼓励

企业建设运营市场住房，在地方住房市场提供多样化的住房类型，为目标群体提供多样化

的住房选择。加强住房租赁群体和业主的自组织能力，使其能够主动维权，提出需求，并

参与住房政策、产品以及项目的决策过程，与供给方进行谈判协商以实现共赢。增强提供

住房的私人部门和非营利部门的能力。提高政府在住房供应、管理和维护方面的补贴使

用效率，支持和提升住房市场的运行效率。

第八，围绕顶层制度设计完善政策体系和技术工具体系。我国城市发展已从“增量时

代”转向“存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现有的政策，包括规划、土地、财政、金融以及行政审

批等制度，都需要围绕顶层制度设计，进行相应的变革以匹配新的发展需求，例如改革完

善城市更新的规划和土地制度，金融和财税支持制度，完善住房全生命周期管理制度等

（图 3）。此外，还需要围绕顶层制度设计进一步完善技术工具体系（图 4）。在数字化转型

的时代，在基础数据收集、数据处理和决策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数字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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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权视角下区域空间规划的治理结构转型
——以广东系列绿道规划为例

■ 刘铮 李倩如 卢景盛 王世福

摘要：治理结构是区域治理实效的重要因素，但现有实践和理论研究较少从治理结构的角度关注

区域绿道规划实施，尤其缺少对于治理结构差异的实施影响比较分析。本文选取广东绿道、南粤古驿

道与万里碧道三个区域绿道案例，通过比较分析绿道规划及实施中控制权配置情况，论述中心化治理

结构下政府行为模式的特征及其面临的治理难题。研究发现，三个项目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心化治理

结构特征，但是治理结构存在变化差异。由于控制权的分配与执行矛盾，还面临严峻的治理挑战。省

级政府通过编制区域规划、开展实施评估、优化政策实践等多种方式成为区域治理的关键角色。

关键词：区域治理；治理结构；控制权视角；区域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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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欧人才”项目“基于中荷比较的‘蓝绿廊道’健康环境治理与协作规划方法研究”

（5221153042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健康步行的‘蓝绿廊道’空间品质测度与碧道规划应对研究”（5200817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22VHQ009）、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4年度常规项目“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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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课题“住房价格视角下‘蓝绿治理’经济效益测度：以广州、成都为例”（2023ZB19）研究成果。

引言

区域治理是区域层面的协调发展过程，涉

及多元主体在功能空间内的横向与纵向协

作[1-2]，涉及生态环境治理[3]、公共卫生危机[4]、区
域治理体系[5]等复杂议题。治理结构对政府间

关系、政府行为以及政策制定的流程与结果具

有显著影响[6]。低效的治理结构会导致一系列

问题的产生，如政府职责模糊与冲突、区域与地

方利益冲突[7-8]。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区域治

理结构的最佳模式尚未达成共识。在坚持中央

政府统一领导下，一些学者主张区域治理采用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63



去中心化治理结构，认为赋予地方更多自主权

有助于激发地方的积极性和地方之间的良性竞

争；另一些学者则提倡中心化治理结构，认为这

有利于降低行政成本、促进资源的统筹协调和

高效利用[9]。这一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治理

结构的效能会因其所服务的政策议程不同而存

在差异[10]。同时，由于区域治理结构涉及的背

景环境、规模以及效应错综复杂，对其进行比较

分析仍具有较大难度[11]。
区域绿道规划作为一种保护和管理生态资

源的方式，长期面临区域治理方面的诸多挑战。

区域绿道规划通常跨越多个行政区，缺乏有效

的治理结构可能导致绿道在跨越不同行政辖区

和私人土地过程中出现破碎化问题[12]。埃里克

森（Donna L. Erickson）在对波特兰、芝加哥以及

明尼阿波利斯等大都市区绿道规划实施的研究

中，提出了三种治理结构，即中心化、协作化以

及分散化[13]。三者在控制权、权威性以及治理

范围上存在差异。中心化治理结构指区域政府

拥有绿道实施的主导权力并具备强有力的领导

能力，因此在资金筹措、土地征用以及促进跨政

府和跨部门协作方面具有特殊优势。然而，中

心化治理结构在西方国家中较为少见，因此关

于中心化治理结构对于区域绿道实施影响的研

究相对匮乏[13-14]。
广东绿道是我国首个省域绿道规划，为研

究中心化治理结构对绿道建设的影响提供了一

个重要案例[15-17]。在广东绿道的基础上，广东

还组织编制并实施了南粤古驿道规划以及万里

碧道规划。2010年至 2022年间，广东省政府与

其下辖的 21个地方政府通过这三个绿道规划，

累计建设超过 2万千米绿道[18]。广东绿道作为

探索实践获得了广泛关注，但现有研究对后续

两个规划的研究相对较少。此外，关于三者的

治理结构差异及其对绿道建设影响的讨论也十

分有限。

本文通过实证考察三个绿道规划，比较分

析其治理结构的差异，并进一步论证治理结构

差异的成因与影响。首先，基于周雪光和练宏

提出的控制权理论，建立概念框架以分析不同

政府间的关系及其对绿道规划和实施的影响。

在迈克尔·C.詹森（Michael C. Jensen）和威廉·H.
梅克林（William H. Meckling）对“委托—代理”

关系[19]以及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对控制权

分配[20]的研究基础上，周雪光和练宏提出了控

制权理论。他们提出控制权的三个细分类型，

即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以及激励分配权，并

从这三类控制权的角度阐释了我国各级政府因

控制权分配差异而展现出的不同行为模式[21]。
其次，通过深入分析三个绿道规划中控制权配

置情况，阐述中心化治理结构对不同政府行为

及绿道规划实施的影响。最后，以绿道为例，论

证省级政府在区域治理中表现出的关键作用，

即通过制定区域规划、开展政策实施评估、提升

政策实践以及组织下级政府协商等多种方式应

对区域发展问题。

一、概念框架

（一）治理结构与控制权理论

治理结构是指组织或项目在管理和监管过

程中所遵循的框架和程序。在这方面，周雪光

和练宏的控制权理论为比较不同治理结构提供

了一种新视角。其理论根基可追溯至治理结构

的效率研究，即基于迈克尔·C.詹森和威廉·H.
梅克林对“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尤金・法

玛（Eugene F. Fama）等人提出，将控制权与所有

权分离并将部分剩余控制权下放给其他方可以

有效降低企业管理的时间和精力成本[22]。周雪

光和练宏在此基础上提出“委托方—管理方—

控制权视角下区域空间规划的治理结构转型——以广东系列绿道规划为例

城市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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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方”三级科层组织模型，以中央或省级政府

作为委托方，中间政府（如市政府）作为管理方，

以基层政府作为代理方。为深化该理论研究，

周雪光和练宏进一步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控制

权，即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以及激励分配

权。他们指出，三种类型的控制权可以在组织

内部的不同层级间进行差异化分配，进而形成

了四种治理结构：

1.高度关联型：所有控制权集中在委托方

手中，较低层级的组织需高度响应委托方的需

求，并受委托方调动。

2.行政发包制：委托人保留目标设定权以

及检查验收权，但将政策执行和激励分配等剩

余控制权下放给管理方。在此情况下，管理方

充当承包商的角色，在其管辖范围内行使剩余

控制权以安排政策执行活动并为下属部门提供

激励。

3.松散关联型：委托方仅保留目标设定权，

而将其他控制权赋予管理方。在此情况下，委

托方仅具有象征性权威，而管理方拥有检查验

收和激励分配的权力，因此管理方具有实质性

权威。

4.联邦制：委托方将所有控制权赋予管

理方。

（二）区域绿道的治理结构

绿道是线性绿色开敞空间，是经过规划、设

计与管理的多功能网络状用地，是以环境廊道

中生态、景观与人文等资源共现现象为基础的

一种可持续空间管治模式，是为实现多种服务

功能和可持续土地利用而规划、设计与管理的

线性绿色廊道[16,23-24]。与许多区域规划类似，区

域绿道在治理结构上面临诸多挑战。埃里克森

认为，根据区域政府和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区域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影响程度，区域绿

道 规 划 实 施 的 治 理 结 构 可 分 为 三 种 不 同

模式[25]。
在第一种模式中，区域政府对多个地方政

府辖区内的绿道规划实施具有主导控制权，地

方政府之间不存在协作关系。虽然这种自上而

下的模式有助于统筹绿道建设，但也可能导致

民众支持不足和公众参与的缺失。在第二种模

式中，区域政府在规划启动初期授权地方政府

开展绿道建设，鼓励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开展合

作。在这种模式下，尽管地方政府因获得了更

多自主权而积极投身于绿道建设，但区域政府

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分配问题也可能会引发

新的冲突进而阻碍实施推进。在第三种模式

中，区域政府对绿道建设的影响力减弱，转而由

地方政府采取独立运作的模式。尽管这种高度

地方化的控制模式有助于激励基层和私营组织

参与，但由于缺乏区域层面的协调机制，地方政

府在资金申请和实现区域绿道衔接方面常常存

在阻碍。埃里克森在评估这些模式时指出，中

心化治理结构在促进政府间和机构间的相互合

作、资金申请和土地获取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

然而，西方国家的绿道规划实践往往缺乏中心

化治理结构和领导机制。因此，在现有以西方

国家案例为主的绿道文献中，缺少关于中心化

治理结构影响的相关研究。

我国具有高度层级化的行政体系，这一独

特背景为研究中心化治理结构对绿道的影响提

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目前，全国范围内的绿

道建设热潮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6-31]。总

体来看，我国各地省、市政府为实现社会、经济

和生态等多方面效益，普遍采用自上而下的制

度安排推动绿道建设，其实施效果可能并未如

埃里克森预期的高效。但是，也有学者认为中

心化治理结构对于行政体系的依赖程度过高，

在缺乏充分绿道景观资源的情况下容易导致规

划结果出现偏离。此外，现有研究较少关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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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政府在绿道规划实施方面的影响，以及其在

多层级政府治理中的特殊角色。

（三）概念框架

埃里克森的研究根据区域政府与地方政府

控制权分配的差异，划分出三种不同的治理结

构。然而，其研究并未详细阐述控制权的具体

内容和形式，以及其对治理结构的影响。从这

一角度来看，周雪光和练宏提出的三种控制权

类型为进一步理解区域政府在绿道开发中对下

级政府的影响提供了重要补充。此外，周雪光

和练宏通过引入控制权的概念，指出行政发包

制是中国科层体系中一种特殊的政府实践模

式。在行政发包制中，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在

启动区域政策方面发挥着强有力的领导作用，

但政策执行则高度依赖于地方政府。

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我国背景提出面向

区域绿道规划实施的治理结构概念框架，以考

察政府的行为差异以及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

（图 1）。借鉴周雪光和练宏的研究成果，治理结

构主要包括三个主体，一是委托方即省级政府，

二是管理方即市级政府，三是代理方即包括区、

县政府以及乡镇政府在内的基层政府。由于控

制权在三个主体之间的差异分配，进一步形成

四种治理模式，即高度关联型、行政发包制、松

散关联型以及联邦制。

现有关于中国不同政策领域的委托—代理

结构的研究主要聚焦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

的关系，对其中省级政府的角色缺乏足够的重

视。大部分研究将省级政府作为央地关系的中

介角色，并认为省级政府的职能随着地方城市

权力的增强而有所削弱[32]。然而，考虑到省级

政府在解决区域发展问题方面的重要职能，以

及省级政府考核压力的存在，越来越多研究意

识到省级政府在区域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省级

政府为践行中央政府的指令和应对地方政府的

诉求，可能会战略性地采取不同方式以维护自

身利益。更重要的是，省级政府能够在政策制

定、资源分配和干部管理等方面行使权力以调

动下级政府遵循区域发展目标[33-34]。因此，本

研究以省级政府作为区域绿道治理结构中的委

托方展开研究。

总体来看，政策环境的变化可能导致绿道

图 1 基于控制权理论的区域规划治理结构概念框架

控制权视角下区域空间规划的治理结构转型——以广东系列绿道规划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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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的治理结构在不同模式之间发生转变。具

体而言，这种转变源于政策重要程度、地方政府

任务以及地方资源条件之间的复杂互动。省级

政府通过强调特定区域政策的重要程度来引导

市政府的行动方向。同时，为了加强政策执行

与领导人责任之间的联系，上级政府通常推行

“一把手工程”[35]，即将政策实施效果与主要官

员的工作考核相结合。然而，面对日益增加的

任务负担，地方政府不得不权衡执行上级政府

区域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因为其往往倾向于将

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政策重要程度更高的任务

中。因此，当某项区域政策被赋予更高的政策

重要程度时，其治理结构更可能遵循高度关联

型模式。相反，当其重要程度低于另一项政策

时，政府倾向于将资源转移至更重要的任务中，

从而导致该政策难以维持高度关联的治理结构

甚至无法采用发包制的治理结构。

二、广东绿道案例实证

（一）广东系列绿道规划提出的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省级政府与市级政

府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省级政府在中央

政府统一领导下，积极运用政策制定权和裁量

权，通过科学规划和统筹协调，推动下辖城市的

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市级

政府作为省级政府的下一级行政单位，在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职责，要结合本地

实际情况，合理调配资源，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可以说，在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财

政关系等多个方面，省级政府与市级政府在政

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断互动、调整和优化。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中复杂矛盾和问题的不断浮

现，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更应加深政策上的协

同和互动。以环境保护问题为例，自 20世纪 80
年代以来，广东省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但部分地区仍存在重经济轻环保的

现象，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异和不平

衡性逐渐出现。为此，广东省在 1990年至 2005
年间制订一系列区域规划，尝试通过区域规划

划定“区域绿地”布局以遏制城市无序扩张并保

护生态栖息地[36]。然而，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

看，区域绿地相关规划并不能完全满足各市政

府的发展需求，因此，有些地方对政策执行的制

度框架和决策体系缺乏充分重视。[37]

为了进一步落实好生态保护政策，有专家

提出在绿廊中建设慢行道的建议，旨在借助公

众的监督力量来保护绿地空间。这一想法得到

省规划部门的支持，成为后续广东提出在珠江

三角洲地区建立绿道网的重要契机。[38]

（二）广东绿道

1.“高度关联型”治理结构下的方案启动

2010年，广东启动了珠三角 9个城市的绿

道建设，随后于 2012年将该方案扩展至省内其

他 12个市。省级政府作为委托方保留了目标设

定、激励分配和检查验收三种控制权（表 1）。在

目标设定方面，省级政府为绿道建设明确了建

设目标并制定了进度安排。2010 年，广东省委

十届六次全会公布了《珠三角绿道网总体规划

纲要》，提出将在三年内建设 1690 千米长的珠

三角绿道网，并要求力争“一年基本建成、两年

全部到位、三年成熟完善”[39]。
在激励分配与检查验收方面，省级政府结

合绿道建设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首先，

省级政府明确各市负责绿道实施的责任领导，

以此协调绿道建设并确保绿道实施符合省级政

府规划。其次，在检查验收权的行使上，省级政

府通过编制月度进度表来展示各市开展绿道实

施的目标进度和实际进展情况，以此营造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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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竞争氛围。最后，省级政府明确表示，绿

道建设的成果将影响相关责任官员的绩效

考核。[40]

2.“行政发包制”治理结构下的实施过程

在规划实施阶段，广东绿道的治理结构逐

渐转变为行政发包制（表 1）。与启动阶段相比，

省级政府在这一阶段作为委托方将多项控制权

下放给作为管理方的市级政府。此时，目标设

定的控制权不再由省级政府单独掌控，而是与

市级政府共同行使。尽管省级政府依然负责制

定区域层面的绿道规划，但具体的绿道实施细

则已由市级政府制定。此外，省级政府还将激

励分配的控制权赋予市政府。在此基础上，各

市级政府可利用其预算资源为下级政府提供激

励，以此推动地方绿道网络的建设。最后，为降

低监管和验收成本，省级政府将检查验收的控

制权授予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在其管辖范围内

监督绿道建设进展，并每月上报建设情况。

然而，当市级政府尝试复制这一制度设计

并将任务发包给下级政府时，更多问题也随之

出现。由于完成这些任务需要下级政府进行额

外的财政支出，在财政预算有限的情况下，市级

政府作为管理方需要与这些地方政府就绿道建

设的成本分担进行协商。例如，在佛山市顺德

区，区政府向镇政府提供不同比例的绿道建设

资金，最多不超过总投资的 50%。

此外，由于缺乏专职的绿道管理机构，省级

部门和市政府部门无法开展全面的绿道建设评

估，因而难以有效地行使检查验收的控制权。

最终，市政府将检查验收的控制权下放给相关

的管理部门，如交通局、城市管理局、市政园林

局和街道办事处等。同时，绿道的管理和维护

职责则属于地方政府。在一些城市，如深圳，其

绿道建设涉及超过 50个不同政府辖区的管理部

门[41]。再比如佛山，根据绿道相关的官方报告，

绿道管理涉及水利、国土、园林、市政管理等多

个部门，各部门间的职权相互交叉，缺乏垂直化

的管理体制[42]。
3.发现的问题：指标导向下的概念混淆与

功能简化

在广东绿道的建设过程中，行政发包制治

理结构也导致了类似的政府行为，市级政府选

择性地实施符合地方利益的规划内容。首先，

市级政府普遍尽可能将相关的现有项目都纳入

绿道规划中，包括城市公园、滨水绿地和景区公

园。随后，为了实现更多的绿道建设结果，市级

政府还可能采用一些更加取巧的方式。2010年
6月，在广东绿道启动仅六个月后，广东省委要

求“要严格按照绿道的内涵和功能界定绿道，防

止‘滥竽充数’，要及时纠正一些错误做法，防止

表 1 三个绿道规划中的控制权分配

绿道规划

广东绿道（启动阶段）

广东绿道（实施阶段）

南粤古驿道

万里碧道

治理结构

高度关联型

行政发包制

高度关联型

行政发包制

控制权实施方式与权力主体

目标设定

方式

规划编制

规划编制

规划编制

规划编制

主体

省

省

市

省

省

市

激励分配

方式

工作考核

资金激励

资金激励

资金激励

主体

省

市

省

省

市

检查验收

方式

月度考核

月度考核

专家督导

工作考核

自我评估

主体

省

市

省

省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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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不必要的损失”[43]。在此，“错误做法”主要

是指基于现有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将绿道建设为

自行车道。部分地区将其看作能够有效降低成

本并实现绿道建设目标的方式。然而，与省级

政府预期中绿道的生态、经济和休闲功能相比，

这类以自行车道为主的绿道实际上只能作为交

通基础设施使用。在极端情况下，部分标识为

自行车道的绿道甚至不具备自行车道功能，仅

仅是为了增加绿道的总长度而简单划定。在这

个过程中，绿道的总长度截至 2012年就已达到

7350千米，远超 2010年提出的建设 1690千米绿

道的目标。

为遏制这类自行车道式绿道的扩建，广东

于 2011年发布了设计导则，明确要求绿道连接

线不得超过各市绿道总长度的 10%。同时，省

级政府派遣专家组前往各市进行监督检查以确

保省级绿道的规划实施效果。自行车道式的绿

道建设方式仍然持续，导致绿道总长度不断增

加。最后，省级政府将评估重点转移到少数能

够实现其预期的休闲步道和生态廊道建设愿景

的高质量绿道上，而避免与地方政府继续争论

绿道的正确形式和功能。

与此同时，资金筹集方面也存在矛盾。例

如，某市政府和乡镇政府虽就平均分担绿道建

设费用达成协议，但个别乡镇政府在实际建设

中夸大了其建设费用，宣称其费用为实际金额

的两倍，从而能够减少成本支出，甚至从财政补

贴中获利[44]。
（三）南粤古驿道和广东万里碧道

1.南粤古驿道：高度关联型治理结构

2016年，广东省政府启动了南粤古驿道保

护与利用工作。南粤古驿道又被称为“升级版”

绿道，不仅延续了广东绿道的理念，还将规划目

标聚焦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出了复兴 6800
千米的古驿道及其沿线各类遗址[45]。吸取前期

规划实施所发现的问题，南粤古驿道在治理结

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为了激励地方政府实施南粤古驿道规划方

案，省级政府不再仅以干部考核作为关键激励

手段，而是成立了南粤古驿道建设专项资金。

至 2022年，广东已投入超 14亿元用于 18个市

31个县（区）的 1300千米古驿道的建设，成为南

粤古驿道建设的主要投资方[46]。专项资金的分

配并非按各县（区）平均分配的原则，而是根据

县、区或乡镇政府的申请和提案进行分配。负

责古驿道建设的地方政府可以直接与省级规划

部门签订合同，从而获得专项资金的补助。例

如，省级规划部门于 2019年将 20个古驿道建设

项目委托给下属的 18个县（区）并与其签订合

同，每份合同的金额在 450万元至 1900万元不

等。一方面，通过将古驿道建设项目直接委托

给县区政府规划部门，省级政府可以增强对古

驿道建设的控制并能够保障规划实施质量；另

一方面，一些县（区）政府依托专项资金，可以在

实现绿道建设目标的同时，为地方休闲文化项

目的开发筹集所需资金。

为提高规划目标与实施结果之间的一致

性，省级规划部门将南粤古驿道的规划集中于

广州和深圳的三家规划机构，以确保实际的规

划和设计能够最大限度落实工作目标。此外，

省级政府还通过调整治理结构提升了实行检查

验收控制权的能力。省级规划部门委托广东省

规划师、建筑师及工程志愿者协会（简称“三师”

协会），参与古驿道建设工作的督导、评估、咨

询，以及省级政府与基层政府关于古驿道建设

和管理问题的协商过程。“三师”协会积极协助

省自然资源厅对古驿道的投资、建设和维护实

施更有效的监管，解决了省级部门长期以来人

力资源紧张的问题。例如，在 2020年 8月到

2021年 2月期间，协会共计组织实地考察 24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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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古驿道路线 28条，对绿道的管理和维护情

况进行了全面的评估检查。同时，志愿专家的

参与还有效解决了基层政府在绿道规划实施方

面专业能力不足的问题，他们能够在多个问题

上提供专业指导意见，如古驿道规划、历史文化

保护、景观设计以及旅游管理等。

2.广东万里碧道：“升级版”发包模式

2018年，广东省提出建设广东万里碧道。

万里碧道规划的治理结构与之前的广东绿道的

治理结构相似，均为行政发包制模式。在此过

程中，省级政府保留了设定碧道长度和发展目

标的控制权，提出 2030年建成 1.6万千米碧道的

规划目标。在激励分配权的行使上，省级政府

同样采用“一把手工程”，以明确市级领导对于

碧道建设的责任。最终，碧道建设任务被逐级

分包，从省级政府下达到各级地方政府。

然而，与早期的广东绿道项目相比，相关制

度结构进行了大量调整。首先，除干部绩效考

核外，省级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基层政府的激

励。通过设立为期 3年的资金计划，每年投入 5
亿元，省级政府将对实现政策目标的基层政府

给予额外的资金支持，并对地方政府的工作予

以嘉奖。例如，省河长办在 2022年发布了在碧

道建设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的 24个区县名单，并

为其提供 1000万元的资金奖励。

其次，省级政府通过将碧道方案纳入“河长

制”，以解决管理责任碎片化问题。同样作为

“一把手工程”，河长制能够解决早期绿道建设

中的激励分配、资金筹集和人力资源问题，具体

表现在：（1）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治理结构，明确

碧道建设负责人；（2）将碧道建设与水务部门相

结合，以获得更加充足的资金与人力资源；（3）
整合并协调所有与水资源相关的部门，如城乡

规划、市政园林和城市管理等。

最后，检查验收的控制权进一步增强并由

多层级的政府共享。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分别

在省内设置了 71个和 187个水质监测点。通过

水质监测，上级政府能够在其管辖范围内对下

级政府行使检查验收和问责的控制权，可以显

著加强碧道建设的动态评估能力，并为识别碧

道的环境改善作用提供重要依据。此外，省级

政府搭建了“智慧河长”平台，通过专门的政府

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收集公众意见。2020年，“智

慧河长”平台共计收到包括水污染、河道垃圾、

河流景观和河流管理等问题在内的反馈 2566
条，其中 97%的反馈已由相关负责部门进行

处理[47]。

三、讨论

（一）省级政府作为区域治理的关键动力

随着我国区域治理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

者开始关注省级政府在跨市甚至跨省的区域治

理项目中调控和协调地方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本研究进一步显示广东在推动生态文明建

设目标落实方面采取的战略性与适应性行动。

通过绿道规划，省级政府强化了其为下级政府

设定目标的控制权。同时，相较于单一的指令

下达，广东通过行使激励分配的控制权采取一

系列激励措施提高了地方政府实施绿道规划的

积极性。此外，省级政府还与公众共享检查验

收的控制权，以减少对地方政府提供的绿道实

施信息的依赖。这种治理结构中的委托—管

理—代理关系的不断演变，体现了省级政府在

应对地方政府的指标导向追求及绿道实施资源

不足等问题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最终实现以

绿道为载体的区域治理。

随着省级政府陆续出台更多区域治理政

策，如何保持不同政策的可持续性成为关键问

题。由于高度的政治关注度难以长时间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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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绿道建设过程中，其治理结构逐渐转变为周

雪光与练宏所描述的松散关联型甚至更为分散

的“联邦制”。在此情况下，地方政府将承担大

部分的绿道实施和管理职责，但由于缺乏足够

的激励机制，政策实施效果可能大打折扣。事

实上，许多位于城市郊区且使用率较低的绿道，

面临闲置甚至废弃问题。

（二）治理结构的动态变化

广东绿道建设最初采用了一种中心化的治

理结构，旨在提升地方政府的关注度以确保政

策的顺利推进。为提升政策推进效率，省级政

府将部分剩余控制权赋予地方政府，使原本中

心化的治理结构逐渐向更为分散化的治理结构

转变。特别是在后续的南粤古驿道与万里碧道

建设过程中，省级政府没有简单套用已有治理

结构，而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形

成不同模式的治理结构。此外，即使广东绿道

与广东万里碧道均表现为高度关联型的治理结

构，其中也存在大量的改进和调整，以解决绿道

实施早期所出现的问题。

由于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普遍面临资源约

束（例如资金和人力）问题，它们在绿道建设的

过程中面临相互冲突的策略。一方面，省级政

府倾向于将干部晋升或降职作为主要激励手

段，从而避免自身的资源消耗。另一方面，市级

政府则倾向于采取指标化与数量化的方式落实

区域政策，以节省重要的经济发展资源。因此，

资金在激励分配方面显得至关重要。

四、结论

本文通过分析广东省绿道治理结构的演变

历程，为绿道研究和更广义的区域治理做出三

方面贡献。首先，本研究将周雪光与练宏提出

的控制权理论应用于区域治理研究，为区域治

理结构的纵向比较提供了一个超越传统的集权

与分权二分法的研究框架。基于控制权理论，

本研究深入分析了广东绿道建设中目标设定、

激励分配以及检查验收三种控制权的分配情

况，区分出了不同形式的治理结构。尽管三个

绿道规划均由省级政府发起，但这三种控制权

在省、市、区各级之间的分配却呈现出不同的模

式。这些治理结构体现出省级政府在政策重要

程度不断变化以及各种冲突不断发展的情况

下，引导绿道规划实施的不同可能性。

其次，本文进一步拓展了我国省级政府在

区域治理领域所扮演积极角色的相关研究。目

前关于我国省级政府参与区域治理的相关研究

不在少数，尤其是广东利用区域规划作为一种

干预地方治理的手段，已成为全国其他地区的

重点借鉴并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研究。然而，

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于区域治理的经济目标和发

展挑战。为此，本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

环境问题在由我国省级政府主导的区域治理中

具有同等甚至更高的重要性。在广东案例中，

这一视角体现在省级政府利用区域绿道为手

段，解决破碎化的治理格局对环境可持续性的

影响。绿道治理结构的转变体现了省级政府在

提升区域治理效能方面所作出的探索和努力。

最后，本研究不仅为埃里克森提出的绿道

中心化治理结构提供了必要的实证案例，而且

还识别行政发包制在绿道规划实施中的应用。

此外，本研究还详细阐述了中心化治理模式对

绿道建设的异质性影响。尽管已有研究认为该

模式能够有效促进资金筹集以及组织间的相互

合作，但本研究表明，维持绿道实施的控制权仍

然是区域政府面临的一项难题。区域政府难以

在区域层面充分集中目标设立的权力以及实现

绿道建设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因此，正如广东

绿道案例所示，区域政府与地方政府组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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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动态变化的治理结构。由于绿道正在

世界各地不同政治生态环境中持续发展，理解

这种治理动态对于绿道规划师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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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建构与绩效评测
研究

■ 肖竞 蒋洁茹 刘环宁 陶建宇 曹珂

摘要：对比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者与消费者分离、精英与大众割裂、社会族群分异，城市公共

空间主体割裂的现实困境与供需博弈逻辑，本研究在“人民城市”重要理念指导下，解析了城市公共空

间的人民主体性特征与共建共治导向，并据此建构了其空间表征与绩效评测方法。该方法将人民主

体对公共空间的需求划分为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实践需求三个层次，据此提出使用性、表征性、建构

性 3项表征准则和对应的 6项表征要素以及 3项绩效评测指标。研究发现，我国现阶段城市公共空间

的舒适性与便利性已普遍达到较高水平，但在地域文脉表征性和空间建构参与性方面存在明显短板，

人民主体性内涵特征未充分体现。据此，本文提出使用性、表征性、建构性“三位一体”的城市公共空

间人民主体性建构路径与更新措施，并认为，在“人民城市”的重要论述中，“人民建”与“为人民”是我

国城市建设路径与目标、过程与结果的辩证统一，两者不可偏废。

关键词：人民城市；公共空间；人民主体性；空间绩效评价；共建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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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城市公共空间是城市社会生活的公共场

域[1]，也是当前我国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重要

空间载体。长久以来，城市公共空间研究受西

方“空间生产—消费”的实践逻辑和社会学公共

领域（public sphere）[2]等政治概念影响，多以分

异族群的供需博弈（supply-demand gaming）为

探索路径[3]，以空间利益分配的公平性为导向目

标[4]，相对忽视了人民主体参与地域空间构想和

营建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需求，使城市公共空

间营建被物化为简单的城市公共产品生产与供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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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配给行为，难以有效建立起公共空间客体与

人民群众主体的精神与情感联结，减损其社会

实践意义[5]。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城市发展从外延式

扩张向内涵式高质量转变，以人为本的城市发

展理念日益凸显。2019年 11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上海考察时提出“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

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①，深刻回答了我国城市

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为新时代

人民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此

后，“人民城市”的理论逐渐建构发展，并在传播

与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成为城市建设独具特

色的研究视角和重要的理论工具[6-7]。在此视

角下，城市公共空间营建具有更为显著的社会

实践意义，其更加强调人民群众在城市公共空

间建构、使用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为此，本文

比照评析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研究的原生资本逻

辑与衍生“公共”价值观，回溯“人民城市”理论

发展源头，探讨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建

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空间表征与绩效评测方

法。据此揭示我国现阶段城市公共空间营建的

现实问题与探索优化路径，为人民城市公共空

间建设、更新实践提供参考。

一、现代社会城市公共空间

营构逻辑演变与理论研究发展

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的现代研究脱胎于资本

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受“空间生产—消费”的实

践逻辑影响，其空间建构与使用主体存在原生

性分异问题，导致相关研究脉络沿着“主体悬

置”（subject epoché）的供需博弈路径与空间利

益分配的“公平性”方向演进，对城市公共空间

的主体性建构问题讨论不足。而我国城市公共

空间建设、治理的实践逻辑则始终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与人民主体结合紧密，其理论探索持续

沿着人民主体性建构方向发展和完善。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城市公共空间的

供需博弈逻辑

公共空间是现代城市空间体系的重要组

成，其概念表述最早出现于 20世纪 50年代的社

会学和政治学著作当中[8]。在 20世纪 60年代，

公共空间的概念被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
ford）和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等学者重新阐

释后[9]，逐渐成为城市规划学科领域的重要研究

对象，并因其公共性与空间性的双重属性引发

广泛的跨学科讨论[10]。目前，西方主流研究主

要围绕城市公共空间的供需博弈与公平性议题

展开讨论，该探索方向受到深层次的制度性因

素影响，有其内在的结构性生成逻辑。

具体而言，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城市民

众被天然割裂为生产者（the producers）与消费

者（the consumers）两类人群[11]。并且，随着社会

资本化发展，资源与资本不断集聚、垄断，进一

步分化出掌控资本的“精英”（elites）和被资本掌

控的“大众”（the masses）两类阶层[12-13]。此外，

受经济全球化、殖民时期宗属关系遗留的难民

和移民问题以及自由主义价值观泛滥等多重因

素的长期影响，西方社会的城市民众在种族、性

别认同和价值取向等方面呈现出系统性、结构

性的分异特征[14-16]。基于上述背景，西方学者

虽然在理论层面建构了一套以公众（the public）
为空间主体，以公众参与、公众协商、公众自治

为实践路径的城市公共空间营构方法论[17]。然

而，在实践层面，由于资本意志的隐性介入和社

会族群的现实性分异，城市公共空间营建陷入

“程序异化”（process alienation）和“主体悬置”的

困境，导致其营造过程中难以凝聚共识，不仅难

以保障结果公平性，而且实施过程也极为低效。

综上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城市公

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建构与绩效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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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空间营建很难形成切实、统一的目标。城市

公共空间的现实功能更多被理解为在促进不同

阶层、团体社会人群“交往融合”方面所发挥的

媒介作用，即公共空间具有调和、缓解资本主义

土地私有化矛盾以及解决现代城市空间隔离与

社会分异等问题的价值效用。基于这一逻辑，

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研究长期关注的公共性问

题，本质上可理解为一种在公众主体及其空间

需求先天分异社会背景下的城市空间资源配给

博弈路径探索，即基于公众割裂（public fragmen‐
tation）的现实状态，从人本视角（people-oriented
perspective）转向场域视角（field - oriented per‐
spective）[18]，并关注城市公共空间作为社会生活

公共场域的媒介价值及其绩效水平。这些研究

围绕“供需博弈”与“公共性建构”的表显逻辑追

寻主体性整合的实质目标，关注公共空间在可

达性（accessibility）、可透性（penetrability）、包容

性（inclusivity）等不同价值维度对于不同社会人

群的分异表现及其折射出的空间公平与空间正

义等符号价值。

（二）新时代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

建构

国内公共空间研究始于 20世纪 90年代[19]，
在吸收西方经典理论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

情况提出了不同形式、不同功能的公共空间分

类理论：从街道、广场、公园绿地等户外空间，到

骑楼、檐廊、天桥等半户外空间，再到城市商业

建筑、文体建筑等公共建筑和社区公共活动场

地，公共空间的要素体系不断完善[20-22]。但在

理论探索方面，多数研究尚未跳出西方城市公

共空间研究的思维定式，仍以各类型城市公共

空间的使用分异与公平正义问题为讨论主线，

针对国内社会发展主体特性与现实问题的原创

探索较少[23]。为此，本文尝试运用“人民性”理

论，系统辨析人民城市公共空间的营构、服务主

体以及探索新时代人民城市公共空间的研究和

实践方向。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被频繁

使用的政治术语，最早出现于马克思、恩格斯、

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等人的理论著作中。其

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原则，与一切非社会主义性

质的理论、实践相对提及[24-25]。在中国共产党

的革命实践中，西方政治理论表述中形而上学

的“公众”概念与社会政治生活中具体的“大众”

对象逐渐被整合为具有具体实践内涵的人民②

主体。由此，“人民性”这一概念从批判性政治

话语工具转变为实质性政治生活准则。与此同

时，中国共产党以“为人民服务”作为实践宗旨，

建立起政治性人民与阶级性政党的命运共同

体，实现了政权利益与人民利益的统一[26]。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要求

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

和期望③。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

完整阐释了“人民城市”的重要践行理念，明确

了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和

以人民主体性建构为落脚点的社会主义城市空

间建设、治理实践导向[27]。由此可见，人民性理

论为我国城市公共空间研究提供了一种有别于

西方公共场域供需博弈价值观的人民主体性视

角。事实上，受华夏文明五千年传承的延续性、

东方和合价值观、民族融合与民族主体性建构

传统的影响，以及社会主义劳动实践观和公共

教育普惠政策等多重历史、文化、政治因素的综

合作用，我国社会的人民主体性在价值导向、身

份认同和实践素质等方面展现出较好的整体性

和先进性，为践行“人民城市”重要理念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基于此，本文以人民主体性建构

为导向，探索相应的城市公共空间表征与绩效

评测方法，旨在指导新时代我国人民城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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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特征分析、绩效判别与营构实践。

二、人民主体性视角下

城市公共空间表征与绩效评测方法

针对前文剖析的西方城市公共空间研究问

题与我国人民主体性特征，本节从要素体系与

导向逻辑两方面重构、优化既有城市公共空间

研究框架（图 1）。

（一）空间类型与表征、评测要素

本文从人民主体性视角重新审视城市公共

空间的资源价值，并从空间类型、表征要素、绩

效因子三个维度，梳理、建构城市公共空间研究

的要素体系。

1.公共空间类型

本研究以对人民主体开放且承载其社会公

共生活的城市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对 600位城

市民众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调查人群的社会公

共生活呈现出日常性、主题性、建构性等特征。

结合民众高频活动空间的聚类统计，将案例城

市公共空间分为市政广场、公园绿地、商业广

场/街巷、文体建筑、文旅街区和开放社区 6种类

型，分别作为城市民众进行参政议政、游憩观

赏、购物消费、文体锻炼、文旅休闲和邻里交往

等日常公共生活的典型空间载体④。
2.空间表征要素

空间表征要素是指表征、刻画城市公共空

间差异条件的指标要素。本研究根据人民主体

性原则，结合法国城市学家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三元论”和美国社

会 心 理 学 家 亚 伯 拉 罕·马 斯 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民主体对公共空

间的需求分解为物质需求（physical need）、精神

需求（spiritual need）和实践需求（practical need）
三个层次，并相应制定使用性（usability）、表征

性（representativeness）和 建 构 性（constructive‐
ness）三项城市公共空间人民主体性建构表征准

则。其中，使用性用于表征公共空间供给、满足

人民主体基础性物质需求方面的程度与水平；

表征性用于反映公共空间体现人民主体意志的

程度与水平；建构性用于表征公共空间在促进

人民主体参与建构实践和自我价值实现方面的

效能与水平。基于上述表征准则，进一步梳理

出舒适性、便利性、标志性、地域性、包容性、参

与 性 6 项 表 征 要 素⑤ 和 21 项 具 体 表 征 因

子（图 2）。

图 1 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建构、空间表征以及绩效评测研究框架

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建构与绩效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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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绩效评测因子

“绩效”（performance）是管理学研究提出的

服务产出概念[28]。在人民主体性视角下，城市

公共空间绩效是指公共空间对人民主体社会实

践的服务产出。结合前述人民主体对公共空间

的需求层次，本研究以满意度、归属感、使用率 3
项因子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的绩效评测指标。其

中，满意度用于评测人民主体对公共空间综合

条件的满意程度；归属感用于评测人民主体对

公共空间的认同与归属程度；使用率用于评测

人民主体使用公共空间的实际频度。三者联

立，可系统度量目标公共空间在满足人民主体

物质、精神、实践需求方面的综合水平。

（二）空间评测与关联分析方法

以系统判别、直观展示城市公共空间人民

主体性建构水平与服务绩效水平以及揭示两者

的作用影响机制为导向，本研究提出相应空间

表征、绩效评测与指标关联分析方法。

1.空间条件表征

根据前文拟定空间表征要素指标，其相应

的表征和量化方法如下：（1）空间舒适性分为环

境品质、整洁度、美观性 3项因子，结合样本空间

注记数据与建成环境影像数据评分赋值。（2）空

间便利性分为区位条件、公交设施水平、步行环

境水平 3项因子，结合城市街道网络集成度分

析、样本空间交通设施注记数据评分赋值。（3）
空间标志性分为区位中心性、尺度标志性、形态

差异性、风貌特色性 4项因子，结合样本空间建

成环境图斑与影像数据评分赋值。（4）空间地域

性分为形态在地性、风貌传统性、氛围乡土性 3

图 2 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建构及其表征要素与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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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因子，结合样本空间风貌、场景调查注记数据

评分赋值。（5）空间包容性分为边界开放度、功

能多样性、场地无障碍水平、信息标识水平 4项
因子，结合样本空间边界、功能、设施调查数据

评分赋值。（6）空间参与性分为构想参与、建造

参与、使用参与、治理参与 4个因子，结合样本空

间市民参与建构人数、方式、频次调查数据加权

赋值。最后，在个体样本、单项指标表征量值赋

定的基础上，关联统计 6类空间 6项表征指标，

以雷达图、箱型图形式综合表征其空间条件，识

别城市各类型公共空间现状情况。

2.空间绩效评测

既有城市公共空间绩效评价研究围绕空间

服务能力、经济绩效、社会绩效等议题形成了重

要性—绩效分析、语义差异分析、使用后评价等

评价模型与方法[28-30]。本研究结合前文拟定的

绩效因子，以主客观绩效分维评测的方式拟定

评测方案。其中，主观绩效是指以主体感受为

评判标准的绩效项类，具体包括满意度与归属

感两项指标，主要以问卷调查和李克特五分量

表方式进行测度。客观绩效是指以客观使用情

况作为评判标准的绩效项类。本研究采用频度

指标进行定量测度，具体方法是通过高德地图

平台抓取不同时段（单日内不同时段、平时和节

假日）的热力图数据，并进行抽样、拟合和归一

化处理。最后，分项统计 6种类型公共空间的 3

图 3 重庆市渝中区样本公共空间分布与类型划分

城市公共空间的人民主体性建构与绩效评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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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绩效指标，识别城市各类型公共空间的综合

绩效表现。

3.绩效影响机制探索

为进一步分析城市公共空间各属性项类对

人民主体社会生活服务的作用机制，本研究以

探索公共空间表征条件与人民主体需求的适配

水平为导向，联立样本空间 6项表征指标与 3项
绩效指标，运用回归分析法逐项探测两组指标

的关联水平。

三、人民主体性视角下

城市公共空间表征与绩效评测实证

基于上文所述研究方法，选取重庆市渝中

区 60处样本空间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总结各

类型城市公共空间的差异特征、绩效表现与典

型问题。

（一）样本概况与数据来源

选取人民广场、鹅岭公园、解放碑步行街、

国泰艺术中心、山城巷街区、嘉西村社区等 60处
不同类型的公共空间样本代表（图 3）。综合运

用多元调查手段采集获取样本空间表征、绩效

研究基础数据。具体包括：通过成都比格图数

据处理有限公司平台卫星影像解译获取建成环

境图斑数据；通过高德地图平台的热力图获取

不同时段人群活动热力数据；通过空间注记获

得建成环境影像与设施、环境特征注记数据；通

过开放街道地图平台获取研究样本城市街道网

络数据；通过问卷调查获取主体满意度与归属

感评价数据。

（二）样本空间定量表征

以空间数据挖掘以及专业人员量表评分方

式，结合 6项表征要素对样本空间进行量表评

分，测算结果如图 4所示。（1）全部样本综合指

标均值为 19.71（满分值为 30），最高值为 26.34，

最低值为 12.93。（2）全部样本各项类指标均值

（满分值为 5）分别为舒适性 3.55、便利性 3.28、
标志性 3.34、地域性 3.28、包容性 3.52和参与性

2.74。（3）在 6种类型的公共空间中，市政广场的

标志性、便利性、包容性特征突出；公园绿地的

包容性与舒适性较好，而其他项类特征不显著；

商业广场/街巷的舒适性、便利性较好，但地域

性、参与性水平偏低；文体建筑的舒适性、标志

性较突出，但地域性、参与性水平偏低；文旅街

区的综合特征表现最优，其中地域性、标志性尤

为显著；开放社区的综合条件评分最低，但参与

性水平较为显著。

从测算结果可见，在经历了 20余年快速城

市化发展后，重庆市渝中区城市公共空间在使

用性指标中，舒适、便利条件已普遍达到较高水

平，这表明人民群众的公共生活品质得到了有

效改善和提升。但与此同时，由于多数公共空

间建设依赖政府投资和市场化商业运作，在空

间形态与环境氛围营建方面受投资方意志影响

较大，渝中区城市公共空间在风貌形态与环境

氛围营建方面受投资方意志影响较大，在人民

意志与地域文脉的表征性和人民主体参与空间

建构性方面指标绩效值较低，表明其在满足、服

务人民群众精神需求与实践需求方面有待提

升，并且有待形成能够推动社会空间权力优化

和精神动力提升的人民城市公共空间。

（三）样本空间绩效评测

以问卷调查方式对各样本空间的满意度、

归属感绩效进行量表评价（每处空间发放 150份
问卷），结合人群热力抽样数据（选取包括平时

与节假日在内的 15个抽样时段）测定各样本空

间主体的使用率绩效指标，测算结果如图 5所
示。（1）全部样本综合绩效均值为 9.81（满分值

为 15），最高值为 13.4，最低值为 6.8，量值分异

显著。（2）全部样本各项绩效指标均值（满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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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5）分别为满意度 3.48、归属感 3.01和使用率

3.32。（3）3项绩效指标在 6类公共空间中的表现

如下：满意度指标与使用率指标有较强关联，绩

效值排名前三的公共空间分别是文旅街区、市

政广场和公园绿地；开放社区的绩效值均最低；

在归属感指标中，开放社区和文旅街区的绩效

值较高，公园绿地和市政广场的绩效值居中，商

业广场和文体建筑的绩效指标量值最低。

从测算结果可见，样本空间的满意度绩效

最佳，使用率绩效尚可，表明了城市民众对样本

公共空间基本服务水平的认可。然而，归属感

是 3项绩效指标里的短板，这与前述城市公共空

间“在人民意志与地域文脉表征性和人民主体

参与空间建构性方面表现较差”的表征结论相

呼应，反映出当前我国在城市公共空间营构实

践中，过度商业化发展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会削

弱人民群众在社会、文化层面的地方归属感，进

而影响人民主体在公共生活中能动性和创造力

的发挥。

（四）样本空间表征—绩效指标关联分析

联立 60处样本空间 6项表征指标与 3项绩

效指标，并测算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系数，测算结

图 4 重庆市渝中区样本公共空间的条件表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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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图 6所示。（1）满意度与舒适性、包容性、便

利性 3项指标关联性强，关联系数分别为 0.69、
0.62和 0.55，其余因素影响强度排序为标志性＞

地域性＞参与性。（2）主体归属感与参与性、地

域性、包容性 3项指标关联性强，关联系数分别

为 0.93、0.76和 0.49，其余因素影响强度排序为

标志性＞便利性＞舒适性。（3）使用率与标志

性、舒适性、便利性 3项指标关联性强，关联系数

分别为 0.65、0.61和 0.57，其余因素影响强度排

序为包容性＞地域性＞参与性。

从测算结果可见，满意度主要受公共空间

的使用性因素影响，可通过提升空间的舒适性

和便利性来改善相应绩效指标表现。主体归属

感主要受公共空间的表征性和建构性因素影

响，具体与地域性、包容性和参与性指标相关，

可通过能够反映人民意志的空间形象表征和促

进公众参与的在地营建活动来加强人民主体与

空间的精神联结。主体使用率则受到公共空间

的使用性、表征性和建构性因素的综合影响。

这一指标绩效值反映出当前中国社会人民主体

素质的提升和需求层次的复合化，同时也指明

了人民城市公共空间主体性建构的“三位一体”

图 5 重庆市渝中区样本公共空间绩效评测结果

83



（使用性、表征性、建构性）路径方向。

四、人民主体性视角下低绩效

城市公共空间识别与更新响应

根据上文评测结果，从低绩效公共空间识

别、优化与不同类型公共空间差异更新两个方

面，制定以人民主体性建构为导向的城市公共

空间营建措施。

（一）低绩效问题空间识别与优化

结合评测结果，从满意度、归属感、使用率

三方面识别绩效指标低于标准量值的样本空

间，并提出相应的优化策略（图 7）。（1）提升低满

意度空间品质。评测结果显示，日月光广场、桂

花园社区等 10处公共空间的满意度指标值均低

于 3.0。建议通过设施增配、风貌整饬、无障碍

设施优化、边界开放以及在地、近人、低技景观

设计等手段，综合提升靶点空间的使用性，改善

主体活动的过程体验。（2）增强低归属感空间在

地依恋与归属认同。评测结果显示，来福士、时

代天街等 15处公共空间的归属感指标值均低于

3.0。建议通过组织在地活动，运用地域材质和

传统景观符号、配置兼容性设施以及丰富标识

解说等手段，综合提升靶点空间对人民意志与

地域文脉的表征性，增强城市民众对相应空间

的在地依恋与归属认同。（3）强化低使用率空间

标识。评测结果显示，大井巷社区、一厂影视园

等 16处公共空间的使用率指标值均低于 3.0。
建议通过标志景观营建、夜景灯光美化、文娱活

动策划、社交媒体推广、可达性优化等手段，综

合提升靶点空间的使用性、表征性和建构性水

平，进而促进民众对公共空间使用频率的提升。

（二）不同类型公共空间差异更新

根据 6种不同类型公共空间服务人民公共

生活的功能价值，按照“优势巩固+短板改进”的

原则，从宏观区域结构与微观场所条件两重空

间尺度制定差异更新措施（图 8）。（1）市政广场

人地联结。市政广场空间的使用性条件较好，

而空间的表征性、建构性水平偏低，市民的归属

感不高。对该类空间建议采取“活动扎根+人地

联结”的策略，重点增强空间对人民意志的表征

和群众活动组织水平。（2）公园绿地系统串联。

公园绿地空间表征性与舒适性较好，体现山地

特色，但便利性、参与性指标存在短板。对该类

图 6 样本公共空间“表征—绩效”指标关联与关键影响因素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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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建议采取“生态织补+系统串联”策略，重点

增强其空间便利性和群众参与性。（3）商业广场

文脉耦合。商业广场/街巷的空间使用性条件

较好，但地域文脉表征与参与建构性指标存在

短板，空间体验感容易雷同。对该类空间建议

采取“场域重构+文脉耦合”的策略，以增强商业

图 7 重庆市渝中区低效公共空间识别与增效优化措施

图 8 重庆市渝中区不同类型公共空间差异更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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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街巷的地域文脉表征能力，丰富群众空间

体验的在地感。（4）文体建筑时空统筹。文体建

筑空间的使用性、表征性条件较好，但建构性指

标存在短板，空间利用率较低。对该类空间建

议采取“场馆联动+时空统筹”的策略，通过延长

开放时间、组织比赛/展览活动等治理手段提升

群众参与水平。（5）文旅街区区域协同。文旅街

区综合条件最优，整体未有明显短板。对该类

空间采取“触媒赋能+区域协同”策略，加强其与

周边邻近区域的交通与功能关联，以提升地段

整体空间效能与活力。（6）开放社区生境整合。

开放社区空间的建构性水平较高，但在使用性

方面短板突出。对该类空间建议采取“生境整

合+设施共享”的策略，通过设施完善、环境整饬

等方式提升开放社区的空间品质与社区活力。

结语

城市作为承载大量人口和资源集聚的地理

空间，是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阵地。城市公共空间是

城市社会生活的实践场域，其建构水平不仅彰

显着城市社会文明程度与生产力水平的高低，

而且是判别城市发展成果是否惠及全体人民的

重要标志。进入新时代，在“人民城市”重要理

念的指导下，相关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不断涌

现，对当下城市公共空间的营构、建造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开启了现代城市发展的新篇章。在

步入新的历史征程之际，既要向着更加光明的

未来砥砺前行，也要洞察可能出现的问题与挑

战。以史为鉴，在人民城市建设过程中，有两方

面的问题需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重视：一方

面，当下理论研究多从“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角

度出发，以空间人本化提质路径和方法为研究

重点，将“人民性”简单理解成“人本化”，对人民

城市理念生成逻辑、制度背景、思想内涵方面的

讨论尚不充分、不完整；另一方面，在过往的基

层实践中，个别地方官员对“人民城市”理念内

涵的理解存在偏差，将城市公共空间建设当作

一种低成本的政绩生产路径，通过各种空间共

建活动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场景式”政绩生产的

方式，以此应对存量时代地方财政拮据的现实

困境和完成政绩考核任务。在这一过程中，各

参与主体诉求分异、知行分离，表演与宣传的营

销动机强于建立人民主体与城市空间情感联结

的诉求，背离了人民城市建设的初心与使命。

在人民城市的重要论述中，“人民建”和“为

人民”是我国城市建设路径与目标、过程与结果

的辩证统一，两者不可偏废。人民既是城市空

间的使用者，也是城市空间的建构者。人民共

建是为了在城市空间生产的构想与实践环节更

充分地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反映人民意志和提

升人民素质，从而使空间生产的结果能够更精

准、更有效地匹配人民群众在物质、精神和实践

层面的完整需求。同时，人民共建本质上也是

一种空间生产话语权力的人民共享。若在实践

观和方法论中将两者分而置之，则将回到西方

“生产—消费”和“精英—大众”的二元逻辑，陷

入主体性分裂困境，背离了人民城市的建设和

发展的本质。为此，本文提出将人本规划理论

与民主政治理想充分融合的城市公共空间分析

框架以及使用性、表征性、建构性“三位一体”的

人民主体性建构路径，强调人民群众在城市公

共空间构想、营建、使用、治理全过程的主体地

位，引导相关研究从空间公平性视角下的供需

博弈讨论回归人民主体性视角下的共建共治探

索，为当下我国城市公共空间营建、更新实践提

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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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街区消极空间的特征与优化策略
研究
——以粤海关旧址大楼及周边区域为例

■ 苏佩颖 汤哲 王少斌

摘要：探究历史文化街区消极空间的形成与发展特征，制定符合空间用途和使用者需求的空间设

计策略，对推动历史文化街区活化保护、实现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融合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国内规

划界设计界对消极空间概念的过度“负面解读”，本研究认为，功能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可视为整体规划

设计中的消极空间，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功能错位的消极空间，经过一定的规划设计，往往能实现“图”

与“底”的反转，与周边空间布局重新达到平衡并呈现积极的空间状态，形成流动的、贯通的空间效果。

本研究以粤海关旧址大楼及周边区域为研究区域，通过分析该区域的空间现状，提出消极空间的功能

转化与设计优化策略，以解决研究区域内存在的空间形象吸引力不足、空间规划与管理失衡等问题，

为推进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发展平衡、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和空间品质、推动活力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思路。

关键词：消极空间；历史文化街区；功能转化；空间再生；活力城市

【中图分类号】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5.01.006

【基金项目】2022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岭南文化项目“岭南粤商建筑文化遗产研究”（GD22LN06）成果。

引言

消极空间（Negative Space）又名负空间，是

在整体规划设计中功能建筑物以外的空间。在

城市不同发展阶段中，消极空间与城市空间的

形态结构肌理相伴而生[1]，并对历史、当下街区

的空间品质、功能布局等方面产生重要作用：当

其经过一定的设计，与周边建筑在空间布局上

达致平衡并呈现积极的空间状态时，可以消弭

空间失衡状态下所带来的局促感、拥挤感，形成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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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的、贯通的空间效果。从这个意义来看，有

效优化、利用消极空间可以提升城市的空间

价值[2]。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的意见》提出，“采用‘绣花’、‘织补’等微改造方

式，增加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

街区和历史地段的公共开放空间，补足配套基

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短板。”①。历史文化街

区②汇聚了大量集中成片的历史建筑和特别丰

富的文化遗存，然而，街区内存在着许多容易被

忽视且出现功能错位的消极空间。如何在妥善

保护珍贵历史文化遗产中进一步认识和挖掘消

极空间的利用潜力，并有针对性地实施优化策

略以推动街区空间合理化布局，已成为激发城

市空间活力的重要课题。本研究以粤海关旧址

大楼及周边区域为研究区域，从图底设计理论

的视角出发，深入思考如何通过实施消极空间

的优化策略改善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形象吸引力

不足、空间规划与管理失衡等问题，为增强粤海

关旧址大楼及周边区域发展活力、优化城市空

间布局和空间品质提供有益借鉴。

一、文献回顾

（一）消极空间的概念

消极空间的概念常见于设计领域和城市规

划领域的研究。在摄影、绘画等视觉艺术的研

究里，消极空间通常被视为积极的设计元素，一

般是指物体间的视觉留白，与积极空间形成对

立或互补的关系，强调艺术布局中的平衡和对

比[3]。在规划领域的研究中，基于 20世纪 60年
代西方城市大规模实施城市更新的背景，西方

学者开始反思城市发展问题，消极空间的议题

由此兴起，并随着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脉络不断

发展。大部分学者对消极空间的定义持中立的

态度。日本建筑师芦原义信认为，消极空间是

自然发生、无计划性的空间，主要表现为从内向

外扩散，表明了对城市空间自发性的重视[4]。在

《续街道的美学》一书中，芦原义信基于格式塔

理论进一步探讨消极空间与积极空间之间的关

系，并强调两者在特定情境下能够相互转化[5]。
美国建筑师罗杰·特兰西克（Roger Trancik）表

示，消极空间是在城市中对周边环境及使用者

无积极影响，无明确可界定的边界，且无法与周

边的各个城市景观要素产生联系的空间[6]。英

国建筑师特里·法雷尔（Terry Farrell）的观点与

罗杰·特兰西克类似，他将流动散漫的无组织空

间、边角空间、冗余空间统称为消极空间[7]。综

上所述，消极空间在西方规划研究领域，通常被

理解为无序、边角、冗余的空间。

国内规划界、学术界很早引入消极空间的

概念，对其概念有较为丰富的理解和不同角度

阐发。例如，武勇和刘鸿借鉴《道德经》中的阴

阳哲学来阐释空间正负关系，将建筑主体、路径

与环境的交界区域、未被充分重视或定义模糊

的空间，以及受外界变动影响而呈现动态变化、

偏离原始规划意图的空间，统一称为负空间[8]。
刘晓惠等学者将消极空间归纳为伴随城市发展

而生的无序空间，涵盖中介、废弃、边缘及冗余

空间，并强调从优化城市景观、提升居民生活品

质的角度对消极空间进行一定的改造[9]。龙元、

王晖等学者将城市中不符合现代意象、违背设

计者初衷的空间称为负空间[10]。马一凡从主客

观因素出发，将消极空间定义为建筑、环境与人

之间失谐，导致心理离散感的空间[11]。樊超认

为消极空间是由于空间存在功能和形式属性不

清晰、围合感差，安全感缺失，给人以不舒适感

受的空间[12]。张弘暄等学者则将城市消极空间

定义为城市中存在的一些具有消极情绪和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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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场所或空间[13]。从现有研究来看，理论

界和规划建筑实务界都部分存在对消极空间概

念的过度“负面解读”，导致消极空间被理解为

纯粹“消极的”空间。本研究从消极空间的本质

出发，结合图底设计理论，提出消极空间是在整

体规划设计中功能建筑物以外的空间，是“城市

针灸”能选择的最佳城市“穴位”。消极空间所

呈现的空间状态是相对的，其空间功能取决于

整体规划设计的发展需求。因此，消极空间最

适合进行细致精微的空间调整、改造与优化，能

在不改变原有空间功能、肌理与风貌的前提下，

充分挖掘空间存量资源，高效提升其功能与价

值。在存量时代背景下，消极空间的识别与优

化，能为城市低成本可持续更新发展提供新的

思路与路径。

（二）图底设计理论

起源于格式塔心理学的图底设计理论是城

市设计与建筑规划领域重要的理论工具，该理

论强调在视觉感知中“图”（Figure）与“底”

（Ground）之间的视觉度与互补关系[14]。其中，

“图”是指视觉场景中突出、被明确识别的对象；

“底”是指环绕并作为图形背景的环境或空间。

图底设计理论从丹麦心理学家埃德加·鲁宾

（Edgar Rubin）所 设 计 的“ 鲁 宾 之 杯 ”（Rubin
vase）幻觉图得到直观展示（图 1）。在“鲁宾之

杯”幻觉图中，观察者可以交替看到杯子或两个

人的侧脸，这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觉焦点落在何

处。1960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柯林·罗（Colin
Row）教授指导开展了一系列关于空间“图形”与

“背景”问题的研究课题，推动了规划界对“图底

关系”理论的接受与认可[15]。美国建筑师罗杰·

特兰西克（RogerTrancik）认为，图底设计理论聚

焦的是地面建筑实体（Soild Mass）和开放虚体

（Open Voids）之间的相对比例关系[16]。在城市

环境中，一般较大体量的建筑实体会对人产生

较强视觉刺激，这些建筑实体一般被视作“图”；

而建筑实体周边有许多容易被忽视的空间，被

视作建筑实体的“底”。本文尝试运用图底设计

理论，在厘清功能建筑（“图”）与周边空间

（“底”）之间相互依存、反转的动态关系的基础

上，进一步探讨消极空间的优化策略，推动消极

空间实现从“被动存在”到“主动介入”空间布局

优化。

（三）消极空间的优化

国外关于消极空间的应用研究，主要融入

于城市更新实践探索。美国社会学家简·雅各

布斯（Jane Jacobs）认为，现代主义规划下的“大

城市”模式导致出现城市蔓延、土地资源低效配

置以及以过多停车场与冗余空地为代表的消极

空间问题，并提出采用用途混合、构建短街区、

保留旧建筑、培育人流四项改造措施来解决[17]。
丹麦建筑师扬·盖尔（Jan Gehl）在纽约发起了一

项聚焦于城市复兴的深度街头设计研究。他强

调，适当的留白区域能增强城市地标的视觉及

感知效果，并提出通过优化消极空间如公共停

留区来提升城市空间效率和居民满意度[18]。英

国设计师詹姆斯·科纳运用“景观都市主义”理

图 1 “鲁宾之杯”幻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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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将纽约高线公园重塑为消极空间改造的典

范[19]。理查德·海格（Richard Haag）通过西雅图

废弃煤气厂公园里的消极空间改造实践，重塑

工业景观的美学与文化价值认知[20]。国内对消

极空间的应用研究注重融入本土化实践，形成

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成果。王坚锋基于“紧凑城

市理念”探讨上海的“未充分利用空间”结构优

化与改善策略[21]。张文茹从城市消极空间的概

念、特征出发，着重分析公众参与消极空间改造

对城市更新的推动作用[22]。王青运用“城市双

修”理论对昆明市主城区消极空间进行了分类

研究[23]。在实践层面，戴春与俞挺曾在 2015年
发起了一项“城市微空间复兴”计划，借助设计

师之手将街旁绿地、单体建筑周边的公共空间、

小区游园和居住区广场等微小的消极空间由点

到面进行改造以激活城市空间活力。这项计划

推行至今已有一些比较成功的案例，如上海水

塔之家改建项目、上海虹口音乐谷地区更新项

目等[24]。随着城市建设进入用地存量发展阶

段，消极空间的识别和优化提升将成为老城区

的更新与活力激发的重要议题。本研究聚焦于

老城市具有文旅、商住等混合功能的历史文化

街区，通过识别和优化消极空间，借鉴“城市针

灸”理念，采用小尺度、精准化的改造模式并通

过实施一定的优化策略，实现“图”与“底”的反

转，促进消极空间与周边空间布局重新达到平

衡并呈现积极的空间状态，形成流动的、贯通的

空间效果。

二、粤海关旧址大楼及周边

区域的现状与问题发现

（一）研究区域概况

始建于 1859年（清咸丰九年）的粤海关办公

大楼，原坐落在广州西堤沙面附近，是我国现存

的最早兴建的、最古老的中国海关办公大楼。

辛亥革命后，粤海关办公大楼被拆除并于 1914
年在沿江西路 29号奠基重建③。粤海关旧址大

楼见证了粤海口岸近代“洋关”开设、收回海关

主权斗争等重要历史，以及广州口岸经济社会

图 2 研究区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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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外贸的发展演变历程④，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

意义、社会经济影响以及文化价值。

本研究以粤海关旧址大楼为中心，选定沿

江西路至西堤二马路（含人民路高架桥部分路

段）这一范围作为研究区域，同时重点关注新基

路、德兴路与靖远路等路段（图 2）。研究区域现

属于人民南历史文化街区⑤的保护范围，本文采

用“局部到整体”的分析路径，识别研究区域的

消极空间及其分布情况，进一步分析研判出现

功能错位的消极空间并相应提出优化策略。选

取这一区域的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该区域聚

集了粤海关旧址大楼、广东邮务管理局大楼、南

方大厦等重要历史遗存（图 3）；其二，研究区域

内商业、文旅、居住等多元化生产生活功能用地

需求高度集中。在此基础上，通过识别区域内

的消极空间，判别功能建筑与周边空间在整体

空间布局和管理上存在的具体问题，并提出对

应的优化建议，有助于进一步促进空间合理

利用。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运用实地调查法，课题组在多

次前往粤海关旧址大楼及周边区域进行实地调

研的基础上，结合研究样区用地现状，获得相关

空间数据并进行分类整理。其中，粤海关旧址

大楼及周边区域的用地现状、空间功能特性等

数据来源于百度地图、Mapbox城市地图开源平

台（网址：https://github.com/mapbox）以及《广东

省历史文化街区广州市人民南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规划（2021—2035年）》。

（三）研究区域的用地现状

从研究区域现有用地类型和用地现状来

看，研究区域主要分布有商业设施用地、文化设

施用地、居住用地、环境设施用地和消防用地

（图 4）。其中，商业设施用地主要分布在西堤二

马路、西提二马路至沿江西路、新基路等路段,聚
集了广州岭南国际电子数码广场、广州南太电

子市场、长建西堤国际数码城等商业建筑。文

图 3 粤海关旧址大楼周边主要历史遗存

图 4 研究区域空间用地情况

图片来源：《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广州市人民南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1—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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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设施用地主要分布在沿江西路和靖远路路

段，主要聚集粤海关旧址大楼、广东邮务管理局

大楼、南方大厦、沿江西路 33号民居、沿江西路

55号、57号骑楼等国家级、省级以及区级文物保

护单位，中间穿插居民楼、旅馆、批发市场等功

能建筑，呈现空间功能复合状态。居住用地主

要分布在沿江西路至西堤二马路、新基路和德

兴路段。部分居住用地与商业设施用地交织，

形成商住并存的形态。环境设施用地主要分布

在西堤二马路至沿江西路路段。

调研结果发现，粤海关旧址大楼及周边区

域因繁华的商业活动吸引了大量车流与物流。

区域里大部分消极空间主要用于停放车辆与货

物，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行人通行受阻，并导致

整体空间质量下降。人行天桥下方的消极空间

主要被部分临时建筑和非机动车占据，整体空

间元素过多且缺乏一定的层次感，空间管理混

乱。在空间复合利用模式下，粤海关旧址大楼

周边的消极空间被大量非机动车无序占用，空

间光线不足，零星杂物随意放置，导致整体空间

设计显得较为拥挤，消极空间与主体功能建筑

呈现明显的失衡状态（图 5）。

三、消极空间成因分析

（一）空间形象吸引力不足

历史文化街区不仅需要满足商业运营和高

强度的经济活动需求，还需要保留并展现其独

特的历史风貌和美学内涵。然而，在城市发展

过程中，空间形象设计与实际管控存在不足，导

致空间商业功能与文化展示之间缺乏系统性协

调。对于历史文化街区而言，当整体空间长期

处于过度饱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历史

文化元素对外的视觉呈现与整体吸引力。

具体而言，粤海关旧址大楼、广东邮务管理

局大楼、南方大厦及骑楼等作为研究区域里的

主体功能建筑，其独特的建筑设计与深厚的历

史底蕴共同构成了广州城区沿江地区的文化标

志。然而，在高强度的商业流动和城市交通压

力下，这些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图”元素无法

图 5 粤海关旧址大楼及周边区域消极空间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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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杂的环境中获得应有的展示空间。具体表

现为主体建筑物周边的消极空间被大量占用，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景观的连续性。与此

相对的是，部分历史建筑周边的消极空间保留

了原有的留白形态，在视觉上与主体历史建筑

相协调，能够突出功能建筑物的历史文化价值。

但像南方大厦、沿江西路 55号、57号骑楼及沿

江西路 33号民居等建筑物周边的消极空间，由

于公共空间资源有限，这些消极空间被用作摆

放非机动车或杂物，不仅损害了街区整体空间

的整洁度，也不利于街区营造浓厚的历史文化

氛围。一些文化雕塑周边的消极空间长期被非

机动车占据，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展示功能。此

外，历史建筑之间的消极空间常常因光线不足、

功能定位不明确而被忽视，可能导致该历史建

筑之间的延展性与统一性受到破坏。

居民楼等建筑物周边的消极空间原本设计

有一定的公共绿地与休憩预设，空间环境相对

宜人，但仍面临车辆随意停放或垃圾设施堆放

的问题，部分消极空间被作为私人用途，反映了

管理与维护不足的问题。作为历史文化街区，

研究区域的整体空间（包括消极空间在内）缺乏

更具吸引力的文化主题设计或文化元素，空间

形象吸引力有限。

总体而言，研究区域内的文化氛围与空间

场景营造尚显不足。具体表现为，尽管该区域

拥有丰富的历史建筑与文化资源，但在建筑与

周边空间的连贯设计和文化主题场景营建上存

在明显的系统性与创新性不足，未能充分激发

游客和市民的探索兴趣，且使得整体街区难以

形成完整、一致的城市形象。

（二）空间规划与管理失衡

在现代功能逐步融入历史文化街区发展过

程中，既要满足商业、居住、交通、文化等多元需

求，又要保留并彰显原有建筑的文化特色与历

史风貌。然而，随着城市基础设施扩张与商业

开发快速推进，历史文化街区所需要的精细化

管理措施未能及时匹配，导致作为“底”的消极

空间出现功能错位的问题。具体而言，人行天

桥与高架桥等桥下空间缺乏有效监管，导致这

一空间在现实中演变为杂物堆放或临时停车

场，破坏了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环境质量和空

间秩序。

实地调研结果显示，研究区域在空间规划

与管理层面出现失衡。以西堤二马路为例，这

一路段的商业功能高度集中，大量应当保持留

白状态的消极空间被不当占用。商业运营与交

通管理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衔接，车辆随意停

放现象普遍，且缺乏规范的监管。这不仅加剧

了街区空间使用上的冲突，并损害了城市形象。

同时，研究区域缺乏系统性的空间管理，在历史

建筑周边的人行道、休闲空间和文化展示空间

缺少明确和规范的使用指引。在沿江西路路

段，部分历史建筑周边空间管理相对完善，但由

于多元空间功能复合交织，这一部分区域的消

极空间管理出现混乱，特别是具有文化与商业

多重功能的主体建筑，其周边空间长期被非机

动车、杂物等占用，导致主体建筑物本身的文化

展示作用容易被忽视。对此，部分历史文化建

筑已采取管理措施，但整体功能统筹布置与运

营机制仍显不足，导致空间使用效益单一，未能

充分挖掘其应有的多元价值和潜力。

长效运营机制与系统化治理手段的缺失是

空间规划与管理层面出现失衡的成因之一。对

于消极空间功能错位的处置，以往多数采取临

时或应急性措施，缺乏长效优化与后续管理机

制。部分空间在规划初期，未能及时开展后续

评估工作，导致出现乱建和非法占用现象。以

西堤二马路至沿江西路路段为例，由于条件有

限，现有居民楼无法规划充足的停车位，周边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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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空间被大量机动车无序停放。同时，集装箱

长期堆放、流浪人员滞留等问题时有发生，严重

影响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质量。部分空间缺乏

明确监管责任主体，区域之间、不同空间之间在

发展与管理水平上存在差异，反映了研究区域

在整体规划与现实空间管理之间系统性与协调

性不足。

最后，社会与社区参与不足是空间规划与

管理层面出现失衡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街区

公共事务中，由于缺少多元协作机制，社区居

民、商户与游客群体的角色定位与责任义务尚

不明晰，共治共管意识薄弱，致使公共空间被随

意占用、冲突频发且难以有效监管。针对人行

天桥下的桥下空间或建筑支架等消极空间，目

前的优化模式多由政府单向推动，社会资本难

以深入参与讨论和制定空间优化对策。在这一

模式下，难以充分激发社会力量的活力，也难以

为历史文化街区的持续更新与合理利用提供长

期动力支持。

四、历史文化街区消极空间优化策略

（一）基于人本社会生活的消极空间场景

营造

从图底设计理论来看，优化研究区域的消

极空间需要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确保“图”和

“底”的关系保持一定的比例和谐，既要避免功

能性建筑过于密集导致空间压抑，也要避免留

白过多导致空间利用不足。二是功能建筑与周

边的空间在功能上应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完整

的街区空间系统。三是适当融入现代设计理念

和技术手段保护历史文化遗存，使历史文化街

区既有历史底蕴又不失时代感。本研究认为，

历史文化街区消极空间的优化要以人本社会生

活需求为导向，以场景营造为设计原则，进行有

针对性的空间优化，从而提升历史文化街区的

空间形象吸引力、文化价值与空间品质。

首先，在文化叙事策略层面，通过深入挖掘

历史文化建筑文化细节、当地商贸传统和在地

故事等文化内涵，将这些文化元素植入各类消

极空间中，不断丰富其空间叙事。具体而言，可

利用虚拟现实或增强现实技术，将建筑的过往

影像投射至消极空间，使行人与游客在当下与

历史之间实现即时对照与互动，形成“图—底”

交互。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增强人们的沉浸式

体验和文化认同感，也能帮助人们迅速了解历

史文化建筑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化人们对

街区的文化阐释。

其次，在空间场景优化层面，综合利用街区

内原有的混合市政设施，如道路、栏杆，通过信

息投影、虚拟导览等数字化手段对消极空间进

行场景化升级。在不破坏整体空间布局的前提

下，此类举措可以强化从一个历史建筑“点”到

另一个建筑“点”之间的空间文化连接，为历史

建筑增添更多可互动与可体验的维度，使消极

空间成为街区内历史文化建筑的文化延展与铺

垫，进一步凸显历史文化街区的整体性与连

贯性。

最后，在街区微空间优化层面，针对商业建

筑密集的路段，可因地制宜地将部分区域拓展

或改造为“微型广场”或“口袋公园”，适当嵌入

文化雕塑、艺术装置信息导览系统等设施，让历

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场景，增强街区对居民和

游客的吸引力。对于居民建筑或商业建筑周边

的消极空间，既可增设休憩设施、简易顶棚或小

型组团绿化，也可在空间中融入信息化和艺术

化装饰，不断满足人们公共休闲的需要，彰显街

区独特的文化印记。

（二）弹性调节规划与多方协同管理优化

在历史文化街区的管理规划中，针对区域

历史文化街区消极空间的特征与优化策略研究——以粤海关旧址大楼及周边区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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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连片商业建筑周边的消极空间，关注空间实

现“图”和“底”反转的可能性，通过功能梳理与

布局调整，适度释放更多公共共享空间，进一步

提升街区的空间品质。为此，规划理念需要从

“商业主导”逐步转向“文化主导”，同时加强城

市设计管控，保留街区传统风貌与指标，确保商

业介入与历史文化街区的协调性与延续性。

在具体策略层面，对于兼具居住、文化与商

业功能的混合建筑区域周边的消极空间，可采

取“多元功能弹性调节”方法进行优化。例如，

在白天，可将这些消极空间营造为小型文化展

陈或社区活动场景，为居民提供丰富的文化体

验和社交互动平台；在夜晚，则可结合适当管控

措施，将其开放给当地商户作为临时经营场所，

以此缓解历史文化街区的交通压力与商业需

求。这一举措旨在有效利用闲置或功能低效的

消极空间，使其成为充满活力与吸引力的公共

节点。此外，消极空间的优化需要契合街区整

体发展需求，可通过适当调整公共功能空间布

局来实现。例如，在交通与人流高峰期，主体功

能建筑之外的消极空间可用于满足街区人群通

行、物流等基本需求，而在平峰或周末时段则可

灵活配合文化市集、公共演出等活动进行一定

的空间布置。同时，还应加强街区内环境管理，

包括垃圾收集、卫生防护与车辆停放等，借助标

准化布局和临时货物摆放管理，确保空间的整

洁度与行人安全，避免对居住建筑居民的日常

生活和街区风貌造成负面影响。

在管理方面，首先，在城市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专项规划中，应明确分步实施策略及制度评

估的基准地位。对涉及文物安全、街区风貌控

制的事项与文物保护部门紧密协作，共同建立

严格的操作流程和审核标准。政府可通过提供

规划和产业相关政策方面的配套支持，如税收

减免、租金优惠等，激励多元主体参与街区规划

后期论证，以确保街区发展兼具公共利益与经

济吸纳能力。其次，建立“分步实施策略—评

估—再推广”的特色规划策略，为每个街区改造

项目设定阶段性目标与灵活的执行方案。在项

目启动阶段，可采取临时性或可逆性的小规模

改造，如桥下空间短期艺术展、社区临时市集

等，根据评估结果进行二次补充完善和规模推

广。最后，为实现规划与管理的协调性和连续

性，在“小步快走”的基础上，结合公共管理与城

市设计的角度，设立后期评估机制与多维度绩

效指标体系，具体维度包括：（1）空间利用效率

（公共空间利用率、空间流动性及影响力等）；

（2）经济与社会效率（商业活力、游客量、社区满

意度等）；（3）文化保护与传承（历史风貌保持

度、文物安全性、文化活动丰富度等）。定期由

政府、第三方研究机构与社区代表共同进行联

合评估，采用定量数据（如人监测流、租金变化、

游客统计等）与定性调研（如访谈、问卷）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绩效考核评估。相关数据与考核

评估结果可在智慧城市应用软件、线上论坛或

社区微信公众号等数字化平台公开，以提升数

据透明度，并增强多方主体对项目后续推进的

信心。

结语

本研究从图底设计理论的视角出发，通过

分析粤海关旧址大楼及周边区域消极空间特征

与当前所出现的功能错位问题，重新审视历史

文化街区消极空间优化在城市更新中的意义。

研究发现，过往研究对消极空间往往存在过度

负面的解读倾向，忽视了城市中诸如边角、冗

余、畸零空间等消极空间类型在特定情境下所

具有的积极意义。这些空间并非全然无益，而

是与主体功能建筑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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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有机整体。

老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凭借其独特的历史

文化资源，构成了多元主体与多种功能相互依

存的文商旅“共生体”。然而，未经整饬改造的

历史文化街区，往往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历史文

物建筑保护难度大，商业与居住空间无序交织，

街区文化内涵、传统肌理与风貌特征逐渐衰落

等。在尊重历史文化街区原有空间格局、保护

老城区原有肌理和历史文脉的基础上，以绣花

工夫和“点式切入”方式对消极空间进行优化，

能最小成本挖掘存量空间潜力，满足历史文化

街区共生发展需求。基于此，消极空间的优化

一方面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需求导向，以激活

消极空间的文化叙事潜力；另一方面可通过“多

元功能弹性调节”方法以及渐进式规划管理，适

当释放公共共享空间，实现街区整体功能平衡

与文化价值提升。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强调

政府在制度设计与效能评估中的关键作用，为

历史文化街区空间再生产提供了优化思路。

探索粤海关旧址大楼及周边区域消极空间

的优化实践，不仅有助于丰富图底设计理论在

现实空间设计中的应用，更是以“城市针灸”的

理念小规模、循序渐进地促进老街巷、老街区焕

发新生，为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与历史文化传

承提供了现实参考。未来，可进一步引入数字

孪生、社会网络分析等新兴技术，对消极空间的

长期效应与主体功能建筑功能进行动态监测评

估，持续推动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活化利用，

为提升历史文化街区公共空间品质创新实践

手段。

随着“美丽宜居花城、活力全球城市”目标

愿景的提出⑥，广州越发重视城市的动态发展、

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在这一背景下，以优

化消极空间的方式实现空间布局中“图”与“底”

的反转，不仅有助于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与活化，

还能促进历史文化街区生产、生活与生态平衡

共生，为推动广州实现老城市新活力提供思路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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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讼”文化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
研究
——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为例的实证研究

■ 黄凯斌

摘要：源于中国农村的“无讼”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新时代“枫桥经验”则是党

的优秀社会治理经验，聚焦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对“无讼”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也是城市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的重要实践。本研究基于案例调查发现，城市社区在建立基本治理

单元的基础上，强化基层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老党员的作用，激活传统“三老”权威，可以在城市社区

的底部化解绝大多数小矛盾小冲突。同时，社区基层党组织多措并举，服务居民，建立起情感性权威，

也有助于社区中矛盾的化解。本研究认为，“无讼”文化与党的基层建设创新性结合、党建引领“无讼”

文化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创造性转化具有理论可行性。

关键词：“无讼”文化；“枫桥经验”；城市基层治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结合

【中图分类号】D630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5.01.0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不同的社会角色既

互相依存，又有利益冲突。毛泽东说：“没有矛

盾就没有世界。”[1]社会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

有。本文所讨论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是一种

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指基层社会

中不同群体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个人与个人

之间的摩擦与冲突，例如家庭纠纷、邻里纠纷、

公共场所冲突、经济交往纠纷等。随着我国经

济社会不断发展，利益关系格局不断调整变化，

“各类矛盾纠纷处于高发期，呈现出纠纷主体多

元化、利益诉求复杂化、纠纷类型多样化等特

点”[2]。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近年来依法惩治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典型案例中，多起属于民事

纠纷、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激化为危害公共安全

的恶性刑事案件，说明基层社会矛盾纠纷若处

置不慎，产生并传导社会戾气，可能导向对抗

城市社会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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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极端危害性方向。

人们的幸福感、社会的安定和经济发展水

平并不必然成正比，矛盾纠纷也不能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消失。法国历史学家阿

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

出一系列“托克维尔悖论”，包括“人们彼此相似

却互不关心”“持续稳定增长的繁荣远没有使人

民乐其所守却到处滋生着一种不安定情绪”“繁

荣加速革命到来”等[3]。破解“托克维尔悖论”是

“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必答题。从 2014 年习近

平总书记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将社会安

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到 2021年“十四五”规划

纲要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列入指导思想，

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安全问题与发展具有同等

重要的位置。

中国与西方国家解决社会矛盾具有不同的

传统。西方国家采取诉讼的办法，解决大大小

小的社会矛盾。而中华法系作为一种具有悠久

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系，其核心理念深受

儒家、法家、道家等思想的影响。“隆礼重法”“德

主刑辅”既强调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也讲求人

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子曰：“听讼，吾犹人也。

必也使无讼乎！”[4]“无讼”首先是一种理想形态，

但在基层社会的民事纠纷解决中，“无讼”“息

讼”“礼决”等仍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法制度的基

本实践路径。例如，传统中国乡村社会通过士

绅调解社会矛盾，这一从源头上减少诉讼量的

社会治理实践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费正清在

《美国与中国》中说：“（中国）百姓尽量避免到官

堂上去打官司，因为到了那里，原告和被告都要

按规定形式打板子，并且谁都必须给衙役使

钱。”[5]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认

为“无讼”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之一。他

说：“打官司也成了一种可羞之事，表示教化不

够。”[6]对于传统中国治理来说，相比诉讼，调解

矛盾能节约治理成本，能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

对于乡村社会来说，通过调解化解矛盾有利于

矛盾双方和好如初，有利于维持礼治秩序，甚至

能达到“治未病”的效果。传统中国城市社会也

通过地方精英来处理矛盾冲突而不需要政府司

法介入，例如王笛在对成都茶馆的研究中发现，

直至 20世纪上半叶，四川人经常用茶馆作为解

决争端和矛盾纠纷之地，称“吃讲茶”或“茶馆讲

理”[7]。“无讼”既是传统上基层矛盾纠纷化解的

制度体系，也是地方精英参与地方事务和基层

治理的公开渠道，经长久的历史传统积淀而构

建起特殊的文化样态，成为中华法系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无讼”既是

熟人社会的行为传统，是中国的传统制度和价

值观的一部分，也是仍在践行推动中的活态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一

系列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断，如“基层强则国

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

化这项基础性工作”“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

成为‘诉讼大国’”“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挺在前面，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等[8]。这表

明，我国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应聚焦于从源

头上减少诉讼增量。因此，本研究认为，保障与

推动有序化、制度化的基层多主体参与诉源治

理工作，依然是法治中国建设和基层治理工作

的重点。

早在 2014年 10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

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我

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德

主刑辅……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这些都

能给人们以重要启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

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的。要治理好今天的中

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

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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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总结”[9]。2024年 10月 28日，在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进一

步指出，“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赓续

中华文脉。……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精神内涵，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优秀因子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发

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10]。费孝通

认为，“无讼”理想依赖乡土中国的“不流动”（熟

人社会）和“礼治秩序”（即“理想的礼治是每个

人都自动地守规矩，不必有外在的监督”）。随

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到 66.16%[11]。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多

数人口已经在城镇生活，乡土中国已进入城市

中国、流动中国。发端于农村、植根于乡土中国

的“无讼”文化能否在现代城市基层治理中扎根

生长？这是本文想回答的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

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

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化解在基

层、化解在萌芽状态”[12]。“枫桥经验”的核心是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镇，矛盾不上交。“枫桥

经验”与传统“无讼”文化一脉相承，是对传统

“无讼”文化的继承、发扬和更高层次的发展。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相关的研究多是探讨“枫桥

经验”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运用和发展问

题。农村基层社会是熟人社会，而城市社区多

数是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怎样创造性转

化传统“无讼”文化，是城市基层治理中的难题。

少量研究讨论在城市基层治理中怎样坚持

和发展“枫桥经验”。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郑延瑾、任勇以上海市D区为例，探讨了新时代

“枫桥经验”与城市基层纠纷治理共同体构建的

问题。他们认为通过整合党建引领、以人民为

本位、调解优先、技术赋能等不同维度，发展“枫

桥经验”，形成城市基层纠纷治理共同体[13]。黄

颖从理论上探讨了“枫桥经验”在城市社区延伸

的问题。她认为通过加强党对基层社会的全面

领导，构建高效协同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将矛盾

化解在基层[14]。师容认为城市基层治理推行

“枫桥经验”时面临很多挑战，如行政机关、司法

机关、党委等主体较难参与基层的矛盾化解，

“自治、德治、法治”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尚未形成

制度体系等。她认为由于城乡基层的差异，城

市基层治理中推行“枫桥经验”时，要加强协同

治理，践行群众路线，扩大制度供给。[15]现有的

相关研究对“无讼”文化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创造

性转化提出了富有见地的理解，但是仍有诸多

理论问题和操作性难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例

如，有的城市社区居民多达万人，在这样的城市

社区里，怎样通过党建引领多主体参与加强对

社区内“八失人员”和“三低三少”人员①的帮扶，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也

是基层治理能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定海

神针”，党建引领和法治保障是基层治理的核心

工作。但在对城市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调

查研究中发现，多数城市社区在工作实践中依

然出现两大问题：其一，城市社区多数是“陌生

人社会”，党建引领多主体参与基层社会矛盾纠

纷化解的路径不清、作用机制不明晰、保障条件

不充分，会消解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组织

基础；其二，主动参与纠纷调解的传统文化氛围

缺失，多主体有序、长效参与基层社会矛盾纠纷

化解的制度化建设较为薄弱，导致有能力者参

与基层治理的积极性不足，未能有效发挥基层

治理的群众基础。针对这两大基本问题，笔者

选取部分成功的案例进行阐述讨论，以论证传

统“无讼”文化在现代城市基层治理中实现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无讼”文化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为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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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

办法”[16]。

二、研究设计与研究方法

（一）案例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 2018年在湖北考察时指出，

“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

能稳固”[17]。本文选取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

的常青花园社区管理办公室工作委员会（以下

简称“常青花园管委会”）②下辖的社区为例，研

究“无讼”文化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创造性转

化。常青花园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这里居住

着 7.5万余居民。常青花园的党建工作起步于

2000年，2001年正式成立社区党委。目前，常青

花园下设 7个社区党委、10个小区党委、1个小

区党总支和 56个网格党支部。常青花园管委会

多次获评社会矛盾调解先进单位、全国文明单

位、全国和谐示范社区等称号。

（二）实地调研

本研究采取实地调查的方式获取资料和数

据。研究人员主要采取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察

看的方式取得一手资料。研究团队对社区内的

党支部书记、楼栋长、业委会主任、居民骨干、党

员、社区党支部书记、社区工作人员等进行半结

构访谈。同时，研究团队还到常青花园管委会

下辖的三个有代表性的社区进行了实地察看，

切身体会社区文化。本研究前后跨越两年，研

究团队对常青花园管委会下辖的社区进行了跟

踪调查，对所涉及的角色进行了回访。

三、理论分析框架：党建引领

“无讼”文化创造性转化

深入了解传统“无讼”文化是城市基层治理

中创造性转化传统“无讼”文化的基础。

深具包容性、柔韧性的基层社会格局如何

形成？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讲述了士绅调解

民间矛盾的故事。但是，士绅调解矛盾的动力

是什么？为什么士绅能够调解社会矛盾？这些

问题费孝通并未细致展开论述。我们在湖北崇

阳县发现了一些古代士绅调解农村基层社会矛

盾的具体案例。这些案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

认识传统中国乡村的“无讼”文化。

2023年 11月，湖北省崇阳县委宣传部的一

位副部长来笔者所在的研究机构演讲时，讲述

了古代崇阳乡贤调解当地社会矛盾的故事。

清朝乾嘉年间，湖北崇阳县石城镇白骡村

的饶得才耕读为本，爱憎分明，德高望重。当地

有争田霸地、家庭纠纷等事情，饶得才都能坚持

正义，予以调解，使矛盾双方都能满意。饶家与

赖家一河之隔，双方为水患经常产生纠纷。饶

得才为避免饶家与赖家激化矛盾，就主动出来

调解，说服双方妥协。在他的不懈努力下，饶家

与赖家的矛盾得到解决。

由于饶得才办事公道，找他调解纠纷的村

民越来越多。调解纠纷有时需要资金弥补受损

者的利益。当地村民出资建有用来调解民间纠

纷的公账。有一年，公账上的经费用完了，无奈

之下，饶得才变卖自家唯一的产业——三亩多

良田，用于调解纠纷。

由于饶得才成功调解当地的各种民间矛

盾，白骡村多年无人到县衙门告状。当时的崇

阳知县曾翕受得知饶得才办事公正，保一方安

宁太平，就亲自赠送他“正直可风”匾牌一块。

乡亲们得知这个消息后上门庆贺。族人和乡亲

们还帮饶得才赎回了已变卖的土地。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有许多像饶得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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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乡贤士绅，甘愿牺牲，为民服务。费正清

说：“他们日复一日非正式地仲裁纠纷，使当地

不致像美国任何一个市镇那样经常发生法律诉

讼。”[18]乡贤士绅从为民服务中获得成就感、价

值感和荣誉感。中国农村民间形成了有了矛盾

找士绅不找县官的传统。

我国城市基层社会也一直存在类似的机

制。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居民的工

作与生活高度集中于单位，形成了独特的“单位

制”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单位不仅是生产

组织，还承担了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职能。单位

内部的党组织，以及工会、妇联等群众组织在调

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内部协

调和群众工作，有效化解了大量因工作、生活琐

事引发的矛盾和纠纷。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发展，非公

有制经济迅速崛起，吸纳了大量就业人口，城市

居民的工作与生活逐渐分离，单位制逐渐弱化。

当前，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居住在社区中，许多社

会问题逐渐转移到社区层面。社区成为各种社

会矛盾的集中点，包括经济利益冲突、邻里纠

纷、环境问题等。这些问题在社区内相互交织，

增加了矛盾的复杂性和解决难度。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法治建设既要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

前端、治未病。我国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

‘诉讼大国’。我国有十四亿人口，大大小小的

事都要打官司，那必然不堪重负！要推动更多

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19]将传统的

“无讼”文化移植到城市社区中有助于减轻司法

机关的工作负担，有益于建设和谐的邻里关系。

城市社区多为陌生人社会。在城市社区怎样移

植“无讼”文化需要进行理论探讨。

本文采用党建引领“无讼”文化的框架来分

析在城市社区中“无讼”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问

题。在城市社区，党建引领“无讼”文化创造性

转化具有理论基础。

传统士绅在民间一般具有较高的声望，因

此士绅能被农民认可和接受，这是他们能够调

解民间矛盾的基础。因此，有一定声望和能力

的人能调解社区矛盾是在城市社区移植“无讼”

文化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党员具备这个条件。

因为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是先进分子组成

的政党，是“走在整体前面的先锋党”[20]。中国

共产党的党员在社区中具有不同于普通群众的

声望和地位，是能够调解社会矛盾的。城市社

区移植“无讼”文化有赖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深

入到基层社会。

尽管城市社区多是陌生人社会，发挥基层

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城市社区可以创造性转

化“无讼”文化，将基层社会矛盾就地化解。本

文从空间、组织、权威三个维度分析在城市社区

中党建引领“无讼”文化的机制。

空间是指城市社区在合理划分治理单元的

基础上，党员在一定空间范围内发挥先进分子

的作用。组织是指城市社区在基本治理单元中

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自治组织体

系，深入到群众中去。权威是指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能得到群众的认同，获得群众的支持，具有

调解社会矛盾的社会威望。

四、城市社区党建引领

“无讼”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机制

湖北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管委会下辖

的社区在合理划分治理单元的基础上，建立以

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自治体系，发挥社区

党组织和老党员、老同志的作用，将社会矛盾化

解在基层，实现“无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一）合理划分城市社区的治理单元

在合适的空间范围内，城市社区基层党组

“无讼”文化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为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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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可以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中国城市社区是为

了解决单位制解体后城市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

问题的自上而下建构的国家治理单元。”[21]城市

社区的设置是行政管理逻辑、居民生活逻辑和

居民自治逻辑的有机结合。行政管理为社区提

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居民生活需求是社区设

置的基础，而居民自治则是社区治理的核心，三

者相互补充。但从共同推动社区有效治理的实

践上看，许多基层社区的规模设置过大，反而造

成同一社区居民失去联结的坚实纽带，很难采

取集体行动，完整践行居民自治。因此，城市社

区面临进一步划分治理单元的问题。中国的城

市社区往往由不同的小区组成。有学者主张城

市社区要进一步划分治理单元，将小区作为治

理单元[22-23]。常青花园管委会下辖的社区按照

这个思路进行制度创新。

常青花园第三社区在小区的基础上进一步

划分治理单元，以小片区为基本治理单元③。常

青花园第三社区由两个小区组成。由于每个小

区有将近 60栋商品房，规模还是偏大。为了方

便发动居民兴办小区内的公益事业，常青花园

第三社区按照“楼栋相邻、规模适度、彰显特色”

的原则，将小区划分为若干小片区作为基本治

理单元，便于群众自治。第一小区划分为 6个小

片区，第二小区划分为 4个小片区。常青花园第

三社区以 10个小片区作为基本治理单元，将小

片区自治和小区自治有机结合起来。

以小片区为基本治理单元，党员就可以在

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发挥先进分子的作用。生活

在同一个小片区的党员与居民以各种纽带联结

起来，比较熟悉。这是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化解

社会矛盾的社会基础。

（二）健全社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

自治组织体系

一个几千甚至上万人的社区中大量的公共

事务仅靠十几个社区工作人员是难以完成的。

社区从实际出发，建立各种各样的组织，将分散

的个体联结起来，才能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

兴办社区公益事业。社区建立健全以基层党组

织为核心的基层自治体系，是实现社区矛盾就

地化解的组织基础。

常青花园第三社区以小片区为基本治理单

元建立基层自治组织体系。第三社区内每个小

片区成立党支部，设一名小片区党支部书记、一

名小片区长和三名委员。社区网格员下沉到小

片区内部。小片区党支部书记、小片区长、三名

小片区委员和社区网格员构成“两长四员”的自

治小组架构。在此基础上，常青花园第三社区

将自治体系延伸进楼栋，每个楼栋设楼栋长一

名，每个单元设邻里守望员一名以及若干党员

中心户。小片区党支部书记、小片区长、楼栋

长、邻里守望员各负其责，实实在在开展工作。

在常青花园第三社区形成了以基层党组织

为核心的自治组织体系。基层党组织借助自治

组织体系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体系可以对群

众之间的矛盾第一时间进行处置，防止小矛盾

演变成大矛盾。

（三）基层党组织建立权威

基层党组织要有一定的权威才能调解居民

矛盾④。马克斯·韦伯将权威分为传统型权威、

合法性权威和超凡魅力型权威[24]。马克斯·韦

伯提出的三种权威类型适用于政治共同体特别

是国家统治权威。传统中国农村的士绅在民众

当中有一定的权威。他们的权威来源于功名、

文化、品德和财富等多种因素。士绅所具有的

权威是他们调解各种社会矛盾的基础。我国大

多数城市社区是陌生人社会，城市社区的党组

织和党员在居民当中建立权威，是他们能化解

社会矛盾的基础。中国城市社区党组织的权威

形成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同于马克斯·韦伯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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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威类型。

从常青花园管委会所辖社区的经验来看，

城市社区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有两种类型。

城市社区的第一种权威是“三老”权威。我

国从秦汉开始在农村就建立了“三老”制度。《汉

书》载：“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

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

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25]发挥德

高望重的老同志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可以说是

我国的历史传统。常青花园管委会所辖的社区

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传统。小片区党支部书记都

是 60岁以上的退休老党员，他们不领取国家任

何薪酬，纯粹是为居民服务。他们在调解社会

矛盾时，居民往往会听从他们的意见。这种权

威我们可以称作“三老”权威。

在对常青花园第三社区梅苑片区的党支部

书记张书记（化名）的访谈中，他分享了自己在

社区中树立权威的经历。张书记退休前是省农

科院的行政干部，2002年搬至常青花园居住。

此后，他先后担任党小组长和党支部书记。在

社区中，张书记通过解决两个关键问题，赢得了

居民的信任与认可，逐步树立了较高的权威。

一是整治环境卫生。张书记刚搬来时，梅

苑片区主干道垃圾堆积、臭气熏天，居民对此意

见很大。他代表居民与保洁公司沟通，要求清

理道路垃圾。在张书记的努力下，保洁公司清

理了所有垃圾，并将道路打扫干净。这一举措

使居民对张书记刮目相看。

二是制定《文明养狗公约》。梅苑片区部分

居民养狗，但由此引发了一些安全问题。一次，

一位老人在晨练时被狗撞倒受伤，老人找到张

书记要求肇事者赔偿。张书记了解情况后，找

到肇事者，促使其向老人道歉。为了避免类似

事件再次发生，张书记起草了《文明养狗公约》，

并逐户征求养狗居民的意见。最终，每户代表

在公约上签字，承诺文明养狗。

张书记找准社区居民的需求点，办好居民

关切的“关键小事”后，很多居民开始认识、信

任、支持他。由于他年龄较大、经验丰富，且在

处理问题时公正无私，逐渐在居民中树立了较

高的权威。

城市社区的第二种权威是情感性权威。城

市社区党组织有一定权威才能有效治理基层社

会。常青花园的社区党组织制定网格员定期访

问居民制度。社区网格员了解每家每户的情

况，增强社区与居民的互动，增进社区与居民的

感情。同时，社区向居民提供服务，解决居民的

急难愁盼，获得居民的信任，建立情感性权威，

为化解社会矛盾奠定情感基础。

常青花园第六社区是新建社区，居住着很

多独居老人，这些老人子女有的在国外工作，有

的在外省市工作。新冠疫情期间，第六社区中

很多独居老人感染了病毒。第六社区的工作人

员冒着被感染的风险，给这些独居老人送体温

计、退烧药和生活必需品。在社区工作人员的

帮助下，这些独居老人安然度过困难时期，因此

他们对社区的服务心存感激之情，与社区工作

人员建立了感情。社区党组织通过向群众提供

各种服务，拉近社区党组织与居民距离，赢得群

众的信任和支持。

常青花园所辖的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晚上有

两个人值班，社区居民有困难 24小时可以找到

社区工作人员。据第六社区的工作人员介绍，

有一个独居的高龄老人晚上摔得头破血流。老

人的女儿住的地方离常青花园很远，老人先给

社区打电话，社区值班人员接到电话后，把老人

送到医院。医院对老人进行紧急处理后，老人

的女儿才赶到。

在常青花园社区，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正是由于社区党组织向居民提供各种各样的服

“无讼”文化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为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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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帮助居民解决各种困难，社区党组织才能建

立情感性权威，进而调解各种社会矛盾。

五、常青花园基层党组织

化解社会矛盾的案例

基层稳则国家稳。社会安全的基础在社

区。把城市社区的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消灭

在萌芽状态，要将发展“无讼”文化和思想政治

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城市社区中绝大多数矛盾

都是鸡毛蒜皮的小矛盾，如邻里矛盾、家庭矛盾

等等。如果不及时化解这些貌似看上去不起眼

的小矛盾，就会衍生出各种社会悲剧。本节通

过三个案例，探讨社区基层党组织在化解社区

矛盾纠纷中的作用机制及其与“无讼”文化和

“枫桥经验”的结合。

案例 1：常青花园第三社区梅苑片区化解居

民纠纷

2022年 4月 16日，常青花园第三社区梅苑

片区发生了一起因小孩矛盾引发的居民纠纷。

一名 3岁女孩未给 5岁男孩让路，导致双方家长

发生争执，男孩父亲失手撞伤女孩，造成鼻梁骨

折及面部挫伤。双方均希望诉诸法律解决。社

区白书记指示梅苑片区张书记介入调解。张书

记通过与双方沟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

促成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男孩家长登门道歉并

赔偿医药费 1.5万元。

案例 2：常青花园社区楼栋长化解邻里矛盾

在常青花园第三社区第四小区梅苑片区，

一名楼栋长成功化解了一起邻里矛盾。8楼居

民反映楼上有人向下倒水，打湿了其晒的被子。

9楼和 10楼居民互相推诿责任。楼栋长与小片

区长入户调查，通过摸窗台发现 9楼窗台湿润，

判断是 9楼居民向下倒水。经过做思想工作，9
楼居民向 8楼居民道歉，避免了矛盾升级。

案例 3：第六社区党组织调解夫妻矛盾

第六社区党组织成功调解了一对夫妻的家

庭矛盾。夫妻因孩子教育问题争吵，妻子一气

之下回娘家。妻子的父亲请求社区干部协调。

社区干部先劝说丈夫到岳父岳母家接妻子，随

后又劝说丈夫上楼接妻子回家。在社区干部的

调解下，夫妻矛盾得以化解。

这三个案例均表明，人生无常，每个人都会

遇到一些矛盾和麻烦，如果在这时有受人尊敬

和信赖的长者进行疏导，人的心情可以豁然开

朗。防范邻里矛盾、家庭矛盾等社会矛盾酿成

社会悲剧可进一步发挥老党员和老同志的作

用，将他们塑造成居民可信赖的朋友，可倾诉的

智者，可寻求帮助的长者。与传统“无讼”文化

相比，党建引领下的社区矛盾化解更注重现代

法治理念与传统调解方式的结合。它既继承了

“无讼”文化中“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理念，又

通过基层党组织和老党员的权威性和协调能

力，确保调解过程的公正性和有效性。这种模

式不仅契合现代社会对法治和效率的要求，也

为基层矛盾纠纷化解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在案例 1中，张书记作为基层党组织负责

人，凭借党建赋予的组织动员能力和群众情感

基础，成功化解了可能激化的矛盾。这不仅避

免了法律程序的繁琐和邻里关系的恶化，还促

进了社区和谐，体现了新时代“枫桥经验”在基

层的实践。

在案例 2中，楼栋长作为志愿者，是党组织

所团结凝聚的基层治理力量，也是基层治理工

作的宝贵财富，发挥了类似古代基层“三老”的

功能，与基层党组织一起成为化解矛盾的第一

道防线。这种模式继承了传统“无讼”文化中

“小事化了”的理念，通过及时介入和调解，将矛

盾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了邻里关系恶化，契合

新时代“枫桥经验”中“矛盾不上交”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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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 3中，社区基层组织在调解夫妻矛盾

时，充分发动社区干部、社区党员、大家庭等力

量，综合运用了情感沟通、分步劝解、现场协调

和权威引导等多种方法。这些精细的方法相互

配合，共同作用于矛盾双方，不仅有效解决了具

体问题，还维护了家庭和谐，体现了党建引领下

基层治理的精细化和人性化。这一实践与传统

“无讼”文化中倡导的和谐理念相契合，同时借

助党组织的组织优势，实现了现代治理与传统

文化的有机结合。

社区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建引领，能够有效

整合社区多元力量，化解社会矛盾，是新时代

“枫桥经验”在城市社区的生动实践，也为传统

“无讼”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实践为城市

社区治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也为传统“无

讼”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新

的思路。在未来的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应

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整合社区多元力量，

形成矛盾化解的合力。同时，应注重多元化解

和源头治理，通过及时介入和调解，将矛盾消灭

在萌芽状态，避免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只有这

样，才能实现社区治理的精细化和人性化，促进

社区和谐稳定发展。

六、结论与展望

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

来考察基层社会矛盾纠纷治理，便会发现，从中

央到地方的一系列基层治理政策及实践措施呈

现出鲜明的制度化转型特征，即通过党建引领

来构建常态化、规范化的社区基层矛盾纠纷调

处机制，以法治化、程序化的方式来最大限度化

解矛盾纠纷并满足社区居民合理合法诉求，以

文化来抚慰心灵、调节心理、滋养灵魂，进而化

解可能出现的社会戾气。换言之，当下社会矛

盾纠纷治理更加倾向于在传统文化土壤中催生

制度化的多元参与和长效解决渠道。

本文提出了在城市社区中党建引领“无讼”

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分析框架，分析在城市社区

中党建引领“无讼”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可行

性。同时，本文结合常青花园管委会的实际经

验，分析了在城市社区党建引领“无讼”文化创

造性转化的机制。

本文研究认为，城市社区可以根据自身不

同的历史、规模和居住形态进一步划分治理单

元，健全在基本治理单元中以基层党组织为核

心的基层自治体系。充分发挥老党员的作用，

建立“三老”权威，可以在社区基本治理单元中

化解绝大多数矛盾。同时，社区层面的党组织

通过服务居民，建立情感性权威，也可以化解一

些社会矛盾。

加强城市社区中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实现

“无讼”文化在城市社区创造性转化的制度基

础。从常青花园的经验来看，在城市坚持和发

展“枫桥经验”，将城市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城

市社区将社区党建与矛盾化解融为一体，可以

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因地制宜划分治理单元。由于城市

社区的居住形态千差万别，城市社区划小治理

单元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本文中常青花

园管委会所辖社区皆属于 20世纪 90年代以后

兴建的商品房住宅。常青花园管委会所辖社区

划小治理单元的模式对城市中商品房住宅小区

有一定参考价值，对于城市老城区中的社区借

鉴意义有限。城市老城区中的社区划小治理单

元遵循的原则是便于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因

此实际的操作方法可以多种多样。城市中不同

类型的社区根据自身实际在划小治理单元的基

础上，建立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基层自治体

系，为党建引领“无讼”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奠定

“无讼”文化在城市基层治理中的创造性转化研究——以湖北省武汉市东西湖区常青花园为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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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基础。

第二，推进嵌入式诉源治理制度化建设，升

级“说理地”。城市社区网格党支部不仅要健全

组织体系，还要配备办公用房。2019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基层党

的建设工作的意见》中提出做实网格化党建，促

进精细化治理。城市社区的党群服务中心的工

作人员一般只有 20个左右，但是他们的服务对

象少则几千人、多则上万人。社区党组织要联

系群众凝聚群众，还需要将基层党组织的触角

向下延伸，到小区和基本治理单元中建立党组

织，将党组织延伸到社区的最底层。常青花园

第三社区梅苑片区的党支部将架空层改造成党

支部活动室。这个小活动室在梅苑片区发挥了

大作用。梅苑片区的居民有了矛盾到这个活动

室找党支部书记调解。因此，做实城市社区的

网格党支部，不仅要健全组织体系，还要配备办

公用房。

第三，要建立精神激励机制，鼓励有威望的

能人积极参与社会矛盾调解，服务居民。党和

政府从精神上奖励那些无私为居民服务的党

员，有利于继承和发扬古代士绅的服务精神，有

助于“无讼”文化在城市基层治理中创造性转

化。党和政府可以通过不同形式和方式，对在

城市社区中化解社会矛盾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

进行精神奖励，为党员义务调解社会矛盾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

总之，“无讼”文化植根于中国历史，产生在

中国农村，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多数人口从

农村迁移到城市社区生活。从实践经验来看，

城市社区根据自身特点，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可以实现“无讼”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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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合伙人”的实践特性与运作逻辑
——基于合作生产 5W模式的分析

■ 张良广

摘要：本文依据合作生产 5W模式，剖析了“社区合伙人”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实践特征与运

作逻辑。研究表明，公民个人、企业以及社会组织构成“社区合伙人”合作生产的主要参与主体；服务

设计、实施与评估环节是“社区合伙人”合作生产的关键步骤；“社区合伙人”合作生产呈现出服务与价

值共同生产的双重结果；经济利益考量、多元治理需求以及公民素养提升是推动“社区合伙人”合作生

产的主要动力；不同地域的政策环境与基础设施状况显著影响“社区合伙人”合作生产的具体形态与

成效。“社区合伙人”丰富了合作生产的实践形式，动力机制复杂多元，开辟了社区公共价值创造的新

路径。然而，对“社区合伙人”公共属性的引导与绩效评价的完善，也亟须引起重视。

关键词：合作生产；社区合伙人；社区公共服务；社区治理

【中图分类号】D669.3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5.01.00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共

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出要推进基层治理创新。

社区作为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已成为我国提

升治理效能和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平台。如何

动员多元主体参与，进而构筑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社区治理与基层公共服务

改革研究的重要议题。在社区党组织的统筹

下，通过引入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以及居民个

人等多类主体，与社区建立起平等、合作、共赢

的伙伴关系，共同提供各类基层公共服务的“社

区合伙人”模式，已经成为许多社区推进公共服

务升级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社区合

伙人”模式之所以能够出现，与我国基层治理与

公共服务改革不断深化息息相关，也是马克思

共同体思想指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基层探索的生

动体现。早在 2006 年，国务院便颁布了《关于

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的意见》，指出“要大

力推进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自此之后，

“切实满足居民公共服务需求，推动基层公共服

务改革创新”便成为中央及地方政策关注的焦

点。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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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

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在党建引领下，推

动多元主体有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已成

为新时代社区治理的重要趋势。2021年中共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基层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提出

打造“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基层治

理共同体”，为此后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

基于各地实践发现，“社区合伙人”模式不

仅丰富了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和内容，同

时也搭建起多方参与、共同决策的新型治理格

局，让社区治理与服务从“独角戏”变为“大合

唱”。“社区合伙人”模式的出现，一方面有效整

合了社区各方资源，提升了社区公共服务的质

量与效率；另一方面，也极大地激发了各类主体

的参与热情，推动社区治理从单一主体向治理

共同体迈进。社区公共服务由政府单一供给向

多元参与的合作模式转变，这不仅深化了社区

治理的内涵，增添了社区活力，而且还有力地提

升了社区公共服务发展的水平。那么，如何从

公共管理角度分析看待“社区合伙人”？“社区合

伙人”的实践特性与运作逻辑究竟为何？这将

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概念界定：什么是合作生产

合作生产（Coproduction）的概念最早由埃莉

诺·奥斯特罗姆 (Elinor Ostrom)在 1972年提出，

用于分析政府和民众共同参与公共服务供给的

现象，并认为合作生产模式促进了政府与民众

之间的协同增效[1]。这一现象的出现，源于当时

美国的许多州政府与市政府面临公共财政赤字

的危机，难以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财政投入，

而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需求却逐渐提高，为了

缓和这一矛盾，政府开始主张与民众携手合作

生产公共服务[2]。伴随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显现，

每当政府财政紧张之时，合作生产就成为政府

推行公共服务的重要选择[3]。随着新公共服务

浪潮的兴起，公民不仅是公共服务的需求者与

消费者，作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者的身份也越

发受到重视，因此合作生产不仅作为应对财政

危机的权宜之计，也成为公共服务发展的一种

趋势。

合作生产的概念经历了从严格限定到逐步

开放的演变过程。最初，合作生产被狭义地理

解为基于公民自主参与的公共服务供给活动，

强调必须“由政府与公民共同进行”[4]。除此之

外，合作生产特别强调专业服务者的参与，认为

专业服务者摒弃专业权威与服务使用者或其他

社区成员共同提供服务，且可以持续开展此类

服务是判断其是否属于合作生产范畴的重要特

征[5]。大卫・博伊尔（David Boyle）和迈克尔・

哈里斯（Michael Harris）在研究中指出，合作生

产涉及专业人员与服务使用者（包括其家庭成

员和邻居）通过平等互惠的关系共同提供公共

服务[6]。约翰・奥尔福德（John Alford）在此基础

上提出，任何非政府机构的个人或团体，只要其

行为满足以下条件，亦可视为合作生产：（1）与

机构的服务生产相关联，或虽不属于机构但受

其行为影响；（2）具有一定程度的志愿性质；（3）
在服务产出或结果中有意创造私人或公共价

值[7]。这一观点逐渐被广泛接受，使得合作生产

的定义范围得到扩展，但其核心要素“公民参

与、平等协商和政府授权”依然保持不变。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合作生产的研究和论

述中普遍引用了上述观点。朱春奎等在其文章

中提到，合作生产将政府的角色从生产者、购买

者、监督者和补贴者扩展到一个更为广泛的范

畴，将公民的角色从政府的顾客拓展为公共服

“社区合伙人”的实践特性与运作逻辑——基于合作生产 5W模式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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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合作生产 5W模式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0]

务的共同提供者和服务质量好坏的共同负责

者[8]。因此，合作生产扩展了以往“国家—社

会—公民”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公共服务的供给

开辟了新的模式。国内研究和推介合作生产的

主要学者王学军，在多篇论文中也回应了合作

生产主体逐渐扩大的问题。他认为随着公共行

政实践的发展，合作生产的概念外延得到了不

断拓展，合作生产的主体不仅包含了政府和公

众，还包括了市场和非营利组织等在内的其他

主体。这些主体共同构成了公共服务合作生产

的组织网络，它们之间合作的实质是建立在市

场原则、共同利益和彼此认同之上的[9]。
（二）分析框架：合作生产的 5W模式

随着合作生产概念的日益明晰，学术界对

合作生产过程的研究兴趣日渐浓厚。本文主要

参考了英国学者阿图尔・施泰纳（Artur Steiner）
等人于 2022年提出的关于合作生产的 5W分析

模式[10]，该模式对蒂娜・纳巴奇（Tina Nabatchi）

等人在 2017年提出的合作生产 3W模式[11]进行

了扩展。蒂娜・纳巴奇等人提出的 3W模式明

确了合作生产过程中的三个核心要素，即合作

生产的主体（Who），涉及个体、小组或集体等不

同规模的参与者；合作生产的阶段（When），涵

盖委托、设计、交付与评估四个阶段；合作生产

的结果（What），包括形成的优先事项或需求列

表、计划或安排、商品或服务等产出。阿图尔・

施泰纳等人的研究肯定了 3W模式对于分析合

作生产的重要意义，指出其能够综合考虑多种

行动者在不同阶段的应用及其引发的演变。在

此基础上，他们增加了两个额外要素，整合为

5W分析模式，即主体（Who）、阶段（When）、结果

（What）、原因（Why）和地域（Where），并进一步

细化了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的论述。

下面是对合作生产 5W模式各要素的具体

说明：

1.合作生产的主体（Who）：合作生产主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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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各异，包含公民、顾客与消费者三种类型。

他们的参与动机不尽相同，有的是出于义务参

与，有的则是出于非义务（自愿）性质参与[12]。
其中既包括专业人士也包括非专业人士[13]，参
与主体的规模也多种多样，既包括个体，也包括

小组、集体等形式。这些要素相互交织，共同影

响着合作生产的过程和成效，从而极大地丰富

了对合作生产参与主体的认识，并使之更贴近

实际中的合作生产实践。

2.合作生产的阶段（When）：根据合作生产

的进程顺序划分为三个阶段，依次为设计计划

阶段、执行交付阶段与效果评估阶段。

3.合作生产的结果（What）：合作生产的结

果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涉及服务产出，其中既

包括与原有公共服务互补的服务，也包括非互

补性服务，以及区分志愿服务与非志愿服务（基

于服务是否涉及收费）。第二类则关注服务产

出所带来的效益与价值，这不仅包括个人和集

体层面的价值实现，也涵盖了服务产出、信息交

流和行为改变等方面。

4.合作生产的原因（Why）：合作生产的发生

受多重因素影响，主要可分为个人微观层面和

政策层面。在个人层面，合作生产的动机包括

个人经历和对社区弱势群体的支持愿望；在政

策层面，可能涉及财政紧缩下提供替代性服务

的需求，或填补不再流行的服务空白。例如，阿

图尔・施泰纳（Artur Steiner）等人在其研究中

分析了苏格兰农村日间护理服务的案例，指出

合作生产的出现一方面源于志愿者对工作的热

爱和对新志愿者培训的期待，以维持服务的持

续开放；另一方面，面对长期关闭威胁和公共财

政削减的压力，合作生产成为保留当地农村社

区日间护理服务的最后手段。

5.合作生产的地域（Where）：合作生产在不

同地区的实践差异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当地

的社会文化与政策背景、实施规模与层级、地理

位置（城市或农村）以及服务设施的差异。这些

因素共同塑造了合作生产的具体形态和效果。

综上所述，合作生产的主体、阶段、结果、原

因和地域五个方面构成了 5W分析模式。

二、研究对象：基层公共服务

中的“社区合伙人”现象

（一）“社区合伙人”的缘起与普遍做法

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是国内较早提出“社

区合伙人”概念并出台相关政策的地区之一。

2018年，郫都区郫筒街道率先开展了“社区合伙

人”的尝试；2019年，郫都区正式出台了《规范

“社区合伙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机制的指导意

见》；2020年，郫都区又印发了《郫都区“社区合

伙人”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实施细则》。

经过几年的完善，郫都区基本构建了“社区合伙

人”的实践模式，主要是把社区内的企事业单

位、爱心商家、社会组织、爱心个人等社区成员

紧密团结在一起，组成“商企合伙人、社群合伙

人、个体合伙人”三大类型的合作团队，通过建

立亲密的“伙伴关系”，以“公益+低偿+市场”的

方式为居民提供专业化、品质化的社区服务，并

通过合伙人的收益反哺、资金注入、联合共建等

方式提高社区发展的造血能力，这标志着“社区

合伙人”从自下而上的民间行动正式转变为政

府规范治理的一部分[14]。
2023年，中共成都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委员会在总结郫都区经验的基础上出台了《支

持城乡社区合伙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该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合伙人”的

构成、参与方式、合作机制与扶持政策。那么，

哪些人可以成为“社区合伙人”呢？《意见》指出，

根据法人和自然人的不同属性，将“社区合伙

“社区合伙人”的实践特性与运作逻辑——基于合作生产 5W模式的分析

城市社会

114



《城市观察》2025年第 1期
Urban Insight , No. 1, 2025

表 1 全国部分地区推行“社区合伙人”情况表（2024年）

人”分为团体型合伙人和独立型合伙人，只要是

愿意参与社区公共服务，个体和法人单位都可

以报名，符合审核标准就可以成为“社区合伙

人”。成都围绕社区发展、社区治理、社区安全、

社区服务和乡村振兴等重点领域开发了多个社

区合作的场景。例如，郫都区书院社区就将两

处空置的样板房与创业者合作改造为“几人小

馆”，在此空间开展各类公益讲座、朗读活动、名

家签售、国际友人英语沙龙，为高校、企业活动

的开展提供场地等各类支持，并将年利润的

2%~5%捐赠给社区基金，用于社区营造、助老

助残等公益事业。在合伙模式方面，成都发展

出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式合作、“时间银行”积分

式合作、公共空间共营式合作、众筹+社群式合

作、社区生活圈信任生态链式合作[15]。本文认

为，根据合作生产的逻辑，除了政府购买服务项

目外的其他四种均可纳入合作生产的讨论

范畴。

之后，湖南、宁夏、山东、山西、江西等地也

纷纷开展“社区合伙人”的探索，各地实施的细

节虽有不同，但整体逻辑大多参考了成都的做

法，具体可参见表 1。
（二）“社区合伙人”实地调查案例

截至 2024年底，广州虽然尚未出台市一级

“社区合伙人”的政策文件，但已在多个区（县）、

街道与社区开展“社区合伙人”的实践。其中，

广州市南沙区于 2024年 6月出台了《关于进一

步深化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指导意见》，专

门提及发展“社区合伙人”。笔者对南沙区两个

开展“社区合伙人”的社区开展了实地调研。两

个社区都属于城市楼盘社区，居委会辖内商品

房社区众多，两个居委会所在的党群服务中心

都是依托社区公建配套落成的，居委会可以主

导的公共空间都在 1000平方米左右。如何释放

地方

湖南株洲市[16]

宁夏中卫市[17]

山东鱼台县[18]

山西高平市[19]

江西赣县区[20]

上海徐汇区[21]

福建福鼎市[22]

主要实施内容

“社区合伙人”分团体型、独立型、枢纽型；典型合作场景包括社区治理等多方面；支持合伙

人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服务项目，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公开信息平台

推进供需对接清单化，坚持“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合伙人接单”；推行资源型、公益型等 4种

合伙模式；完善运行机制，明确准入、合作、退出等机制；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通过“党组织搭桥—内培外引—多元共治”方式，探索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机制；实施城市

社区场所阵地赋能升级行动，为合伙人入驻提供场所保障；征集居民需求形成“项目需求

库”，梳理社区资源发布招募令，征集合伙人资源建立“资源供给库”；搭建合伙人协商议事

平台

依托党建联席会议，组织“社区治理合伙人”现场议事；以空间换资源，推行“公益＋低偿”模

式；依托多种平台，以“居民点单、社区派单、合伙人接单”形式开展活动，凭服务积分兑换物

品或服务

社区党组织发起成立企业，吸纳帮扶单位、国资力量成为合伙人；立足城区资产资源优势，

探索经营“社办企业”，盘活社区闲置资产；建立“社区出地出市场、第三方出资出技术、居民

低价享优惠”合作机制，搭建民生站点

从优秀青年中招募社区青春“合伙人”，共同构建新型社区治理模式；建立“汇社团”，推动构

建以选题会、议事会、评议会为载体的新型人才社区三级协商制度

招募“社区合伙人”，通过购买服务、共建共享、资源共筹等途径提升社区服务能力；依托“社

区合伙人”推出公益服务项目，并成立社区基金；各社区坚持“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合伙人

上菜”思路，建立群众“需求库”和合伙人“供给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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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公共空间的价值成为两个社区关注的焦

点。于是，它们借助“社区合伙人”的机制，招募

与社区公共空间匹配的企业、社会组织、个人以

免费进驻的方式面向居民开展公益或低偿收费

服务，在服务收入里面按照 10%~20%的比例提

取相应资金转入社区公益基金，既缓解了社区

居民活动经费逐年下降的支出压力，又能保障

社区公共服务的稳定输出，达到反哺社区居民

的效果。

HT社区首个“社区合伙人”项目为户外充

电桩建设，社区提供所需空间，合作企业投资建

设充电设施，并以优惠价格向居民提供充电服

务。根据合作协议，企业要将 25%的利润按季

度转入社区公益基金。另一个项目涉及社区培

训室的共享使用。居委会与一家儿童教育机构

合作，利用非高峰时段提供儿童教育培训服务。

该机构以低于市场价收费，并承诺将 20%的盈

利返还至社区公益基金。HT社区面临的主要

挑战包括可支配的公共空间资源有限，许多希

望长期进驻的合伙人面临要重新改变党群服务

中心建设格局的问题，但当前政策尚未明确，社

区与合伙人均有顾虑。另外，受到资金紧张等

的影响，社区其他共建配套闲置空间仍处于毛

坯状态，改造成本较高，也令许多合伙人犹豫。

GW社区居委会 2023年刚刚装修落成，在

规划设计时便考虑到公共空间的未来使用功

能，因此空间可利用率较高。在推进“社区合伙

人”的进程中，社区居委会充分调动辖区科研单

位及教育机构的资源，与自身公共空间资源进

行匹配，现已开发出多个合伙项目。一类是分

时段共享空间类的合伙项目，主要是在工作日

晚间及周末时间开放党群服务中心的舞蹈室、

曲艺室、书法室等多个功能场所，提供低偿收费

课程或服务，例如儿童跆拳道培训、舞蹈培训、

亲子绘本阅读等。另一类是常设空间合伙类项

目，例如室内的“爬行动物自然教育馆”、楼顶天

台的“天空农场”，已经成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的一个专属空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两个社区均已初步

建立了“宣传招募—合作洽谈—筛选入驻—服

务开展—持续管理—合作分成—评估优化”的

“社区合伙人”运作流程。在合作方式上，社区

居委会提供公共空间与社区组织宣传的渠道，

合伙人以其擅长的服务回应社区居民的需求，

并以低偿收费方式维持服务的运作。社区与合

伙人根据之前协商的比例对利润进行分配，用

于反哺社区公益基金。在调研中，两个社区居

委会的负责人均对采用“社区合伙人”的方式表

示支持，并为此投入许多精力，希望将这一模式

持续运作下去，并不断寻求优化。

（三）“社区合伙人”的研究小结

综合国内开展“社区合伙人”的案例，对照

合作生产的概念与模型，本文认为“社区合伙

人”属于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范畴。“社区

合伙人”是建立在基层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

公民个人等合作基础之上的公共服务共同生产

的运作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定的制度

规范，使其得以有效运转。以合作生产来分析

“社区合伙人”现象，将使该领域的研究走向深

入。同时，将“社区合伙人”纳入合作生产研究

范畴，也会拓宽当下公共管理研究的视域。从

合作生产视角对“社区合伙人”的研究还处于空

白，但许多合作生产的现象却与“社区合伙人”

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有学者对街头艺人在

政府支持下合作开展公共演出现象进行研

究[23]，可视作“社区演艺合伙人”；有研究针对公

共图书馆领域的合作生产展开分析，提出促进

用户投入、以情感促进合作等创新策略推动图

书馆供给的共同生产[24]，可视作“图书馆合伙

人”。这类“合伙现象”逐渐增多的同时，也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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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共服务研究提出了新的期待。

目前关于“社区合伙人”的研究不多，大部

分研究认为，“社区合伙人”通过引入社会资本

和力量，增强了社区公共服务能力，推动了社区

治理与服务的创新。也有研究指出了“社区合

伙人”推进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包括社区资源

整合不足、不同主体间利益协调困难、部分合伙

人只注重营利而忽略了公益的底线[25]。这些问

题也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郫都区就在实践

中发现市场主体形式的合伙人存在引入机制不

完善、运营机制不畅、评价体系不健全的问题，

下一步将建立一套“社区合伙人”社会经济价值

预（评）估模型，保障“社区合伙人”项目的健康

发展。笔者认为，市场主体可以作为公共服务

的合作生产方，但必须建立相应的约束机制，因

此合作生产离不开合作治理，许多公共服务都

需要政府、企业和使用者形成密切合作，但有关

政府与各类服务提供商之间关系的研究仍显

不足[26]。

三、对于“社区合伙人”

合作生产逻辑的分析

本文将借助合作生产 5W模式对“社区合伙

人”的运作逻辑进行分析，从而梳理“社区合伙

人”参与主体、实施阶段、产出结果、合伙原因和

地域情境，形成对其系统性的认识。具体分析

如下：

（一）“社区合伙人”的参与主体分析

从各地出台的有关“社区合伙人”的文件及

具体实践分析来看，基层政府是“社区合伙人”

的主要发起者，社区居委会在上级政府的授权

之下担当“社区合伙人”的宣传、招募、筛选与后

续合作、监管等角色。“合伙对象”多数为企业或

社会组织等法人主体，小部分也会有公民个人

或没有正式注册的志愿服务团队。无论是法人

主体还是公民个人，多是在某领域具备一定的

能力，且可以回应社区居民的部分服务需求。

对于个体来讲，之所以参与到“社区合伙人”的

项目中，有的是持“消费者”心态，认为可以用低

于市场的价格获得相应的服务；有的则是充当

志愿者的角色。有研究认为作为“公民”的个

体，可以在合作生产的过程中扮演共同实施者、

共同设计者以及共同发起者的公民角色[27]，而
培育和形塑公民恰恰是合作生产最为重要的价

值主张，这点应当在未来“社区合伙人”的项目

中加以重视。对于企业或社会组织（包括志愿

组织）来说，更多是基于专业服务的输出，其中

部分服务将会给其带来收益，同时提升其声誉

和影响力。总之，以“社区合伙人”角色参与到

基层公共服务合作生产中的各个主体，共同构

成了基层公共服务生态中的多元主体[28]。
（二）“社区合伙人”的实施阶段分析

“社区合伙人”的推进过程与合作生产的过

程高度吻合。在最初的探索阶段往往是计划赶

不上变化，许多“社区合伙人”的项目设计都在

不断地“打补丁”。经历一段时间的探索之后，

当前各地出台的制度设计基本包含“准入、筛

选、立项、签约、监管、评估”等环节，“社区合伙

人”的激励与退出机制也日益完善。在已经开

展“社区合伙人”的地区，社区居委会都会密切

跟进与“合伙人”的沟通和管理。成都某些“社

区合伙人”项目还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引

入第三方运维机构，负责“社区合伙人”的日常

监管与服务。鉴于目前“社区合伙人”还处于起

步阶段，对于合作生产效果的评估尚不多，“社

区合伙人”的绩效评估标准尚未统一。“社区合

伙人”的绩效评估，可以借鉴合作生产绩效评估

的研究成果，重点关注“社区合伙人”的绩效测

量、影响分析与持续改进机制等[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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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区合伙人”的产出结果分析

在服务产出方面，“社区合伙人”极大丰富

了社区居委会的互补性公共服务，尤其在便民

服务、文化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十分明显，某

些创意服务还填补了社区非互补性服务的空

白。例如，前文案例中提及的“爬行动物自然教

育馆”，是社区公共服务较少涉足的领域，填补

了社区自然教育的空白，受到社区儿童及家庭

的欢迎。在“社区合伙人”的项目中，部分属于

志愿免费服务的范畴，更多属于低偿收费的非

志愿服务类型，建立在“微利可持续”的低偿收

费模式，并将部分利润回馈至社区公益基金。

除了这些有形服务，对于公民个人与集体的价

值塑造则是更深层次的产出。“社区合伙人”的

参加者通过有效沟通，在公共事务和公共活动

中实现合作，将会催生更多积极且正向的社区

公共价值，有学者将其解释为“对参与者的赋

能”[30]，或表述为“从合作生产中衍生出的社区

价值的共创”[31]。
(四)“社区合伙人”的合伙原因分析

首先，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分析，一方面，社

区需要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财政投入日益缩

减的情况下，社区用于公共服务的支出费用日

益紧张，需要另辟蹊径解决这一难题，实行公共

服务的合作生产不失为一种提供公共服务的替

代方案[32]。另一方面，许多企业和社会组织也

需要降低自身空间投入（用于开展服务的房屋

租金）与获取顾客的成本，部分个人也需要社区

创业机会以及施展自己能力的平台，顾客或消

费者也需要更为经济划算的服务。总之，各取

所需是“社区合伙人”得以发展的利益基础。其

次，从社区治理的角度来看，“社区合伙人”是优

化社区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传统的社区治理

模式多依赖单一主体，容易出现治理效率低下、

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而“社区合伙人”打破

了以往基层政府单打独斗的局面，不同主体凭

借自身优势，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既丰

富了社区治理的供给，也减轻了基层政府的压

力，与基层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要求不谋而合。

最后，从公民素养与公民参与的角度分析，随着

社会的发展，公民的素养不断提升，他们不再仅

仅满足于作为社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更

渴望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社区合伙人”模式为

公民提供了这样一个参与平台，激发了公民的

参与热情。

(五)“社区合伙人”的地域情境分析

“社区合伙人”与不同地区的政策环境和地

域、设施息息相关。相对完备的政策是开展公

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基石。成都之所以在“社区

合伙人”领域有较为丰富的实践，得益于市、区

两级政府将其纳入政策范畴，在认可实施的基

础上强化规范与扶持。地域方面，城市社区因

人员相对集中，资源相对集聚，较容易吸引合伙

人参与。以广州为例，越秀区某街道的“社区合

伙人”便吸引了某地产中介公司加入，投入数百

万元装修社区公共空间，一部分用于该公司办

公，大部分空间则面向社区开放，并在此基础上

与其他“社区合伙人”合作共同开展各类社区服

务。该公司之所以肯投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其参与的“社区合伙人”项目位于广州市中心，

人流密集，本身具备很大的商业价值。相比之

下，广州黄埔区的某街道，因远离城区，人流量

有限，只能吸引附近社区居民参与，在招募“社

区合伙人”方面就很难吸引到上述类型的合伙

人。在设施方面，能够用于合作生产的空间、设

备的质量，也是直接影响“社区合伙人”成效的

重要因素。上文提及的HT社区就因为社区可

支配空间紧缺，导致许多合作项目难以开展。

城乡之间也不是绝对的孰优孰劣，不同领域或

主题的合作生产更倾向于因地制宜[33]，从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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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社区合伙人”推行情况来看，既有上海、广

州、成都等大城市，也有中卫、鱼台、赣县等中小

城市。唯有因地制宜、实事求是才能使“社区合

伙人”制度行稳致远。

四、研究发现

（一）“社区合伙人”丰富了合作生产的实践

形式

“社区合伙人”拓展了中国基层公共服务合

作生产的路径，将其纳入合作生产的研究范畴，

不仅能够深化对该领域的理论探索，还极大地

拓宽了公共管理研究的视域。“社区合伙人”打

破了传统合作生产在主体构成和实践场景方面

的固有局限，有机整合了基层公共服务中的多

元主体，构建起独特的协同生产机制，充实了公

共服务的供给体系。这种创新实践为合作生产

理论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实践样本，有助

于推动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创新变革，以更好

地满足基层社会日益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

（二）“社区合伙人”合作生产的动力机制复

杂多元

通过对“社区合伙人”中不同参与主体的深

入剖析，发现其在合作生产中的动力构成与行

为逻辑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个体参与者在公

民意识觉醒以及自身利益诉求的双重驱动下，

展现出丰富多样且极具个性的参与行为。而企

业和社会组织则在追求经济利益或社会声誉的

目标导向下，灵活且积极地调整服务策略，与其

他主体构建起紧密且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社

区合伙人”多元主体间复杂的动力机制、丰富的

行为表现以及独特的互动模式，为后续深入研

究中国基层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合作生产现象提

供了大量宝贵的实证依据，有助于进一步揭示

公共服务合作生产的内在机制和影响因素。

（三）“社区合伙人”开辟了社区公共价值创

造的新路径

“社区合伙人”模式不仅聚焦于满足社区居

民的基本需求，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实用性价值，

更着力于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进而提

升社区的社会价值。在合作生产过程中，价值

共创并非仅在服务交付阶段才得以体现，而是

贯穿于从服务设计、实施到评估的全流程。社

区居民、企业、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深度参与服

务的全周期，通过高效的沟通、充分的协商以及

紧密的合作，共同塑造服务的方向和内容，以实

现公共价值的最大化。这种广泛而深入的参与

方式有助于积累社区的社会资本，为社区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社区合伙人”

模式下服务与价值的协同生产，不仅推动了公

共服务的创新供给，更为营造和谐、活跃的社区

氛围注入了强大动力，为社区发展理论的实践

应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范式。

（四）“社区合伙人”的公共属性与绩效评价

需要进一步加强

建立在社区公共服务合作生产基础上的

“社区合伙人”，仍属于公共服务范畴，不是普通

的社区商业行为，这点必须予以明确。当下的

“社区合伙人”中有许多商业企业参与其中，并

非不可以，但必须加强对企业公共素养的引导，

减少过度商业化导致的“合作破坏”[34]的产生，

避免“社区合伙人”偏离公共服务的初衷，损害

社区居民的公共利益，削弱社区治理的协同效

应。为确保“社区合伙人”能够持续、有效地提

供公共服务，完善并优化与之适配的绩效评价

体系已成为当务之急。传统的公共服务绩效评

价体系，主要针对单一主体或相对固定模式的

服务供给，难以精准衡量“社区合伙人”这种多

元主体协同、服务类型繁杂的基层公共服务创

新模式。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积极探索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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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合伙人”特点的绩效评价方式，不仅是提

升该模式运行效率与服务质量的关键举措，更

有望推动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发展。

五、结语

本文借助合作生产 5W模式对“社区合伙

人”进行了分析，揭示了“社区合伙人”作为一种

新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的运作逻辑和实践

特点。研究发现，在鼓励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

理与公共服务的大背景下，“社区合伙人”在降

低政府财政依赖、促进服务供给、增强社区自治

能力、提升公共服务效率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这也是各地纷纷推行“社区合伙人”的重要原

因。然而，“社区合伙人”在实践过程中也面临

着一些不容忽视的挑战与问题，例如公民参与

度不足、商业元素过重、绩效评价尚未完善等。

因此，未来“社区合伙人”的发展需要在政策支

持、公民参与、服务与价值共创、合作治理与绩

效评价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完善。

由于“社区合伙人”在中国尚处于发展初

期，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导致对一些复杂问题的分析不够透彻。同时，

本文研究范围主要聚焦于城市社区的实践，对

农村“社区合伙人”现象缺乏关注，而农村地区

在社会结构、资源配置等方面与城市存在一定

差异，未来研究可以尝试将视野拓展至农村地

区，深入探索不同地域背景下的合作生产模式，

以实现研究的全面性与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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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务社会工作参与构建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
共同体的实践机制和新面向

■ 王金阳

摘要：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研究医务社会工作推动构建老年人健康照料共同体的实

践机制，对完善老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深入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北京市D社

区医务社会工作者参与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的现实案例，采用观察法和访谈法，深入分析失智症老人

面临的照料“原子化”困境和健康照料需求，进一步总结医务社会工作参与构建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

共同体的方法路径。研究发现，医务社会工作的介入参与在不同层面推动形成老年人健康照料共同

体：在微观层面推动形成情感互助的情感共同体，在中观层面推动形成联结不同医疗资源的资源共同

体，在宏观层面推动形成多元行动主体协同发展的行动共同体。未来，建议持续提升医务社会工作的

服务能力和数字技术整合运用能力，推动失智症老人照料工作从“共同体化”的初步阶段向“共同体”

的成熟阶段转变发展。

关键词：医务社会工作；失智症老人；照料“原子化”；老年人健康照料共同体；健康中国战略

【中图分类号】C916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5.01.009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养老保障对老年相对贫困的影响研究”（22SRC018）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我国居民生产

生活方式和疾病谱不断发生变化，长期慢病护

理需求缺口不断扩大，给个人、家庭和社会带来

严峻挑战。老年期痴呆患者数量持续增长，其

中，阿尔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简称

AD）成为失智症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中国阿尔

茨海默病报告 2024》显示，我国现有阿尔茨海默

病及其他痴呆症患病人数为 1699万例，患病率、

死亡率略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从 1990年至

2021年，我国阿尔茨海默病及其他痴呆症的粗

城市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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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病率由 59.8/10万增长至 204.8/10万，增长率

为 242.5%[1]。患有失智症的老年人往往会面临

家庭照料经济负担沉重与市场可及性服务供给

不足的双重挑战，需要更加专业和精细化的社

会工作介入。但社区社工由于缺乏必要的专业

医疗知识和医疗资源，难以提供充分的健康服

务支持。此外，在长期照护的过程中，失智症老

人的家庭照护者除了要承担自身工作职责外，

还要肩负起失智症老人的心理康复训练、日常

护理等繁重的照料任务，这导致照护者在承受

情感与体力双重压力的同时，普遍遭遇情感孤

立、照顾压力、外部支持匮乏、资源不足及自我

封闭等照料“原子化”困境，使照护质量难以得

到保证。针对上述问题，既需要医务社会工作

的学理回应，也亟待医务社会工作的实务推进。

医务社会工作是指在公共健康领域里，社

会工作者以专业方法和价值理念，为健康照顾

体系内的医护人员、病患、家属解决与疾病相关

的社会或心理问题，提升医疗效果，促进公共健

康的职业活动。广义上的医务社会工作还包括

医务社工对社区或社会资源的开发与探索利

用，进一步促进医疗保健与社会福利的整合。

然而，目前社会对医务社会工作普遍存在两种

认知偏差：一种是对医务社会工作发生场域的

认知偏差，认为医务社会工作只发生在医院，医

务社会工作被狭隘理解为“医院社会工作”。造

成这一认识误区的主要原因在于，医务社会工

作的常规化服务大多局限在医院内部，既缺乏

多方医疗资源有效联动，服务场景也相对有限，

容易导致服务对象单一、服务场所禁锢、患者不

同患病周期需求割裂、资源链接效果欠佳等问

题[2]。另一种认知偏差是对医务社会工作主体

性质存在认知混淆，具体表现为对医务社会工

作者（以下简称“医务社工”）与一般社区社会工

作者（以下简称“社区社工”）在服务内容方面存

在混淆。根据老年友好型社区的创建标准，每

个社区至少配备一名以老年人服务为主的社会

工作者。但这些社区工作者往往不具备专业的

医疗知识，在为长期慢病的老年人提供服务方

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相较之下，在社区卫生

服务体系中，医务社工更具服务优势。他们能

够整合相关医疗卫生服务资源[3]，并根据不同服

务对象的医疗卫生需求，提供从医院到社区不

同服务场景的综合性服务，在协助社区开展公

共疾病预防、慢性病社区管理，以及连接医疗和

社会资源等方面展现出较强的服务理念和专业

优势[4]。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①，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全方位全周

期健康服务指明了方向。2020年，国家卫生健

康委和全国老龄办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示范

性全国老年友好型社区创建工作的通知》提出，

深入推进医养结合，支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

镇卫生院内部建设医养结合中心，为老年人提

供多种形式的健康养老服务，并强调要为患病

老年人提供基本医疗、康复护理、长期照护、安

宁疗护等服务②，以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健康需

求。2024年，国家卫生健康委等 15个部门联合

印发《应对老年期痴呆国家行动计划》进一步提

出要增加痴呆老年人照护服务供给③。这些政

策为医务社会工作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对

医务社会工作在促进老年人健康、完善老龄健

康服务体系建设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本研究

选取北京市D社区医务社工参与社区失智症老

人照料的实践案例作为研究样本，探索破解社

区失智症老人照料“原子化”困境的路径方法，

总结提炼医务社会工作推动构建社区失智症老

人照料共同体的普适性经验，深入分析医务社

会工作参与构建老年人健康照料共同体的实现

机制，为推动构建老年友好型社区、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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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健康服务体系建设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相关概念阐释

（一）“原子化”与照料“原子化”

德国社会学者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在《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一书中最早提

出“原子化”的概念，他将“原子化”问题与缺乏

激情、人们之间过于理智、分工高度专业化等方

面相联系[5]。在此基础上，汉娜·阿伦特（Han‐
nah Arendt）等人又提出“原子化的个体”概念，

用来形容现代社会中的个体私人化、孤独化问

题。基于对“原子化的个体”的理解，有学者将

“原子化”概念由单一主体拓展到多主体分析，

认为“原子化”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命题，强

调“原子化”表现为个人与社会的疏离，侧重于

分析社会联结的断裂感[6]。在社会结构分化与

变迁影响下，社会“原子化”意味着个体在社会

转型中出现的边缘化现象，即在社会转型期间，

由于人类社会至关重要的联结纽带—中间组

织—瓦解或缺位导致的一系列社会危机。具体

表现为个体的孤独感加剧、社会互动的混乱无

序，以及道德体系的瓦解和社会规范的失效[7]。
在社会“原子化”的发展趋势下，家庭内部功能

与家庭分工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出现个体

逃离家庭共同体，个体人际交往呈现出分割和

封闭，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联系不断弱化，家庭

原有的伦理规范逐渐失灵的家庭“原子化”问

题[8]。社会“原子化”与家庭“原子化”的双重嬗

变深刻影响着家庭照料系统，导致在以家庭为

单位的传统照护模式中，家庭照料的风险与不

确定性增加。对内，照料者自身情感冲突化、照

料个体化，孤立性、分散性等情感问题被放大；

对外，照料者与社会关系的联结互动减少、日常

照料社会化程度降低。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

关于社会“原子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然而，从家庭这一微观视角审视老年人健康照

料问题时，相关“原子化”样态的阐释与理论机

制尚显不足。

（二）共同体与共同体建构

共同体作为社会学的经典概念，1887年由

德 国 社 会 学 家 斐 迪 南·滕 尼 斯（Ferdinand
Tönnies）将其从社会的概念中剥离出来，并指出

共同体是通过某种积极的关系而形成的群体统

一对内外发挥作用的一种结合关系，是现实的

和有机的生命体[9]。滕尼斯的共同体主张强调

有机结合的原始整体状态，包括血缘、感情和伦

理团结等基本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划分为三种

不同表现形式：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

共同体[10]。此后，共同体成为一种强调人与人

之间紧密关系和社会联结的概念。马克斯·韦

伯（Max Weber）从行动者的角度解释共同体的

联结关系，他认为当社会行动（无论是个别情

况、一般情况还是纯粹类型）的取向是基于满足

各方同属的主观感情时，这种社会关系就可以

称为“共同体”关系[11]。韦伯所描述的共同体不

再以实体呈现，而是社会成员在情感支配下的

一种主观感受，是社会成员之间形成的一种对

整体主观认同的行为取向，并且这种行为取向

与社会关系中的整体行为取向相吻合。齐格蒙

特·鲍曼（Zygmunt Bauman）将共同体视为一个

具有正向情感的场所，认为共同体是一个象征

互助和谐与信任的家的集合。随着社会的发

展，共同体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些社会学学者

认为共同体可以指涉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联合

关系[12]。
基于共同体的概念，学者们尝试在社区场

景下，结合不同的社会关系主体，对共同体的建

构路径进行了新的拓展。例如，有学者整合社

区中不同“原子化的个体”，从“价值—目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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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工具”四维机制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区共同体[13]。有的基于“能力建设—惯习积

累—信任强化”的研究框架，探索培育多元主体

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机制[14]。有的从

制度、经济以及公共服务方面探讨建立老年人

“理想的社会团结类型”[15]。有学者将共同体建

构与社区养老体系建构研究相结合，将“社区养

老共同体”定义为“一种以社区为桥梁纽带，为

实现对老年人全方位、全周期的照护目标，将老

年人个体、家庭与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照料主体

资源有效衔接的协同模式”[16]。有学者采用“守

门人”模式构建社区共同体“分级干预”模型，该

模型强调基层政府的引领作用、倡导友邻同伴

互助，关注代际养老，并对完善家庭养老模式提

出相应对策建议[17]。总的来说，以往关于社区

社会工作的研究多采用“情感—关系—行动”的

实践路径，探讨如何融入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

的实践策略和行动逻辑[18]。同时，基于养老共

同体的概念，形成以“老有所为”的老年人为主

线，情感上互慰、生活上互助的有机体[19]。另

外，也有部分研究以社区为依托，分析多元主体

共治的“微共同体”模式如何应对养老个体化的

挑战。然而，现有研究较少从医务社会工作的

视角出发，特别是利用共同体结构的核心要

素——目标、资本和行动[20]，来探索构建老年人

健康照料共同体，且现有研究较缺乏充分的理

论解释和实证研究成果。

三、研究方法与研究样本概况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北京市 C区D社区医务社工参与

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干预的实践案例作为分析

样本，综合运用观察法、访谈法和案例研究法，

数据来源包括北京市D社区医务社工入户访谈

记录、问卷调查数据、活动采访资料以及相关文

件档案。为深入了解研究案例，笔者前往北京

市D社区进行了三次实地调研。第一次调研以

医务社工的身份参与 D社区举办的义诊活动，

并对参与活动的医务社工进行访谈；第二次调

研随同医务社工入户，对社区居民进行访谈；第

三次调研重点收集并系统整理前两次调研所获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编号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编号

A07
A08
A09
A10

访谈人员类型

医务社工

医务社工

医务社工

爱墨智工作坊发起人、

常务理事

社 区 卫 生 服 务 中 心

医生

社区居委会干事

访谈人员类型

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

社区居民

年龄

33
24
25
37

38
45
年龄

34
56
49
52

单位及职务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购买的**社会工作

服务项目成员，一线社会工作者

**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实习生

**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实习生

**学院毕业生，社区居民代表

D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D社区所在的街道办事处

访谈对象类型

D社区失智症老人家属

D社区失智症老人家属

D社区失智症老人家属

D社区失智症老人家属

从事（学习）

社会工作年限

6年

4年

2年

5年（兼职）

12年

11年

失智症老人照料时长

2年

7年

1年

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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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访谈资料，访谈对象信息如表 1所示。

（二）研究样本概况

从人口特征来看，D社区人口结构较为复

杂，老龄化问题较为突出，缺乏专业的社区服务

队伍。2007年 D社区成立了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2020年，北京某大学与C区政府合作，在D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牌成立社会工作室，由学

校选派专家针对中心的社工实务与失智症老人

照料干预进行项目指导。同年，韩红爱心慈善

基金会开始资助相关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和团体

进社区，并于 2021年以购买项目服务的形式选

派医务社工参与 D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干预，

为患有认知障碍的老年人及其家庭提供专业的

社会服务。目前，参与 D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

干预实践的医务社工主要包括北京市某大学社

会工作专业在校实习生、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购买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的社会工作者、北京

市某三甲医院社会工作部外联医务社工。

从干预成效来看，2020年以前，D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在老年期痴呆照护、规范化诊疗方面

的服务供给以及参与老年友好型社区环境建设

方面的成效并不明显。2020年以后，在 C区政

府和D社区“两委”的支持下，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为医务社工提供了专门的办公场所和必要的

物质帮助。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指导下，医

务社工在 D社区积极开展医疗知识科普、资源

整合、理念引领等工作，不仅协助推进社区家庭

医生签约服务，还充分利用社区外各类医疗资

源，邀请北京多个大型综合医院专家组织开展

义诊活动，有效维持了社区家庭医疗服务的延

续性。在此基础上，医务社工持续提升服务效

能，关注特殊群体的服务需求。2022年，借助社

区“能人”的力量，医务社工联合社区社工、医护

人员、社区志愿者、社区失智症老人家属共同组

建了爱墨智工作坊。爱墨智工作坊由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提供工作场所，由医务社工负责日常

运营，推出了一批结构化、高质量的服务示范项

目。2024年，围绕社区特殊老年人健康照料服

务，医务社工在政府主导下联合多方主体推动

组建了以“医务社工+N”为主体的社区特殊老年

人日托服务中心。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护人

员的指导下，日托服务中心聚焦失智症老人健

康照料，为社区特殊老年人提供更加全面、专业

的服务支持。由此，形成了以医务社工为主、多

元主体协同支持的社区失智症老人健康照料服

务体系（图 1）。

四、失智症老人的照料“原子化”

困境表征与照料需求分析

当前，失智症老人的照顾方式主要分为家

庭照料和机构照顾两种。相较于家庭照料，机

构照顾可以提供相对科学、专业和系统的照料

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轻患者家属的照

料压力。但机构照顾需要家庭承担较高的经济

费用。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大部分轻中度的失

智症老人家属会选择传统的家庭照料方式。结

合前文所述的访谈资料，本研究尝试从以下三

个路径总结分析D社区失智症老人面临的家庭

照料“原子化”困境和照料需求。

（一）情与理挣扎下的照料简约化

社会结构的快速变迁对传统文化伦理造成

了巨大冲击，社会成员在进行社会行动时兼顾

情理的思维方式开始淡化。社会养老与照料伦

理期望不断降低，养老照料的标准也不断下降。

在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下，一

般由女性担任家庭照料者的角色。但妇女的家

庭和经济地位提高以后，家庭分工模式出现变

化。部分女性向外寻求经济发展空间，在这一

过程中，容易对家庭照料意义与价值产生缺失

医务社会工作参与构建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共同体的实践机制和新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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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当她们在经济能力上足以改变家庭分工模

式时，会倾向于减少对家庭老年人养老的劳动

力投入，转而寻找低成本的替代性照料支持。

“早期调研时发现，大部分家庭主要还是由

女性家属负责失智症老人的健康照料，而家庭

里的男性家属主要负责提供物质和经济支持。

但部分女性家属为了平衡自己的工作主业和下

一代的照顾需求，只能做好失智症老人的基本

生活保障，虽然她们对老人存有孝心，但是为了

家庭整体和下一代的发展只能牺牲老人照顾资

源的投入。”（A03）

“有一对夫妻令人印象深刻，他们经常吵

架，就是因为失智症老人的照料问题无法达成

共识，只能到劳务市场聘请了专职保姆，但保姆

并不懂得失智症老人照料的相关技巧，也就是

三餐护理与洗浴。”（A02）

家庭亲情纽带的断裂与责任感的削弱，使

得失智症老人家庭面临更加严峻的照料问题。

失智症老人照料工作，一方面需要持续的经济

投入，另一方面更需要照料者付出持久的耐心

与细心。倘若患者缺少相应的干预与系统治

疗，很容易出现病情恶化，甚至可能出现认知功

能衰退、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情形。对于那些

缺乏亲情驱动力但又需要承担照料职责的照料

者来说，他们可能会减少对失智症老人的照料

投入，导致照料质量严重下降。

造成这些家庭照料困境的成因主要有两个

方面：一是照顾失智症老人需要花费大量的时

间与精力，包括日常喂食、洗浴、药物管理、康复

训练等繁琐事务。二是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保

姆家政服务多以粗放型照料为主，难以满足失

智症老人的照料需求。因此，如何帮助并寻找

更多资源支持家庭照料者开展科学健康的失智

症老人照料，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图 1 多元主体协同支持D社区失智症老人健康照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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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囿于情感疲劳与家庭压力的情感隔

离化

照料劳动兼具情感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双重

特性。由于失智症老人在语言表达、情绪调控

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能力障碍，需要照料者

投入大量的情感能量予以支持。当老人情绪波

动比较剧烈时，照料者容易陷入崩溃、焦虑、抑

郁等心理困境。家庭照护体系中原有的合作与

分工模式发生改变，使照料者置身于情感疲劳

与家庭责任的双重压力之中。例如，一些女性

照顾者为了满足家庭成员的伦理期望，不得不

放弃工作机会转而扮演“全职照料者”的角色。

她们放弃了原本的生活节奏和社交活动，将照

料任务视为个人义务或家庭责任。这一身份的

转变使照料者的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孤立，仿

佛被束缚在家庭这一狭小的空间里。

“我们在入户访谈时发现，几乎所有失智症

老人家属谈及照顾过程时，都会流露出不耐烦

的情绪，部分家属的情绪状态非常糟糕，甚至会

将失智症老人视为一种拖累。不同失智症老人

的表现情况各异，有的比较安静，有的则焦躁不

安，常常会闹脾气。就算是自己的亲生子女承

担照顾任务，都难以长期忍受。”（A01）

“早期参加活动组的照顾者提到，他们在照

顾过程中会将自身的负面情绪发泄给失智症老

人，常见的情形是大喊大叫，甚至可能有肢体上

的惩罚。”（A04）

面对繁重照料任务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大

多数家庭照料者采取情感上的“沉默”策略，选

择压抑自己的情绪。他们缺乏有效的不良情绪

宣泄途径与倾诉对象，有时甚至会将这些不良

情绪不自觉地转移到失智症老人身上。长此以

往，家庭照料的质量难免会有所下降。经过医

务社工的案例评估发现，这类家庭照料者需要

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与具有相似经历的群体

进行情感交流与互动，来纾解照料压力和增强

自我抗逆力。同时，有必要进一步整合并引入

更多的社会与资源支持，以减轻家庭照料者的

照料负担。

（三）“资源—需求”信息要素偏差化

对于大多数失智症老人的家庭而言，获取

相关护理知识的途径相当有限。访谈结果显

示，大部分家庭照料者所掌握的失智症恢复治

疗技巧主要源于医院提供的疾病咨询，或者自

身通过线上网络平台获取的零散疾病科普信息

和护理经验分享。许多家庭照护者只获取到碎

片化的疾病信息和护理内容，优质医疗资源未

能有效惠及家庭层面。对于失智症成因、早期

干预措施、用药治疗方法以及护理知识，多数家

庭尚未形成系统的、完整的认知体系。因此，当

失智症老人出现病情加重或者表现出其他症状

时，家庭成员往往难以迅速、有效应对处理。

“我们发现，社区里好多居民并不了解我们

日常开展的义诊活动时间与主题，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与社区居民的信息资源对接，仅靠一个

微信群，目前没有专人负责这件事。”（A02）

“不仅家庭照料者缺乏失智症老人专业护

理知识，而且社区还存在对失智症老人“污名

化”的现象，可见，相关的医疗知识宣传普及工

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A03）

由于大部分家属照护者对失智症疾病信

息、护理信息和信息获取途径了解有限，而一些

相关的社会公益组织或社会资源也难以在社区

层面精准识别出那些需要帮助的家庭，只能依

医务社会工作参与构建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共同体的实践机制和新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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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开展全民科普性质的社会公益活动进行宣传

普及。换言之，社会资源与群体实际需求之间

在信息要素联结方面出现了偏差。此外，一些

失智症老人的家属将照料视为家庭专属职责，

对社区资源共享和社会帮助持怀疑态度，因此

他们既不主动与其他家庭照护者进行互动交

流，更不参与公共讨论、政策倡导和集体行动。

这些家庭照护者将失智症老人的照料问题局限

于个人和家庭层面，往往忽视了政策倡导和社

会多元主体支持的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当前失智症老人的家庭照料模

式存在情感慰藉不足、经济支持有限，照料主体

单一以及资源共享不畅等问题。因此，有必要

从微观家庭层面、中观社区层面以及宏观社会

层面构建全方位共同体合作框架（图 2），形成医

养结合、多元化协同发展的支持体系，全面提升

失智症老人的照料水平。

五、医务社会工作参与构建社区

失智症老人照料共同体的实践机制

早期，医务社工曾尝试运用个案干预的方

法协助开展社区医疗卫生社会服务。但由于服

务群体数量庞大，这种方法收效甚微。鉴于此，

医务社工以组建爱墨智工作坊为契机，探索破

解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困境的路径方法。爱墨

智工作坊的前身是由D社区居民代表 L先生发

起组建的失智症老人家属活动组。活动组的宗

旨是为失智症老人家属提供情绪疏导和相关护

理照料信息。然而，活动组的成员规模有限，且

以女性照顾者为主。医务社工充分了解到 L先
生失智症老人照料方面的丰富经验，于是聘请L
先生为爱墨智工作坊的居民代表，发挥其在社

区在失智症老人志愿服务队伍中的“能人”与

“号召人”作用。在 L先生的带动下，更多社区

志愿者加入了工作坊。在医务社工的介入参与

下，原先的家属活动组发展逐渐成为初具管理

规模的爱墨智工作坊，并形成照料者个体微观

情感帮助、联结不同医疗资源以及多元行动主

体协同发展的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共同体。

（一）情感共同体：从情感隔离到情感互助

的情感能力建设

在社会工作中，案主干预尤为强调人在具

体情境中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实现助人自助的目

图 2 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共同体构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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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对于多数失智症老人家庭照料者来说，他

们既需要在自我认同与同质性群体的认可中获

得肯定，也需要寻找有效的情感表达媒介和汲

取积极向上的情绪能量来提升情感管理能力。

以往失智症老人家属活动小组虽然在一定程度

上扮演了情感纾解的角色，但缺乏稳定有效的

媒介来源和合理化的情感表达仪式。事实上，

情感互助远非互相排遣不良情绪那么简单，而

是个体在群体中借助高度的仪式化活动或固定

的暗示来塑造同质性的社群记忆，从而在群体

成员之间形成相应的情感连接。在爱墨智工作

坊的实践里，医务社工帮助失智症老人家庭照

料者搭建情感交流平台，通过经验分享、情感交

流的方式，使照料者产生积极的具身体验，即情

感的共同体与实体工作坊之间形成交流互动，

为失智症老人照料者提供关系建立和情感宣泄

的空间。

“原先，与老公争吵是我宣泄情绪的主要方

式，有时情绪激动，我甚至会对患有老年痴呆的

婆婆大吼。后来，医务社工介入并教我如何正

确宣泄自己的情绪。之前他们组织话剧排练，

让我扮演一名失智症老人，通过这一角色扮演

让我体会到，当别人在照料我的时候对我大吼

大叫，我的心里会感到很不好受。”（A08）

“之前为了照顾父亲，我常常睡不好，感觉

快疯掉了。他的失智症总是一阵一阵地发作，

很累人。我以为社区里像我这样的家庭没几

个，但我通过爱墨智工作坊认识了很多人，每次

去工作坊的时候，大家都会跟着社工做一些情

绪疏解的瑜伽或者进行情感分享。”（A09）

在实际工作中，医务社工观察到，许多患有

失智症的老人在疾病初期往往不愿意正视自身

病情，甚至对“痴呆、老糊涂”等词语表现出强烈

的排斥情绪。当这些老人出现偏执、暴躁等躯

体化行为时，一些家属在处理方式上缺乏必要

的情感关怀，采取直接且粗暴的方式向老人告

知病情，这不仅未能进行有效沟通，反而进一步

加剧老人的情绪极端化，导致家庭关系愈发紧

张。为此，医务社工基于照料实践与工作坊成

员的口述材料，精心撰写剧本，并邀请家属照料

者参与“假如我老了”短剧的排练，通过角色扮

演与观剧体验，引导照料者在情感互动的过程

中掌握正确的情感交流技巧。家属照料者在爱

墨智工作坊萌生的情感如同一座桥梁，联结跨

越不同空间，将原本孤立无援、“原子化”的个体

紧紧相连。爱墨智工作坊这一平台的搭建，极

大地促进了失智症老人照料者之间的深入沟通

与交流，建立了坚实的情感关系基础。在此基

础上，家属照料者聚焦于共同面临的照料困境，

将关注点凝聚于同一核心议题之上，在共同的

目标与愿景激励下形成了以情感能力建设为核

心的情感共同体，推动着情感关系向更加积极、

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资源共同体：“资源—需求”要素的有

效联结

在介入参与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工作的过

程中，医务社工并非直接的资源创造者，而是扮

演联结不同医疗资源的中介角色。医务社工需

要事先了解社区的人口结构特征、医疗资源配

置情况、居民的健康需求以及社会活动的组织

方式，进而成为帮助整合社区卫生服务体系、促

进资源可持续转化的“增效器”，为社区失智症

老人照料工作提供有力支持。例如，在识别出

照料新手后，医务社工组织邀请多位资深照料

者以及医院护理员，为照料新手分享早期失智

症老人脑部体检与初步预防、干预分级诊治、抗

阻与放松训练等知识与技能。针对家庭照料者

医务社会工作参与构建社区失智症老人照料共同体的实践机制和新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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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和精力有限的现实问题，在政府的支持下，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牵头设立了失智症老人日托

中心，为失智症老人提供躯体康复训练、音乐治

疗、生命回顾治疗、喘息服务等全方位、多层次

的服务。在此基础上，医务社工与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轮值医生、爱墨智工作坊志愿者紧密合

作，形成了“1+N”的资源共同体。医务社工根据

不同失智症老人患病情况及其家庭经济情况进

行全面细致地评估，并定制了个性化的日托方

案。为强化日托中心的服务能力，医务社工从

社会层面联结更多医疗资源，例如，医务社工牵

线当地三甲医院和疾控中心，促成了定期下派

医疗专业团队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服务帮

扶的合作机制，助推资源共同体完善发展。

“中央在 2023年就发布了《关于加强失能失

智老年人照护服务支持的意见》，《意见》提到要

整合各类资源与优化老年人的照护环境，还提

出要在 2025年实现社区干预、机构照护、社会宣

教一体的照料网络。在我们来之前社区没有失

智症评估和信息归集，也没有失智症老人的数

据台账，这是我们今年其中的一项重点工作任

务。”（A03）

“起初，我对喘息服务一无所知，因为家里

这个事情我只能到居委会说说。没承想还会有

公益组织和志愿者上门进行喘息服务。我们家

经济条件不好，现在家里的失智症老人在日托

服务中心托养，收费也不高，给我们解决了大麻

烦。”（A10）

医疗照顾与服务政策的解读与分析，是推

进失智症老人资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手段。D
社区医务社工深入解读构建老年认知障碍照顾

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和长护险等相关政策，通

过开展专业性的家计调查，准确甄别出需要政

府长护险支持以及经济补助的家庭，有效破解

失智症老人家属将照顾任务过度个体化和私人

化的困境。同时，医务社工还利用爱墨智工作

坊多次组织社区居民进行交流讨论和政策倡

导，逐步形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代表—资深照

料者家属—医务社工”三级互动的反馈体系。

此外，医务社工定期选派代表进行季度汇报，实

施年度反思公开化的循环管理机制，进一步推

动失智症老人资源共同体科学、可持续运行

发展。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Coleman）认

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表现为相互关心、相互信赖

关系的无形资本或公共物品。这种资本难以通

过市场交换获得，而更可能来源于所拥有的共

同目标、共同资本以及相互认同的社会关系，即

创造社会资本的条件包括：在较稳定和封闭的

社会网络中，通过较长期的互动形成道德观和

文化观的共识[21]。实际上，家庭与家庭之间、家

庭与不同社会主体之间存在的实际或者潜在的

资源集合体，都可被视为社会资本。这些社会

资本不仅包括社区居民通常理解的人、财、物或

可视化的医疗资源，还可能包括更广泛的、潜在

的关系网络。从这个角度看，爱墨智工作坊基

于集体性拥有资本的理念，为每个成员在关系

网络中提供节点支持以及资本信任的“凭证”。

依托爱墨智工作坊这一平台，成员之间可以互

相搭建关系网络，通过非正式的支持机制来弥

补社区基层治理中难以发现失智症家庭的不

足，并促进不同健康照料资源在失智症老人患

病全周期序列中的有序流动与可及性，成为构

建资源共同体有效的链式中介体。

（三）行动共同体：多元主体协同的行动

共促

在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背景下，“医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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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养联体”是主体协作推进医疗和养老服

务资源整合的重要模式。其中，“医联体”是指

以政府主导统筹规划为原则，根据不同医疗机

构的功能、定位、级别组建成一个医疗联合体。

在“医联体”中，能够形成以病人需求为中心的

链式的医疗服务。而“养联体”是基于社区治理

的公私合作养老设想。从狭义上看，“养联体”

旨在整合养老照料中心、养老服务驿站、医疗服

务机构、公共服务商等碎片化的养老服务资源，

形成立足社区、辐射居家的养老服务联合体。

从广义上看，“养联体”是一种基层社会治理的

表现形式，通过创新养老服务模式，解决居家养

老服务“最后一公里”难题。无论是“医联体”还

是“养联体”，关键都在于“联”，即需要明确的是

“谁来联”“联结谁”“怎样联”这三个问题[22]。从

形成资源合力的角度来看，由政府主导、多元主

体参与的“医联体”和“养联体”，与医务社工参

与社区失智症老人干预照料、推动构建老年人

健康照料共同体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与联结

性。一方面，当前，三级医院集中了优质的医疗

资源，但求诊患者数量众多，医疗资源相对有

限，医疗服务压力增大。对于一些长期慢病的

患者而言，他们求诊频率较高，挂号难度相对较

大；另一方面，三级医院由于医疗资源的全面

性，往往产生“虹吸效应”，资源下沉过程中缺乏

联结行动体的合理配置以及优化，社区医院的

照顾资源难以有效转换。医务社工作为链式中

介，能够协调利用地区不同层级医院与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医疗资源，为失智症老人及其家

庭照料者提供了一个“就近医养”的机会。通过

对同一区域内的医疗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配

置，失智症老人在社区医院就可以解决常见病

治疗和长期慢病照护的问题，减轻二级、三级医

院的医疗资源紧张的负担。这相当于为上级医

院提供了喘息服务的机会，同时也实现了人民

满意、政府满意、医院满意的预期目标。医务社

工在行动共同体中以自身实践介入服务打通认

知误区、失智症预防、治疗、健康管理等不同环

节，成为突破多个主体集体行动时无效性、冲突

性困境的关键力量，为社区失智症老人提供全

链条、连贯的照料护理服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疗专业能力长期

没有得到社区居民的重视，特护服务也未能与

社区其他服务完全融合，中心缺乏优势互补的

媒介桥梁。他们（医务社工）尝试扮演共同体协

同代理人的角色，在推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

疗资源与家庭需求对接的过程中，一方面，医务

社工与中心医护人员建立长效的合作机制；另

一方面，在推进家庭医生服务、特殊服务过程中

逐步赢得居民信赖，成为行动共同体的沟通桥

梁。”（A05）

不少医务社工调查发现，虽然目前已有相

关失智症老人家庭照料的规范性指导文件，也

推出了适合老年人群体的长护险，但在政策执

行过程中并未完全达到预期效果。由于各市

区、社区、家庭等核心资源差异，加上对政策宣

传解读力度不同，较难实现各类主体情感共鸣，

亦缺乏共同体的基础信任机制。因此，医务社

工还会以咨政建议的方式向上级管理部门反馈

政策在地化实施遇到的问题，推动多元主体

协同。

“刚开始大家对失智症老人存在认识误区，

有的人误以为精神病也属于失智症的一种，担

心失智症老人会不会带来治安风险。随着老年

友好型社区建设推进，我们组织并动员日托中

心和爱墨智工作坊的老人制作毛绒手工艺品、

编织向日葵等。我们会将这些手工艺品带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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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会

132



《城市观察》2025年第 1期
Urban Insight , No. 1, 2025

区义诊活动上义卖，所得款项用于补贴日托中

心的日常运作。”（A04）

行动共同体不仅是多个主体间的行动联

结，也是推动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的重要体现。

医务社工以爱墨智工作坊、失智症老人日托中

心等平台为抓手，利用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国

际老年人日、传统中国节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举

办系列医疗主题活动，孵化培育志愿组织、志愿

者宣讲团队，从资源整合和行动实施两个方面

持续推进老年友好型社区建设。医务社工以D
社区为试点，持续吸引周边社区志愿者资源，服

务辐射范围不断扩大，进一步深化拓展服务模

式，推动完善“情感共同体—资源共同体—行动

共同体”框架体系。

整体而言，从情感共同体到资源共同体，再

到行动共同体的建构，展现了一个从微观家庭

层面、中观社区层面到宏观社会层面的全方位

的共同体合作框架。情感共同体的核心在于以

情感互助为目标，以提升情感能力为手段联结

失智症老人家庭内部与同质性较高的个体。情

感的搭建与关系的联结成为构建资源共同体与

行动共同体的基石。在集体行动中，定期的互

动仪式与社群活动有效加深照料者的情感归属

与情感认同，从而形成情感关系联结的共同体。

资源共同体致力于在技能、情感与资源方面为

失智症照料者提供全面赋能。通过医疗资源的

共享与社会支持网络的搭建，资源共同体有效

增强不同主体的凝聚力，显著提升其整体功能

性，进一步形成优化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

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

给格局。行动共同体是联结多元社会主体协同

发展的系统性行动体。由医务社工推动成立的

爱墨智工作坊，实现了从个体情感互助到组织

化行动共同体的演进，成为构建行动共同体的

生动实践。

六、医务社会工作推动构建

老年人健康照料共同体的新面向

医务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服务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医务社工参与老年人健康照料共

同体既是回应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需

求，也是专业社会工作充分借位于社会服务的

科层制的重要体现。事实上，只有立足于不同

的服务领域和发展本土性的医务社会工作经

验，才能抓住时代赋予社会工作的新使命和发

展机遇。从本研究所分析的老年人健康照料共

同体来看，医务社工突破医院场域的限制，在社

区医院的指导下，嵌入现有卫生服务体系成为

“医联体”“养联体”的资源中介，凸显出不同于

传统社区工作者服务定位的专业性与效能，同

时也从实质上展现健康社会工作的内涵。未

来，要实现健康社会工作的融合性服务发展，除

了以医务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与实务干预发展

作为本体论，还需吸纳更多的干预技术与场域

主体，拓展更多的发展路径并进行深化。

首先，就服务能力与社会效益而言，医务社

工需要不断提升服务的适切性，即“以服务促发

展，以专业获认同”，以此彰显其专业价值。相

对于社区社工而言，医务社工一般只能在服务

成效显现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行政系统的“支持

型吸纳”，其仍需要多元社会治理主体所提供的

公共服务相互补充、相互支持，从而形成制度合

法性认同—各类组织（医院、社会公益团体等）

规范合法性认同—社区工作者以及居民价值性

认同的多元主体认同性[23]。持续激励医务社工

提升专业水平，在推动老年人健康照料“共同体

化”向“共同体”发展的实践中展现专业自主性，

有效应对新时代医养模式的转型及医疗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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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需求。此外，医务社工还应坚守专业自主

性的行动逻辑，厘清职业角色定位、功能范畴及

技术行动边界，充分发挥主体功能。凭借复合

型专业背景和知识技能，医务社工需要与医护

人员协同合作，为病患提供心理咨询及社会支

持的服务方案，共同营造一个更加包容与人性

化的医学人文环境，以实现医务社工在工具性、

自主性与价值性方面的深度融合与平衡。

其次，技术整合与创新已成为推动社会工

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本土化发展与案

例经验探索的过程中，医务社会工作除了需要

做好传统社会工作心理干预模式，还需要充分

利用数智技术创新服务模式，推动社会工作的

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在医院场域中，针对失智

症老人的数字技术支持的成熟性经验可以拓展

至社区场域中失智症老人等特殊群体照顾工

作。例如，在数据信息的收集处理、云档案管

理、云课堂科普、社区适老化改造、失智症老人

养老实时评估与进展监测等方面提供有益借

鉴，以此提升社区养老数智服务的效率与可及

性。打破失智老人信息壁垒、实现医疗部门信

息共享都需要信息平台的支持，这就要求数字

技术对医疗系统信息化的硬件支撑。数字化技

术也能搭建多渠道养老护理信息平台，融入职

业资质认证和双向评价系统中，展示失智老人

照料的技能、经验和资质，方便雇主了解市场信

息。在老龄化背景下，技术赋能的跨主体模式

在提升失智老人服务质量、数字化社区服务的

新模式以及新技术应用等方面也将发挥重要

作用。

从多元主体的协同机制来看，医务社工参

与构建的老年人健康照料共同体实质上属于

“医联体”或“养联体”中深入推进医养结合发展

的社区实践，前者目前仍处于“共同体化”的发

展阶段，需要在健康中国战略的指导下深度嵌

入服务效能，完善多主体协同参与的医养结合

服务供给体系。这就要求政府强化制度引领，

例如，鼓励高校和职业院校（尤其医学院、卫生

学校）增设社会工作、护理专业，培养复合型人

才，弥补医务社会工作人才队伍不足；进一步明

晰社区社工与医务社工之间的专业区分、明确

角色与服务目标任务、设立医务社工的准入标

准、进行第三方成效评估。当前，项目制成为当

前购买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推进医疗服务有计

划进行的主要手段，这也要求政府不断提升医

务社工的职业认同感、归属感，给予充足的项目

资金流，保障失智症老人照料项目的持续推进

与医务社工的薪酬支持。同时，与高校合作开

展“产学研”医务社会工作服务试点，对医务社

工的项目过程和成果进行系统化、模式化总结，

深入推进学术研究、教育人才转化、社区问题研

究的多维协同发展。

最后，探索普惠型市场养老支持要素。从

“医联体”的创设目标来看，目前由社区医院、二

级医院和三级医院所形成的资源配置机制结构

有利于回应社区失智症老年人照料“原子化”问

题，但其覆盖面有限，建议针对社区养老的现实

需求，进一步整合社区长者照护之家、日托服务

中心、家政公司以及养老院等资源，以解决更多

长期慢病家属的照料需求。针对当前大部分患

病老年人缺乏专业照料人员的困境，建议引入

更多关于老年人护理照料的培训机构，开发适

合国情的特护课程，加强职业技能、道德教育和

沟通技巧等培训，建立老年人护理照料行业统

一标准。除此之外，社会应充分认识到养老及

特殊群体照顾并非消极意义的社会福利，大中

小学等蕴含“一老一小”的代际资源以及文化

性、包容性与实践性社会价值，对于满足代际共

融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能够为激发失

智症老人社会自助与互助能力提供新的目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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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这种互助互爱的社会导向对营造全龄友好

的社区氛围、促进医疗服务和养老服务深度融

合以及实现代际和谐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在“医联体”与“养联体”建设过程中

存在资源联动不畅的难题。无论是在机制完善

还是资源整合方面，医务社会工作推动建构的

失智症老人照料共同体展现出多元协同、资源

互补的服务效能，成为破解“医联体”与“养联

体”发展困境的新面向考量。本文所关注的失

智症老人群体，是老年健康服务中医务社会工

作参与照料长期慢病老年人群体的典型案例，

是医务社会工作提供支持性、辅助性和替代性

的养老服务主体的转换。推动失智症老人照料

工作从“共同体化”的初步阶段向“共同体”的成

熟阶段转变发展仍需要不断完善发展路径。而

如何完成像失智症老人这样的老年人健康照料

共同体是一个宏大、新兴的学术与现实命题，未

来，期待透过医务社会工作参与构建社区失智

症老人照料共同体的案例，为推动完善老龄健

康服务体系提供一个可能性的实践经验与解释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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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建设：需求、现状
与挑战

■ 孙轩 赵佳 徐耀宗 葛鹏

摘要：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飞速发展，汽车产业的深度变革与城市治理的深度融合标志着新

时代智慧城市建设进入重大突破期。在国家和地方政策支持下，虽然现有示范区的智能网联汽车数

据平台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城市级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建设还面临着主体关系协调与统筹、数

据价值挖掘与释放、应用模式开发与运营等一系列现实挑战，其价值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相

关数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跨部门共享管理和多领域应用管理等广泛的数据应用生态建设。

关键词：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智慧城市；新型基础设施；数据应用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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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面向需求的城市社区生活服务圈建设评价与优化发展对策研究”

（72074127）、“汽车智库”公益性开放课题“汽车行业数据安全风险评估模型方法研究”资助成果。

引言

交通是城市功能运行的命脉，对于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具有关键引领作用。为了优化现有

交通系统、提高交通服务水平，国内外各大城市

实施了一系列规划改造和创新实践项目[1-3]。
然而，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始终难以满足现实

世界中复杂、多样、个性的城市交通需求[4-6]。
在此背景下，伴随着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及

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智慧交通方案得

到了全社会的普遍认同和大范围推广，并以前

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现有的交通运输体系与城市

面貌[7]。
智能网联汽车（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

cle，ICV）作为汽车行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和智

慧交通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汽车产业

领域的深度变革已实现重大突破，近年来吸引

了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对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

讨[8]。特别是智能电动汽车市场迅速崛起，具有

智能网联功能的汽车数量不断增加，其相关应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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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场景也日益丰富[9-11]。从以车企为主导的单

车智驾功能，到以地方政府和互联网平台企业

为主导的自动驾驶出租车、智能物流配送和智

慧停车管理，越来越多的创新实践项目纷纷落

地实施。智能网联汽车的功能系统建设也逐渐

从概念走向现实，并推动包括路侧感知、V2X通

信、云控管理在内的各方面新型城市基础设施

建设[12-13]。智能网联汽车与智能化城市治理逐

步深度融合，标志着新时代智慧城市建设进入

重大突破期。

智能网联汽车通过车外网和车内网的数据

交互协作，实现及时的智能驾驶服务、智慧交通

管理优化、娱乐消费通信等信息互动功能，成为

在户外空间移动着的一个复杂的网络节点。然

而，随着用户规模的快速增长和商业应用的持

续拓展，其数据管理问题日益凸显，并逐渐成为

制约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因

素。相比于美国和欧洲在数据管理方面过于松

散和过度严格的态度，中国充分兼顾数据安全

与产业创新活力，在各地试点探索的基础上，通

过政企互动与协作，共同构建起了一些灵活、有

效的应用管理系统。

其中，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作为智能驾

驶的云端数字底座和智能引擎，对于促进城市

相关产业发展、实现智慧交通全面升级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14]。它不仅在技术层面解决了车

辆、基础设施、用户及交通管理系统之间的连接

问题，而且为城市社会治理创新与公共服务模

式变革奠定了坚实基础[15]。也正因如此，各地

相关部门都在积极筹建城市智能网联汽车数据

平台，力求为地方政府交通监管提供系统、全面

的数据支持，同时也为行业发展和企业增值服

务创造有利条件。

一、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与城市治理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智能驾驶目前

已成为全球汽车行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16]。
但相比于国外的单车全自动驾驶（Full - Self
Driving，FSD）技术路线[17]，我国除了在技术层

面鼓励和支持车企开展智能驾驶功能研发外，

更在战略层面致力发展“车路云一体化”的智能

网联汽车应用管理和服务体系[18]，将智能驾驶

融入地方智慧城市建设工作中，不仅满足车辆

自身的自动驾驶需求，也为城市治理现代化发

展提供有力支撑。

（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发展

在技术层面，智能网联汽车是智能车与车

联网的有机结合。一方面，它致力于通过激光

雷达、光学摄像头、GPS和惯性测量单元（Iner‐
tial Measurement Unit，IMU）等各种传感器设备

收集外部环境信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各方

面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与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调

用控制器、执行器等装置进行灵活操控，实现车

辆自动驾驶功能。另一方面，它结合现代通信

技术，在人、车、路、平台之间进行高效信息交

换，通过多方主体的在线互动与协作，实现更加

安全、舒适、节能、高效的交通出行。

从 20世纪 70年代至今，智能网联汽车两方

面核心技术协同发展，共同经历了包括基础研

究、功能开发、应用集成、示范推广在内的多个

发展阶段（表 1）。由于从一开始人们就希望它

具备“类似人类”甚至“超越人类”的驾驶规划和

控制能力，其相关技术不可避免地在各方面质

疑和挫折中艰难前行。但随着人工智能和无线

通信技术的进步，其技术体系得以不断完善，实

现了从有限功能到系统能力、从行驶路径规划

到“端到端”控制、从实验研究到市场应用的逐

步演进[19]。由过去的机械化、电子化到如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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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发展历程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国内外相关资料整理

智能化、网联化，技术的迭代优化推动了智能网

联汽车的跨越式发展。而伴随其技术体系的升

级，智能网联汽车的现实应用场景也日益丰富。

在各方面政策措施的支持下，城市已成为智能

网联汽车服务运营的主战场，而智能网联汽车

的先进技术，也为智慧城市治理提供了创新解

决方案。

（二）智能网联汽车城市治理

随着技术的发展，智能网联汽车如今已具

备强大的环境感知和数字通信能力。作为智慧

城市运行的移动智能终端之一，它不仅能为城

市交通流量分析、预测提供准确的数据资料，而

且能够与服务系统进行实时交互，通过信息服

务的动态响应，主动优化其自身交通行为，提升

道路的通行效率和安全性[20]。
在功能层面，智能网联汽车服务的有效运

营增强了城市管理系统的资源配置能力、公共

决策能力、行业管理能力和公众服务能力，促进

交通运输向着更安全、更高效、更便捷、更经济、

更环保、更舒适的方向发展。其中，基于用户交

通行为分析，系统能够为车辆提供定制化的出

行建议与服务，提升乘客出行体验，满足多样

化、个性化的出行需求；通过对车辆能耗、排放

等数据指标进行监测，系统能够协调和引导其

交通行为，促进节能减排，实现交通系统的低

碳、环保转型；基于道路等外部基础设施上的智

能网联交通标志，系统能有效增强交通安全性

和提升道路使用效率；在紧急情况下，凭借平台

时间

1970—
1990年

1991—
2010年

2011—
2018年

2019 年

至今

发展阶段

萌芽期

基础研究

探索期

功能开发

准备期

应用集成

爆发期

示范推广

技术特点

自动控制技

术 、自主导

航技术

辅助驾驶功

能 、车联网

基础功能

自动驾驶测

试 、车联网

技术系统

人工智能应

用 、智能网

联平台

代表性事件

1977年，加拿大开发了世界上第一辆自动驾驶汽车；1985年，美国国防

部研制了首辆自主陆地车辆（ALV）样车；1987年，德国 Ernst Dickmanns
教授团队研发的VAN系列车辆在有限条件下自主行驶；1987年，中国国

防科技大学研制出我国第一辆无人驾驶原型车

1996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推出OnStar车联网系统，提供车辆安保、紧

急救援和导航服务；2001年，中国清华大学研制的THMR-V实验车辆具

备车道线跟踪、道路避障等自动驾驶功能；2006年，德国奔驰公司展示

的实验性智能驾驶轿车能在高速公路上自动加速、制动和转向；2010
年，美国特斯拉公司推出Model S，首次将大量高级驾驶辅助功能引入量

产电动汽车

2011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研制的“红旗HQ3”完成 286千米高速公路全

程无人驾驶试验；2014年，美国谷歌公司推出其自动驾驶汽车项目，并

在加州进行公开道路测试；2017年，中国百度公司推出全球首个自动驾

驶开放平台Apollo，提供全栈式智能驾驶解决方案；2018年，德国宝马、

大众等汽车厂商与电信运营商合作测试 5G车联网技术

2019—2023年，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天津、重庆、长沙等地进行车

联网先导示范区建设；2022年，中国百度公司推出的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萝卜快跑”在武汉、长沙等地进行商业化试点运营；2023年，美国特斯

拉公司正式发布了FSD V12版本，实现了完全端到端的单车智能驾驶解

决方案；2024年，工信部发布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 120个

试点城市名单，大规模推广智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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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智能网联汽车的城市治理作用

与车辆间的实时数据通信，系统还能向相关管

理主体提供准确的道路信息，优化救援路线，保

障公共安全。

在应用层面，智能网联汽车能够有效对接

公共汽车系统、出租车系统、高速公路监控及信

息诱导系统（Expressway Monitoring & Advisory
System, EMAS）、电子收费系统、道路信息管理

系统以及优化交通信号系统等各类型交通管理

服务平台，实现智慧交通相关应用的无缝衔

接[21]。而不同应用之间的数据融合与交互，则

推动了城市道路交通环境的整体智治。

实际上，智能网联汽车凭借其先进的技术

功能和广泛的应用场景，不仅能够有效改善城

市交通系统的实时运行状态，还可以为城市治

理中的各主体提供更加智能、高效、安全的解决

方案，满足不同对象的管理服务需求（表 2）。

二、城市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管理需求

智慧城市的核心在于数据的有效利用[22]。
基于现代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技术，我们能够

实时、高效地收集、整合、处理和分析来自智能

网联汽车的多元数据，包括车辆行驶轨迹、道路

周边环境、交通流量变化、乘客出行行为等内

容。这些数据如同交通系统的“神经脉搏”，蕴

含着城市交通运行的实时状态信息与深层规

律，为道路交通的规划、管理、服务提供了宝贵

的决策资源。但与此同时，相关数据资料的安

全管理和应用能力则成为决定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能否持续健康发展、技术创新能否有效转化、

交通出行服务能否实现智能化升级的关键

因素。

（一）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管理涉及数据采集、存

储、传输、处理、销毁等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

任务和要求。为了防止数据的泄漏、篡改或不

当使用，每个阶段都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严格

管理和控制。有数据显示，一辆智能网联汽车

每天至少收集 10TB的数据①，而且涉及驾乘人

员的出行轨迹、习惯、语音、视频等关键信息。

一旦数据被窃取，可能会对用户的个人隐私造

成严重侵犯，甚至车端、路侧设备和传输通道都

有可能会遭受劫持，对于未来的技术以及安全

驾驶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如何确保这些敏

感数据不被泄露、滥用或遭受黑客攻击，成为亟

待解决的难题。

在数据产生阶段，智能网联汽车通过传感

器和控制系统不断收集车辆驾驶数据。在此过

程中，系统需要以最小化原则进行数据采集，对

于涉及用户隐私的数据需要获得用户的充分授

权，并确保数据采集结果的可靠性、一致性和准

确性。

在数据存储阶段，智能网联汽车采集的数

据资料被保存到云端或本地存储设备中。存储

系统需要采用合适的授权管理策略，对数据的

安全访问进行有效控制，同时建立相应的容灾

备份与恢复机制，应对可能存在的数据丢失或

损坏风险。

治理功能

城市运行管理

城市出行管理

交通资讯服务

交通增值服务

服务对象

政府管理人员

公交出行人员

车辆驾驶人员

旅途消费人员

需求满足

为城市交通状况分析、判断提供动态数据资料，实现交通信号的协调控制

在人、公交设施和公交车辆之间建立动态联系，提高公共交通运输效率

接收交通路况广播，实现最佳行驶线路导引和不同车辆间的动态协作

根据车辆的实际行驶状况，向其提供丰富的动态出行和基于位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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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传输阶段，系统将存储的智能网联

汽车数据传送到其他平台或设备上。在此过程

中，数据的安全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系统需

要采用加密技术保护数据不被窃取或篡改，同

时根据数据的敏感程度和等级，采取相应的身

份认证措施。

在数据处理阶段，系统对收集到的智能网

联汽车数据进行分析和加工。其处理过程需要

尊重和保护个人隐私，在个人信息匿名化或去

标识化的基础上，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和相关法

律法规约束，从数据资料中提取有价值、有意义

的信息内容。

在数据销毁阶段，系统对达到使用期限或

不再需要的智能网联汽车数据进行删除。其删

除过程需要按照相关规定和标准，将数据从主

存储器和备份中彻底、安全地删除，并确保删除

的数据无法被恢复，以防止数据资料泄露和

滥用。

（二）数据跨部门共享管理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包含多维度的动态交通

信息。汽车厂商及行业监管部门根据业务发展

和管理服务需要，从不同角度对相关数据进行

收集、整理。而面对各方面碎片化的数据资料，

为了充分挖掘其数据价值，推动城市交通运行

系统的高效协同和智慧治理，各单位必须在确

保数据隐私和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数据的共享

共治。

据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风险信息报

送共享平台统计，2023年汽车行业的数据安全

风险达到 281 起 ，相比 2022 年整体上升了

251%②。而自动驾驶数据隐私和网络安全的技

术升级更加不容忽视。在数据共享过程中，不

同部门需要明确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建立

标准化的数据格式和传输协议，并实施严格的

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措施，在确保数据质量的

基础上，通过透明的管理和审计机制，增强各方

的信任与合作。具体而言，其管理工作主要涉

及数据治理、隐私保护、合规性审查和协作机制

的建立。

数据治理是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基础保障。

其核心在于构建统一的数据框架，对数据交互

过程进行有效约束，包括：建立统一的数据命名

规则、数据定义、数据格式及数据质量标准，确

保多源数据的无缝对接；建立数据质量监控体

系，定期对数据进行清洗、校验和修正，确保数

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实时性；建立数据安全管

理制度，确保数据始终处于有效保护和合法利

用状态。

隐私保护是跨部门数据共享的关键挑战。

面对可能存在的隐私泄露风险，数据共享过程

需要加强管理和技术两方面能力建设。在管理

层面，它需要遵循相关的隐私保护法律、法规，

基于特定的数据协议，按照用户授权的范围进

行数据共享；而在技术层面，它则涉及敏感信息

的匿名化处理、数据内容的加密传输、数据资源

的访问控制等一系列技术措施的运用。

合规性审查是跨部门数据共享的重要环

节。为了确保数据在共享过程中符合法律、法

规及相关合同协议的要求，系统需要对数据共

享的目的、范围、方式、期限和各方权利、责任进

行审查。随着数据共享需求的增加和法律制度

的完善，合规性审查标准也会发生相应变化。

在持续的监控审计过程中，跨部门数据共享需

要根据最新的规范要求，对其操作行为进行评

估、调整和优化。

协作机制建立是跨部门数据共享的核心内

容。为了促进数据资源高效利用和跨部门协同

创新，数据共享需要建立在功能系统协作的基

础上。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共享平台，实现部

门间的高效数据交换；通过建立利益共享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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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各部门积极参与数据共享；通过建立透明

的数据共享流程，确保各方的数据权益得到充

分保障。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配合，决定了跨

部门数据共享的效率和效果。

（三）数据多领域应用管理

智能网联汽车的数据应用，是一个涉及多

主体、多环节的功能服务生态，其参与者包括汽

车制造商、供应商、服务商、科研机构、政府部门

以及消费者等。在这个生态系统中，积极探索

基于数据的创新应用，是智能网联汽车可持续

发展的活力来源。但与此同时，相关数据的多

领域应用管理，则成为影响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和智慧城市应用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从自动驾驶、智能交通、智慧物流到车载娱

乐与导航，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的应用场景日益

广泛。然而，不同应用在数据的类型、格式、实

时性、安全性和隐私性等方面有着差异化的需

求。为了满足多领域应用的数据资源要求，充

分挖掘其商业和社会价值，需要从存储、调度、

计算等不同方面对智能网联车数据进行协调

管理。

分布式存储是实现数据多领域应用管理的

基础。通过将数据分布存储在多个不同的节点

上，能够显著提升数据的处理效率和响应速度，

避免不必要的网络拥堵和资源浪费，进而满足

多领域应用的并发数据需求。此外，分布式数

据存储还大大增强了系统的可扩展性和稳定

性，使得系统能够有效应对各种可能的业务增

长及变化，即使面对节点故障或数据压力，也能

保持服务的连续性和数据的完整性。

云端调度是实现数据多领域应用管理的重

点。通过对来自不同传感器和执行器的数据资

源进行有效集成和融合，云端平台可以建立城

市交通运行的完整、准确视图。根据自动驾驶

和智慧城市不同领域的应用需求，云端数据也

能够在不同节点间同步调度及分发。这种实时

的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不仅确保了数据的一

致性和准确性，更有助于提升交通出行效率、增

强道路安全性，在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的大范围

应用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边缘计算是实现数据多领域应用管理的趋

势。通过边缘计算节点的快速响应，能够有效

降低智能网联汽车数据传输和处理的时间延

迟，节省带宽，保护用户隐私和数据安全。事实

上，并非所有的数据都需要上传至云端。路侧

单元的实时通信与计算，不仅可以满足车辆环

境感知、路径规划和决策控制等智能驾驶任务

需求，而且可以实现交通流量监控、信号灯优

化、事故预警等末端城市管理功能，并通过导

航、娱乐和车辆诊断等相关信息服务，提升用户

的出行体验。

三、城市智能网联

汽车数据平台建设现状

面对智能网联汽车数据管理的系统化需

求，城市层面的数据统筹、协调和技术服务能力

显得尤为重要。为了充分利用智能网联汽车产

生的海量数据资源，优化交通功能运行、提升城

市管理效率、促进产业发展和服务创新，相关数

据平台建设正逐渐成为全国各大城市智慧城市

规划发展的重点内容。

（一）国家和地方政策支持

为了促进智能网联汽车的技术创新及应

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推动相关数据平台建设

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在国家层面，2020年发布的国家“十四五”

规划中，智能网联汽车被明确定义为推动城市

发展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向。此后，《智

能网联汽车技术路线图 2.0》《汽车产业中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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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智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车联网产

业发展行动计划》等一系列指导性规划文件相

继出台，统筹推进中国智能驾驶产业发展。

2023年开始，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 4部委联合发布《关于

开展智能网联汽车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工作的

通知》，对 L3、L4级自动驾驶车辆进行准入管理

和上路通行试点。与此同时，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也进一步印发《国家车

联网产业标准体系建设指南（智能网联汽车）

（2023版）》，按计划对智能网联汽车 100多项标

准进行修订，并强调标准体系与国际规则的衔

接融合。而到了 2024年，《关于开展智能网联汽

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关于

推动车网互动规模化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等

政策文件陆续出台，则极大地推动了智能网联

汽车的城市级运营实践探索和场景应用发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

于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打造韧性城市的

意见》，更将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与智慧城市

建设相结合，明确了其数据基础平台的关键作

用与核心价值。

在地方层面，各地纷纷出台相关政策和配

套措施，积极支持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的建

设与发展。北京市 2017年在全国率先发布了

《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对数据平台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广

州市 2020年发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

规范（试行）》，重点支持建设智能网联汽车数据

管理平台，提升城市交通管理的智能化水平；上

海市 2022年推出了《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产业

创新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建立智能网联汽车大

数据中心，促进数据的共享和应用，支持智慧城

市建设。此外，天津、重庆、深圳、成都、济南、杭

州等城市也在相关规划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建设

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推动城市交通、环境监

测等领域的智能化应用。而随着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的快速发展，各地还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性

法规，进一步明确和指导其相关建设工作。例

如，2024年底陆续出台的《北京市自动驾驶汽车

条例》《广州市智能网联汽车创新发展条例》及

《武汉市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促进条例》均对数据

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为智能网联汽

车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示范区数据平台建设

从 2016年开始，我国先后在多地建立了智

能网联汽车国家级测试区、先导区和示范区，大

力推进智能网联汽车及其相关产业发展。这些

示范区不仅为智能网联汽车功能应用提供了测

试验证的物理环境，还通过数据平台建设，积累

了大量技术和管理经验[23]。
虽然不同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各具特

色，但每个示范区在功能测试和运营过程中都

十分注重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分析和应用。

通过相关数据平台建设，它们在交通管理、公共

安全、环境监测等方面表现出高质量的服务能

力，同时也为科研机构和企业提供了丰富的数

据资源，促进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落地（表 3）。

（三）城市级数据平台建设

当前，随着智能网联汽车技术的持续进步

和应用场景的日益丰富，构建高效、全面的城市

级数据平台已成为推动智慧交通和智慧城市发

展的关键一环。相较于各区县针对示范区或测

试区建立的小规模数据平台，城市级数据平台

凭借其强大的统筹协调能力和广泛的区域服务

能力，在促进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和提升城

市 交 通 管 理 水 平 方 面 发 挥 着 不 可 替 代 的

作用[24]。
在具体实践中，城市级数据平台的建设需

精心规划，确保与其他各类平台之间形成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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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部分示范区的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的互动协同关系，其相关工作包括政策与标准

制定、数据标注与整合与管理、授权运营与安全

保障、协同创新与生态构建、公共服务与民生改

善等多个方面。

第一，城市级数据平台的建设应基于明确

的政策导向，确保数据的合法合规采集、存储、

处理和应用。在此基础上，制定统一的数据接

口标准和数据交换协议，促进不同平台之间的

数据互联互通，降低数据整合的难度和成本。

第二，城市级数据平台需要整合来自智能

网联汽车、交通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系统、环境

监测等多个领域的数据，形成全面、准确的数据

资源池。同时，建立高效的数据管理系统，实现

数据的实时更新、清洗、校验和存储，确保数据

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第三，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城市级数

据平台需要建立合理的授权运营机制，允许符

合条件的第三方机构或企业访问和使用数据平

台上的数据资源。数据平台则必须加强数据安

全防护，采用先进的加密技术、访问控制技术和

数据脱敏技术，防止数据泄露和滥用。

第四，城市级数据平台应成为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创新的重要支撑，通过数据共享和开放，

吸引更多的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参与技术创

示范区

北京亦庄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上海嘉定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广州黄埔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重庆两江新区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长春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武汉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深圳坪山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杭州云栖小镇智能网联汽车示范区

数据平台

全要素、全方位数据采集

5G通信，分布式存储计算

交通分析、智能调度等应用

形成多源统一的数据平台

高精地图定位和路径规划

云计算支持，开放数据接口

大数据和云计算实时处理

V2X通信，高效边缘计算

多部门协同，数据共享管理

全面的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交通智能化管理数据平台

车路协同，安全和隐私保障

高可靠性数据传输与存储

多源数据融合，综合分析

网联车智能调度，环境监测

数据分析，智能交通管理

5G通信，低延迟实时传输

多部门协同，数据共享管理

大数据的智能分析和应用

车路协同，开放数据接口

数据管理，安全和隐私保护

大数据和云计算实时处理

数据融合，智能交通管理

数据开放和共享，促进创新

功能服务

实时交通优化，减少拥堵

自动驾驶测试，数据积累

提高道路安全监控和预警

优化交通管理，提高效率

为城市规划布局提供支持

支持环境监测与治理

交通智能控制，优化通行

优化资源，缓解停车难问题

智能充电管理，提升效率

智能交通管理，减少拥堵

数据分析，公共安全预警

自动驾驶测试，技术应用

交通信号控制，减少拥堵

支持环境监测与治理

优化公交调度，提高效率

优化交通信号，服务通行

公共安全预警，减少事故

自动驾驶测试，技术发展

交通调度控制，减少拥堵

智能管理，缓解停车难问题

自动驾驶测试，数据积累

优化交通信号，服务通行

智能管理，缓解停车难问题

自动驾驶测试，数据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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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和产品研发。在协同创新的基础上，推动形

成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生态，促进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的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汽车竞争力

和创新能力。

第五，城市级数据平台还必须充分利用其

丰富数据资源，为城市交通管理、公共安全、环

境保护等领域提供科学决策支持，通过数据分

析和挖掘，为市民提供更加精准、个性化的出行

服务，更加舒适和愉悦的驾乘体验，真正实现

“出行即服务”，提升市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四、城市智能网联

汽车数据平台建设挑战

当然，城市级数据平台不同于过去示范项

目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测试平台，其系统结构和

功能运行都有着更高的复杂性。从长期可持续

运营角度来看，其建设工作面临一系列现实

挑战。

（一）主体关系协调与统筹

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

台的建设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和单位的合作参

与。一方面，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

通常由当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或类似的政府机

构牵头推动；另一方面，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应用

试点建设则可能由相关研究院、科技园区管理

公司或专业的大数据服务机构负责。此外，城

市级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的规划与实施，则

需要当地数据管理局等部门统筹推进。

在前期应用示范探索阶段，各城市的相关

部门和单位都充分发挥其专业职能，积极参与

项目系统开发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随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深入发展和系统化推

进，各城市普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进一步梳理

和优化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关系，确保数据平台

的集中建设、数据的协调管理以及数据标准的

统一规范。

具体而言，各城市需要警惕和避免以下风

险和问题：

一是数据平台重复。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和

协调，不同部门或单位可能独立建设多个数据

平台，导致资源浪费和数据孤岛现象。

二是数据管理分散。各部门之间的数据管

理缺乏有效衔接，导致数据整合和共享困难，影

响数据的综合应用和价值挖掘。

三是数据标准不统一。由于各部门采用不

同的数据标准和格式，导致数据难以跨系统、跨

平台共享和互操作，限制了数据的广泛应用和

深入分析。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各城市则需要加强顶

层设计和政策引导，明确各单位的职责分工与

协作机制，通过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及接口规

范，促进数据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应用，并在此基

础上，推动数据平台的统一建设与集中管理。

（二）数据价值挖掘与释放

目前，在全国很多城市数据平台上联网注

册的新能源智能汽车数量庞大。这些车辆通过

各种先进的数据收集渠道，如车载传感器、车辆

控制系统、通信网络等，产生了涵盖车辆行驶、

充电位置、车身监控、碳排放情况等多方面的信

息。这些信息对应于几十类、数百项数据属性，

为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极为宝贵的信息

资源。

尽管这些数据蕴含着大量的高价值信息，

但各城市在数据收集和处理过程中却面临一些

共性挑战。例如，各平台差异化的数据收集渠

道，使得所获取的智能网联汽车数据格式多样、

结构复杂，给数据整合和分析带来了不小的难

度；数据收集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数据的完整

性、持续性难以得到保证，增加了其分析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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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数据产权界定不

清、共享机制不完善等原因，各方面数据资料还

没有形成完善的数据资产。这些都导致数据背

后的巨大价值仍然有待深入挖掘和利用，无法

充分发挥其在智能交通、城市规划以及智能驾

驶个性化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潜力。

因此，全国各城市在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

台建设方面，需要重点关注数据的全流程管理

和权属关系问题，在数据标准化整理的基础上，

加强技术研发与创新，提升数据的处理和分析

能力，为汽车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智慧城市的

全面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三）应用模式开发与运营

数据平台建设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升城市的运行管

理水平，促进能源与环境保护，保障交通安全及

隐私。而要实现这些目标，则必须建立坚实可

靠的功能应用模式。它不仅要求对上下游数据

产业链进行有效串联，形成紧密的合作与协同

机制，还要构建起良好的数据开发和运营生态，

通过一系列明确且贴近实际需求的应用场景，

将虚拟空间中的数据价值转化为现实世界的经

济社会价值。

然而，全国各城市现有的智能网联汽车数

据平台大多是基于特定应用示范项目建设的，

主要用于智能网联汽车相关功能的测试和有限

范围的体验展示。尽管在新能源汽车购置补贴

等政策的驱动下，大多数车辆都主动接入到了

当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或相关机构的数据平

台，但数据收集的整体成本仍然较高。与此同

时，相较于高昂的数据收集成本，真正落地并产

生显著经济社会价值的数据应用还十分有限。

这导致数据资源的利用效率不高，数据的价值

挖掘和转化能力不足，严重制约了我国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通过新能源技术和

智能驾驶技术的研发应用实现了弯道超车，逐

步超越欧美及日韩传统车企。当下，智能网联

汽车正是汽车产业发展最热的赛道，带来巨大

的产业升级机会和经济社会效益。量子计算、

神经拟态芯片、元宇宙等前沿技术在汽车领域

的应用使得智能驾驶、自动驾驶大模型智算中

心建设将成为趋势。然而，当前自动驾驶的整

体产业规模还不够大，产业集群式发展尚显不

足。在政府如火如荼进行智慧基础设施建设的

同时，车企的参与意愿较低，极大地影响了协同

发展进程。根据调研，当前自动驾驶全产业链

依然以亏损为主。2021年至 2023年，我国某家

全球领先的 L4级自动驾驶科技公司的研发支

出分别为 4.43亿元、7.59亿元、10.58亿元，而这

三年的营收分别为 1.38亿元、5.28亿元、4.02亿
元。另一家头部自动驾驶企业估计，在现有的

经济形势下，未来 3~5年没有可能实现盈亏

平衡。

正因如此，各城市在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

台建设中，需要更加注重数据的应用价值挖掘

和实际效益产出。一方面，通过优化数据收集

和处理流程，降低数据收集成本，提高数据质

量；另一方面，在加强数据分析能力的基础上，

开发更多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数据产品和

服务。

结语

智能网联汽车的规模化运营，离不开完备、

优良的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支撑。而城市智能网

联汽车数据平台建设，则是当前智慧城市建设

与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交汇点、重大突破

点。面对日益增长的智能网联汽车数据需求，

许多城市在政策和示范项目的支持下已初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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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起相关数据平台，并在数据收集、处理及应用

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然而，城市级的数据

平台建设仍然面临诸多挑战。

面对挑战，其相关建设工作需要进一步强

化顶层设计，明确政府部门间的权责关系以及

企业、社会的角色定位，在技术标准、接口协议

和政策法规制定的基础上，形成系统化的发展

蓝图。从数据存储、管理和应用角度来看，它并

不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数据体系，而是要充分

利用现有的功能服务平台，在资源整合与协同

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广泛、安全的数据应用生

态。而面对复杂的国际外部环境，智能网联汽

车的数据采集和应用也还需要与当前国际标准

充分衔接，有意识地引导和加强规则设置上的

国际合作。

当然，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建设只是应

用创新的起点，并不是终点。在数字空间与现

实世界之间，要实现数据的价值闭环，构建城市

智慧治理体系，除了要有系统化的数据平台外，

还需要有准确的数字孪生模型、可靠的部门协

作机制和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作为支撑。只有

通过相关要素的良性互动，才能充分释放数据

价值，推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提升城市交通管理与服务水平。但我们也必须

认识到，这是一个持续且阶段性的发展过程，数

字孪生模型的精度会由粗到细，部门协作机制

的作用效果会由静态协调转变为动态反馈，而

法律法规的制定也需要充分考虑效率、安全和

应用规模等多因素间的平衡关系。

未来，随着制度型开放和地方改革创新的

推进，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也必将突破城市

的界限，成为跨区域智慧交通出行的重要基础

设施。除了更先进的软硬件系统，通过资格体

系异地互认、道路体系异地开放、监管体系异地

协同，它能够为区域智能网联汽车应用提供底

层支撑，成为智慧化、多样化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的数字联通网络。目前，广州、珠海、深圳已经

开始在粤港澳大湾区积极规划建设国内最大范

围的城市群级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平台，为区域

性智能网联汽车应用发展树立了很好的标杆。

相信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成熟和政策的持续完

善，中国一定能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继续保持

领先地位，为全球智慧交通发展注入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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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学：跨学科视角下的内容、风险与
保障

■ 杨卡

摘要：当前城市正面临深度不确定的复杂风险，但以城市安全问题为研究核心的综合性学科尚处

于起步发展阶段。为明确城市安全学的研究范畴、建立系统化的学科框架，本文探讨了城市安全学的

学科特征，搭建以城市社会安全、城市经济安全和城市生态安全为核心的城市安全基本范畴，阐述了

自然、物质和社会三种形态的城市安全风险驱动因素，以及面向韧性城市建设的多元保障和技术体

系。本研究在城市安全学领域开展的基础性工作，有利于完善学科研究框架。

关键词：城市安全学；城市风险；韧性城市；灾害防御

【中图分类号】D631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5.01.0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津冀人口空间结构演变趋势、动因及其对策研究”（20BRK021）、国际关系

学院中央科研业务费项目“国家生态安全韧性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3262024T17）研究成果。

引言

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的核心形态，汇聚人类

艺术、文化、技术与财富的最高成就，并因此承

担着关键的安全防护职责。城市起源与防御和

安全需求紧密相连：或为躲避外来的侵袭，或为

逃离普遍的无序状态，是人类规避、减少、克服

风险和寻求获得安全的一种空间实践的选择[1]。
城市发展史实质上是人类对抗自然灾害、应对

风险挑战的历史。尽管全球各地的自然环境、

气候条件和社会结构存在差异，但在城市选址

与建设过程中，旨在减轻灾害影响、降低风险、

抵御外来侵犯以及保障安全的目标是普遍一致

的。现代城市因人口、要素更密集、多元，风险

因素也更复杂多样，对安全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城市安全涵盖城市范围内的人、财、物、地

及各种正当活动的安全[2]，追求城市免于威胁和

危险，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资源供给等方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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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保持动态稳定与协调，面对灾害、事故或突发

事件干扰时能够有效防范和应对，其出发点和

归宿是人的安全利益，聚焦人的生命、财产及其

依存环境的安全。当前城市安全所面临的挑战

日益复杂多样，自然灾害、传染病、社会冲突及

恐怖袭击等风险因素，呈现出多元交织、叠加和

互动的系统性特征。这使得单一维度的研究难

以提供全面而有效的解决方案，因此亟须建立

完善整合的城市安全学科体系，并明确其学科

定位和研究范围，构建一个系统化、协调化的学

科框架。这一框架应整合地理学、环境科学、灾

害学、社会学、政策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与实

践，旨在防范多维度的城市风险，增强城市安全

韧性，以应对未来的深度不确定性。

一、城市安全学的学科特征

（一）聚焦城市的本质属性

城市安全研究以维护城市安全为实践目

标，而护卫安全恰是城市的成长动力和最本质

属性。城市安全给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提供

了保证；反过来，这些秩序又使得城市得以不断

壮大，社会持续繁荣[3]。城市通过各种防卫设施

与技术，以及建立起的武装力量体系，以抵御外

部力量入侵并维护内部秩序，这有利于政治、社

会稳定，有利于城市内部生活、商业和其他社会

活动的开展，也因此逐渐聚集大量人口、资源和

财富，带动产业、经济发展，并推动文化与艺术

演进。在城市安全保障减弱时期（例如罗马帝

国衰落），人口会逐渐迁徙至更安全的地带[4]。
一旦有外敌入侵成功，之前的城市文明则往往

会遭受重创，无论是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公元

前 650年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还是印度的哈拉

帕城，以及美洲最初的大城市都印证了这一点。

现代城市承载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

多重中心职能，在地域甚至国家中占据重要地

位。城市已成为人类文明发展演变的核心空

间，同时也是护卫人类各方面安全的重要场所。

城市要素构成与系统运行的复杂性与日俱增，

城市人口和要素高度密集，各种经济、社会活动

多元化，城市内部和对外联系加快加强，在瞬息

万变的变化中，任何风险因素都可能导致事故、

灾害或危机，让城市中的人面临伤害或生命威

胁，将事物置于不安全、被毁坏的境地之中。现

代城市对安全的需求既包括避免暴雨、狂风、地

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侵袭，也涵盖防范暴力

伤害、恐怖袭击、危化品爆炸、建筑物坍塌等突

发事故，还涉及防治大气污染、水源污染、电磁

辐射、生物入侵等危害。因此，城市安全学需聚

焦城市的多重安全属性，以指导构建对城市人、

财、物和环境的多层次、体系化安全保障。

（二）以提升城市安全韧性为目标

韧性是指城市在遭遇干扰后，能够维持基

本功能、迅速恢复并适应长期变化的能力[5-6]，
其涉及城市系统的鲁棒性、稳定性、冗余性等多

个方面。这些特征共同作用，使城市能够更好

抵御、应对和适应各种风险挑战[7-9]。现代城市

需面对诸多复杂的自然、社会、经济和政治风

险，且要应对未来科技变化、人口演变和全球化

进程等不确定性。因此，只有建立高韧性的城

市体系，增强城市应对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的

能力，减少灾害可能带来的损伤，提升城市应对

和适应未来变化的能力，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城

市安全。城市安全研究需要以提升城市安全韧

性为目标，建立韧性城市建设、发展、评估的模

型框架，协助并鼓励不同层级的政府、管理者和

社会组织参与进来，探索多元化、本地化的韧性

城市发展路径。

（三）作为国家安全学的微观基础

城市安全学囊括了一系列具体而微观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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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问题研究，有助于拓展国家安全学的研究视

野和分析路径。城市是国家这一复杂系统的关

键次级系统，核心城市的稳定和安全对整个国

家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具有关键而决定性的影

响。许多国家安全问题最初在具体的城市空间

中迸发，并进而波及整个国家。将城市安全学

视为国家安全学的一个独立子领域，可以使我

们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并应对各种安全

问题，将在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中发挥不可忽

视的重要作用。对城市安全学的深入研究和理

解，有助于我们构建全面的国家安全观，进一步

推动国家安全学的发展。

（四）跨学科体系下多元融合的方法论

目前，城市风险、城市灾害、城市犯罪空间、

城市社会冲突与城市应急、规划、管理等学科领

域都取得了丰富成果，研究粒度愈加细化，研究

视角和方法不断创新，这为城市安全学的建立

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城市安全学的方法论

体系也必然是多元化且跨学科的。基于所研究

的城市安全问题的不同，可选择定量、定性及混

合研究的不同方法。在定量方法中，可选择统

计分析、数据挖掘、建模与模拟技术、地理信息

空间分析等，确保数据的精确性，依托大数据的

强大处理能力，以深刻洞察特定的城市安全挑

战，有效揭示并预测城市安全问题的动态演变

及政策绩效。在定性方法中，可依托案例研究、

访谈、观察与文本分析等，观测特定安全事件的

群体反应及决策效果，获取多主体、多角色基于

城市安全问题的主观感知和实际经验，通过真

实、及时的信息深入了解社区情绪和人文情景，

以更恰当、有效地解决复杂城市安全问题。城

市安全学方法论的核心原则是多学科融合，通

过跨学科知识融合与多元背景人员的参与，共

同应对城市安全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以确保学

科研究方法可靠、技术先进和效率最优。

二、城市安全的基本范畴与研究体系

城市安全学科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构建其研

究框架，建立起涵盖城市安全内容、影响因素和

保障三个层面的知识体系。其中，城市安全内

容，也即城市安全的本质及基本构成，是城市安

全理论体系的核心。根据城市体系运行特点、

要素构成及其本质属性，城市安全内容应包含

城市社会安全、城市经济安全、城市生态安全三

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城市社会安全主要核

心是人的安全，城市经济安全主要核心是物资

安全，城市生态安全则以依存环境安全和可持

续为核心（图 1）。根据对人、物资和环境影响的

重要性，进一步划分次一级安全领域的归属，如

城市交通安全、城市治安、生产安全等虽涉及物

资安全，但更攸关人的生命安全及其安全感知，

因此归入城市社会安全之中。而诸如政治安

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网络安全、文化安全等

属于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但其管理主体和影

响范围一般不局限于单一城市空间，只有在特

殊情况下如首都城市的政治安全、边境城市的

国土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不具有普遍性，

暂不列入核心讨论范畴。

图 1 城市安全学研究内容体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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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社会安全：基于人本理念的多元

机制

学者们对于社会安全的理解往往基于人本

理念，对其界定常以人的生命安全和免受威胁

为核心。广义上的社会安全涵盖经济、政治、文

化、科技等诸多领域，指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运

行与协调发展[10]，社会风险较小或可控；狭义上

的社会安全或侧重于社会安全保障[11]，或关注

和谐的社会环境、良好的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群

体与个体的安全等[12-13]。城市社会安全的狭义

界定，是与城市经济安全、城市生态安全等相对

应的，重点关注城市中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以

及协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主体是人的安

全，包括城市市民和来访人员的生命安全、心理

安全，以及人在城市生活、生产等活动中的安

全，具体涉及生活、生产过程中的城市交通安

全、城市治安、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城市食品安

全和城市生产安全等内容。

其中，城市交通安全需要保证城市交通系

统中人与车辆的安全，交通系统顺畅运行，减少

交通事故数量，降低事故带来的人员伤害和车

辆、财物损失。城市治安研究则关注如何维护

城市治安、降低犯罪率，减少骚乱、暴力和恶性

犯罪对城市中的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害，分析建

成环境、社区互动、收入调节、制度法制等多个

维度的影响。生产安全方面，研究构建城市生

产安全防控体系，探索如何有效控制危险因素，

促进监测、预警等技术创新。公共卫生安全方

面，以提供动态保障实践为目标开展理论探索：

如何提供有效的通风条件以减少病菌累积；高

效处置废气、污染物，降低汽车尾气和生活、工

业废气等的危害；发挥城市生态系统功能，提升

其自净、调节能力；培育良好的公共卫生意识和

公众行为习惯，削减传染病的传播力；完善法律

法规和制度建设，做好应急物资储备和疏散空

间建设，构建灵敏、高效的疫情综合监测预警

体系。

（二）城市经济安全：基于物质保障的评估

框架

经济安全的内容涵盖产业安全、商业安全、

金融安全、财政安全、市场安全等领域，包含了

经济制度安全、经济秩序安全、经济主权安全、

经济发展安全等维度。随着近几十年来发展中

国家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在全球范围内重回经

济中心地位，并持续依赖人力资本和密度带来

的经济效益[14]。经济安全毫无疑问构成现代城

市安全的核心内容。国家经济安全中的部分内

容是无法单独在城市这一空间层面讨论的，因

此在进行城市安全领域划分时需做出筛选，将

不适宜划入社会和生态领域且与城市经济密切

关联的安全领域划入城市经济安全范畴。

城市经济安全，包括城市经济系统所依赖

的资源支持系统安全和经济过程安全，重点在

于城市中财物的安全及经济发展的安全，城市

经济运行稳定、均衡和可持续发展，不过度依赖

外部资源、市场，免受外界经济波动的剧烈打

击。对于城市来讲，能独立探讨的与经济相关

的安全内容主要包括城市金融安全、城市产业

安全、城市财政安全等，其重点维度是城市经济

秩序安全和城市经济发展安全。其中，城市经

济秩序安全是指城市能维持良好的生产、流通、

分配秩序，能够免受经济危机、金融波动、市场

动荡等的威胁，或受冲击后能较快恢复正常运

行的状态。实现城市经济秩序安全，需要城市

有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完善的经济管理体制，以

及能够有效抵御危机、调节波动的政策工具和

应急机制。城市经济发展安全，表现为城市随

时间推进和外界环境变化，而能够持续发展、不

断演进的能力。首先，应保证城市经济增长韧

性，保持经济活力和竞争力，保持持续稳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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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避免产业衰退带来的经济衰落。其次，需

确保经济结构韧性，推进城市经济结构优化升

级（虽然可能会短暂加大经济波动的幅度，但从

长期来看能有效抑制经济周期性波动）。再次，

培育城市经济演进韧性，促进城市经济不断调

整自身要素和结构，以适应长期外部环境变

化[15]，促进城市经济系统从一个平衡态向另一

个平衡态有效跃迁。

（三）城市生态安全：依存环境的动态平衡

城市生态是居民和经济活动的重要依存环

境，对城市系统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

影响到城市的兴替存亡。城市生态安全与城市

社会安全、城市经济安全一起，同属于城市安全

的重要领域。城市生态安全是指城市中生态系

统保持健康、完整和可持续，并与周边自然支持

系统之间形成的长期稳定的反馈调控机制，能

够免受生态环境问题的威胁、有效应对人类活

动和自然灾害的干扰与侵害。

城市生态安全包括城市资源安全、城市环

境安全和城市生物安全三个方面重要内容。其

中，城市资源安全要求资源数量充裕，能够保障

生产生活需求和战略需求，同时资源品类多样、

品质较好、供应稳定且来源多元。城市生物安

全则体现城市保护居民和生物免受生物威胁的

能力，涉及动植物疫情的防控，以及防范外来物

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等重点领域。城市环

境安全指城市居民和社会组织的活动环境，包

括大气、水、植被、土壤等的安全、稳定与不受污

染和威胁，涵盖城市大气环境安全、城市江河湖

泊的安全、城市土壤和植被的安全等范畴。

三、城市安全的风险驱动因素

影响城市安全的因素包括城市的地理区

位、气候特征、地质特点、资源禀赋等自然条件，

也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特色、交通状

况、科技实力、政府管理能力等社会条件。这些

条件的影响大都具有双向性，可能对城市安全

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对城

市安全产生威胁，我们把这些因素称作影响城

市安全的一般因素，需充分发挥其有利作用，避

免其潜在危害。而有一些因素，比如地震、洪

水、热浪、旋风、爆炸事故等，它们常常给城市安

全带来威胁，而不会对城市安全产生正面作用，

这些因素是城市安全的风险因素，属于城市灾

害或危机的重要诱因（图 2）。

城市安全学研究需以风险因素为核心，探

讨各领域风险的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为城

市安全管理决策提供可靠依据。城市风险可以

理解为城市中的灾害或危险以及相关事件发生

的概率，及可能引起的不良后果。城市风险因

素则是诸多致灾因子和可能引发事故的因素，

图 2 城市安全影响因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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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要来源有以下三种：

（一）多层次、相依赖、动态性的自然风险源

自然风险源是自然形成的、可能引发城市

风险或造成灾害的物质或其属性，一般涉及地

质地貌、地表、气象气候、水文等不同方面。其

中，地质地貌风险源包括地震带、具有喷发可能

的火山、有土体或岩体的斜坡、有大量泥沙石块

的山沟谷或山地坡面、下有岩洞的区域、冻土或

熔岩区域、疏松易流失的土壤；地表风险源主要

是可能发生火灾的森林和草地、易损的植被；气

象气候风险源包括气旋、暴雨、强风、雪灾、高

温、干旱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极端天气的气候特

征；水文风险源包括江、河、湖、海等及其邻近区

域、河道、水库、堤防、积雪的山坡、低洼不易排

水的区域。

其中，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极端

天气事件将是本世纪危及城市的最重大的自然

风险源。历史数据显示，洪水、热浪、旋风等灾

害数量数倍增长，未来可能还会加剧。1970—
2000年间，平均每年发生 90~100次大中型灾

害，但这一数字在 2001—2020年间上升为每年

350~500次，预计到 2030年全球大中型灾害的

发生频率将达每年 560次，日均 1.5次[16]。近年

来全球风险指数屡次将气候风险列在首位，灾

害带来的损失也让我们深刻反省。突发灾难的

破坏性无可比拟，可以瞬间摧毁几十年的进步，

甚至让存续几百年的城市毁于一旦。

自然风险源系统具有较强层次性、动态性

和子系统的相互依赖性。自然灾害具有多层次

的致灾因子，各因子的作用大小、方式和致灾概

率各异，且各因子往往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构

成结构复杂的自然风险因子复合系统。如泥石

流的致灾因子包括地形、地质和降雨因子，以及

更具体的流域面积、高程、相对高差、纵坡比、地

层岩性等，它们均能影响泥石流发生概率，但未

必同时发生作用，在各城市有不同组合方式和

关键因子。

（二）结构化、多尺度的人工物质风险源

人工物质风险源是易于引发风险或灾害的

由人工建设的物质、构筑物或场所，包括油、气、

易燃易爆等危化品及其储存、使用的设施和场

所，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设施，电力线网、地

下管廊等基础设施，施工现场和地下矿井等工

程和生产设施，以及大型活动现场、车站等人员

密集场所等。随着城市产业、经济活动多元化、

复杂化，城市中人工物质风险源种类及其生产、

存储和运输过程中所潜藏的风险均大幅增加，

且在特定空间范围和时间区段高度聚集，呈现

空间、时间上的结构化特征。

同时，城市形态通过其在不同尺度上的物

理特征和空间布局，对城市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在宏观尺度上，城市的整体结构、规模、发展类

型、人口与就业分布、集聚程度和景观连通性共

同决定了城市的适应能力和对外联系的强度，

从而影响城市在面对自然灾害、气候变化或社

会经济冲击时的韧性。在中观尺度上，社区和

区域的结构、多样性、交通网络、生活便利设施

的可达性、开放空间和绿地的布局，共同塑造了

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力和居民的生活质量，进而

影响城市对突发事件的响应能力和恢复力[17]。
在微观尺度上，建筑布局、街道峡谷的几何形

状、建筑类型和街道设计等直接影响居民的日

常活动、能源消耗和舒适度，同时也关系到紧急

情况下的安全疏散和救援行动的效率。

（三）复杂交织的城市社会风险源

城市安全的社会风险源来自社会经济结构

演进和变化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和运行状态，

包括失业、通货膨胀、收入差距扩大、经济产业

衰退和拆迁与邻避设施矛盾等，也包括恐怖袭

击、人身攻击与财物抢盗等[18]个人或群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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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人口失业将对城市社会构成较大风险，会

直接或间接导致相关的贫困、犯罪和阶层矛盾

等问题，极端情况下甚至导致城市群体性事件

爆发和社会动荡不安。通货膨胀造成的生存危

机、生活困难和产业问题都对城市社会构成威

胁。行业差距、城乡差距等是城市社会矛盾的

重要根源，过大的差距和分化不仅引发低收入

群体的生存困难和心理失衡，加剧群体之间、社

会成员之间的恶性竞争，还会带来社会阶层之

间的对立、矛盾和冲突，严重时会危及城市社会

稳定。城市经济不景气或产业衰退会导致市民

失业和收入降低等问题，进一步引发社会矛盾。

城市中拆迁类矛盾和邻避设施建设中的矛盾问

题如果得不到较好的处置，有可能积累演化为

群体性事件，甚至危及城市安全。

四、面向韧性城市的安全保障策略

提高城市安全水平和抵御灾害风险能力需

要果断决策和行动，需要关注长远目标而不是

囿于眼前利益，需要将抗灾能力和城市韧性提

升放在重要地位，凝聚政府注意力和社会共识，

出台并执行更为有力的政策，进而提高风险灾

害应对的速度和效率。抗灾能力建设需要每个

人的参与，是个人、家庭、企业和政府的共同责

任。现代抗灾体系中更应重视城市、县与区等

共同构成的多层次组织系统的作用，重视社区

和家庭行动，并将基层韧性与城市总体韧性紧

密连接起来，构建包括评估、规划、应急和综合

治理的层层嵌套、有机协作的城市安全保障体

系。城市安全学研究需要以提升城市韧性为目

标，综合多领域、跨学科的保障策略和安全技术

研究视角，推动建设完善的城市安全保障体系。

（一）城市安全性评价及多维指标

城市安全性评价主要评估城市安全的状

态，以及城市在生态、社会和经济方面保持稳

定、可控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衡量城市运行状态

与理想安全状态的差距。

城市安全性评价重点关注对城市生态、社

会和经济安全的综合评估或细分领域评估（如

生态安全评价又可以细分为城市环境安全评

价、城市资源安全评价、城市生物安全评价等）。

不同领域的安全评价，会关注特定领域的影响

因素和风险因素，评价的结果也为特定领域的

城市安全管理提供科学指导。学者们在学术研

究中常常对特定领域的城市安全性进行评价，

根据城市安全的相关要素衡量城市在社会、经

济、生态等领域的安全性状态，并形成了一些较

为常用的评价要素和指标体系。如衡量生态安

全性的“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概

念模型，衡量经济安全性的经济增长、产业结

构、收入差异指标、对外连接度、财政收支等指

标，衡量社会安全性的交通安全、生产安全和社

会治安方面的指标。

同时，目前不少学者在风险分析和评估的

基础上，基于能力恢复说[19]、扰动说[20-21]、提升

能力说[22-23]等韧性理论，结合风险危害、社区韧

性、设施水平、风险应对能力等综合要素，对城

市安全性进行系统评估。城市空间韧性评估

中，常常依托基础设施韧性、制度韧性、经济韧

性、社会韧性等不同维度，或针对韧性城市应具

备的多功能性、冗余度、模块化、多样性、网络联

结性、规划适应性等不同特质，或依据城市系统

吸收外界扰动、学习和再组织、快速恢复正常和

软硬件应对能力[24]等方面，进行多层次、全面性

的分析。

（二）城市风险及灾害评估模型构建

城市风险及灾害评估也可以根据关注的重

点进行细分。例如，根据灾害来源可以划分为

城市自然灾害评估、城市人为事故灾害评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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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技术灾害评估等；根据评估和事故发生的

时间先后次序划分为灾前评估、灾中评估和灾

后评估等类型。健全的灾害评估体系能够帮助

我们保全已有的社会成果，保护城市中的人员、

设施、财务和生态系统。通过城市灾害风险评

估，能够更清晰地把数据呈现在公众视野，更准

确地预知城市可能面临的灾害，并提出可行、有

效的应对举措，以便更有效地进行灾害管理。

风险的产生可能是客观的和自然的，但我

们对风险的评估却必然存有一定的主观性。风

险可以理解为危险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乘以其后

果，或灾害造成某种严重后果的可能性。一个

可能是灾难性的事件，例如 7.0级的地震，会造

成整个城市的破坏，但却是一个极低风险的事

件。而极端高温或暴风雪等普通事件单独发生

时可能不会造成重大影响，但因为它们发生的

概率非常高，在累积考虑其频率和危害时，它们

却构成较高的风险。因此，对风险源的分析需

要综合考虑其危害的程度和发生的概率。

（三）城市防灾规划战略设计及实施路径

城市防灾规划在城市安全保障中占据核心

地位。它系统地辨识与评估自然灾害与人为灾

害的风险，精准定位城市面临的主要威胁，并据

此设计相应的防控与应急措施。这一规划涉及

工程技术、政策法规、管理体系、经济支撑及公

众教育等多个维度，旨在全面提升城市的防灾

韧性，最大限度减少灾害可能引发的损失。

合理的空间布局与基础设施规划，不仅强

化了城市的抗灾能力，更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与经济社会的平稳运行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

科学预测城市的潜在风险，制定出既具前瞻性

又切实可行的应对策略，确保规划方案与实际

操作紧密衔接。城市防灾规划研究需采用多维

度的分析框架，研究范畴涵盖灾害风险的识别

与评估、防灾战略的制定与执行，以及灾后的恢

复与规划维护，研究方法应融合定性与定量分

析，运用模型模拟、历史数据分析及案例研究等

多种手段。此外，跨部门协作、公众的广泛参

与、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等，都将有助于我们

不断优化规划策略，提升防灾减灾的整体绩效。

（四）城市应急体系与社会综合治理创新

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是确保城市安全运行的

复合系统，涵盖预防、应对、处置和恢复等关键

环节。该体系通过整合多元主体资源，形成多

层次、多部门、多功能的网络，依托组织、预案、

资源、技术和法律规范等基础要素，以及应急准

备、监测预警、响应和恢复等活动要素，实现对

突发事件的有效管理。

社会综合治理是社会矛盾、骚乱、暴恐治理

的关键。有效治理需建立在对社会关系运行规

律、群体性事件演变规律及暴力犯罪根源探析

的基础上，采取规范、细致和精准的治理手段。

城市安全学还需要聚焦社会综合治理的创新机

制，探究多元方法和跨部门参与在提升社会治

理效能方面的作用，通过对治理工具特点、实施

方式及效果的研究推进工具优化，通过多维对

比和案例分析的方式推进治理手段更新。

结语与展望

现代社会和城市的复杂性程度进一步提

升，各系统要素的相互作用关系错综多变，城市

面临的新兴风险、极端风险和复杂风险涌现[25]，
未来将在深度不确定的社会情境中迎接更大挑

战。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国家安全学

细化、深化、拓展至城市安全学，是我国在城市

建设实践中作出的主动探索，充分彰显了“以人

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和发展路径的创新。发

展并完善城市安全学科，有助于凝聚各相关学

科理论和实践，促进知识、技术在城市特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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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交叉融合，以更多元、体系化的方式应对

现实城市安全问题，提升城市系统的综合韧性

水平，促进城市治理机制优化和创新。目前，学

科建设的主要任务在于：依托研究内容框架，细

化并拓展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促进学科交叉

融合，形成安全统领下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

研究体系，整合跨学科的知识、方法与技术；在

国家安全、城市规划、城市经济等诸多学科教育

中引入城市安全综合课程，培养具备跨学科视

野和综合、创新思维的人才，以应对未来更复杂

多变的城市安全挑战。

城市安全学科发展需密切关注风险情势演

变，及时引入新技术和新方法，保持学科前沿领

域的持续创新，同时回应最新呈现的安全问题。

结合当前情景和研究进展，预估城市安全学科

未来的研究重点将集中在：从关注应对外界风

险源的防御性安全，转向从城市自身脆弱性和

韧性上寻找出路[26]；聚焦微观层面的社区韧性

提升和安全治理[27-28]，探索多源大数据[29-31]、智
慧响应[32-33]和人工智能等在城市安全治理中的

广泛应用，寻求城市安全管理、应急体系的快速

反应、效率提升和机制优化[34-35]，建筑、街道、空

间设计及城市结构方面[36]的适应性策略，以及

安全城市建设中的多主体协同和社区参与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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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BA

The Network Struc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 Flow Space 4

Wang Qisong, Chen Gang and Zheng Manyin

Abstract: Flow space functions as a pivotal mechanism for cross-boundary integration and development within ur‐

ban agglomerations, complementing the spatial mechanisms established by administrative boundaries to shape ur‐

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By leveraging the theory of flow space,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diverse network

structures with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o Greater Bay Area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

standing of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spatial structures an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velopment strate‐

gies. Specifically, the study constructs and analyzes the economic, technological, and information flow networks

for the years 2015 and 2020, identifying the evolutionary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flow space

network structur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1) The multidimensional flow space networks

of the GBA all exhibit a core node structure centered around Guangzhou, Shenzhen, and Hong Kong, with the net‐

work centrality of Foshan, Zhuhai, and Dongguan gradually increasing; (2) The multidimensional flow space net‐

works of the GBA have gradually shifted from a“Λ”pattern to a“△”spatial pattern; (3) The network correlation

exhibits a hierarchy of economy-technology > technology-information > economy-information; (4) The results of

the QAP regression indicate that administrative relations, the level of science and education, and the transporta‐

tion accessibility have significant and increasing impacts on the multidimensional networks, contributing to the

commonalities in the network structures of the GBA. Conversely, the influenc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dustrial system have decreased, leading to differences in the network structures.

Keywords: flow space; multiple network structures; urban network;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rends, Constraints, and Strategies to Boost Household Consump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a Survey

of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Guangzhou 18

He Jiang and Zhang Xiaoying

Abstract: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consumption patterns of urban residents in Guangzhou based on survey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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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lthough consumption has shown some recovery since 2023, the rebound has fallen

short of expectations. New trends and characteristics have emerged in terms of consumer attitudes, spending con‐

tent, consumption methods, and scenarios. Several constraints hinder the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quality: from

the demand side, there is insufficient consumer willingness and purchasing power; from the supply side, the

adaptability of consumption scenarios to market needs remains inadequate; and from the environmental perspec‐

tive,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and consumer rights protection require further improvement. This study suggests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stimulate consumption, which includes enhancing consumer capacity, boosting will‐

ingness, expanding service consumption, innovating consumption scenarios, developing urban commercial dis‐

tricts, and optimizing the overall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Keywords: household consumption; boosting consumption, consumer willingness; consumption scenarios; con‐

sumption upgrading

City Talks

Exploring Strategic Pathways for China's Urban Development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s：Part I 31

Li Xiaojiang, Qiu Baoxing, Ye Jiaan, Wu Fulong, Lin Chusheng, Fan Zhifeng, He Shenjing and Yi Chengdong

Urban Space

Transforming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Regional Spatial Plan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ol

Rights: A Case Study of the Guangdong Greenways 63

Liu Zheng, Li Qianru, Lu Jingsheng, and Wang Shifu

Abstract: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hinges upon its governance structure. However, this consider‐

ation is often absent from studie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maintenance of regional greenways, a globally popular

regional project for sustainability. Specifically, little research has been done to understand the influence of central‐

ized governance structures on greenway development at the regional level. In this study, we examine three green‐

way schem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to elaborate on the government practices within a centralized institu‐

tional framework and the related challenges in governance. Analyz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rol rights during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is study identifies key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associated challenges of governance

practices under centralized structures.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s been proactively and pragmatically refining

its regional policies to address issues in early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through formulating planning decisions,

conducting policy evaluations, enhancing policy practices, and facilitating multi-level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gov‐

ernments.

Keywords: regional governance; governance structure; control rights; regional green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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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Urban Public Spaces and Its Performance Evaluation 75

Xiao Jing, Jiang Jieru, Liu Huanning, Tao Jianyu, and Cao Ke

Abstract: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fragmented subjectivity of urban public spaces under capitalist production rela‐

tions, characterized by the separation of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the divide between elites and the masses, and

the differentiation of social groups, as well as the supply-demand tensions arising from these dynamics. Guided

by the core principle of the“People’s City”, the study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ur‐

ban public spaces and the orientation toward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and accordingly develops its character‐

istics evaluation and performance appraisal method, addressing three levels of public space needs: material, spiri‐

tual, and participatory. The framework introduces three spatial feature evaluation criteria: usability, representative‐

ness, and constructiveness, as well as six evaluation elements: comfortableness, convenience, recognizability, re‐

gionalism, inclusiveness, and participality, and three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dicators: satisfaction, sense of

belonging, and frequency of use.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while urban public spaces in China have generally

achieved high levels of comfort and convenience, they exhibit significant deficiencies in cultural contextual identi‐

ties and participatory engagement, failing to fully embody the intrin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response, the study proposes a“trinity”construction path and renewal measures of people's subjectivity in ur‐

ban public spaces which includes usability, representativeness, and constructiveness as a whole. And it concludes

that in the context of the“people’s city”,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built by the people”and“built for the people”

represents both the pathway and objective of urban development, emphasizing the necessity of balancing these

two aspects.

Keywords: the people’s city; public space; 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spatial performance evaluation; co-construc‐

tion and sharing

Leaving Space for Poten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Revitalization Strategies of Negative Spaces in Historic

Cultural Districts: A Case Study of the Former Customs Building and Surrounding Areas in Guang‐

zhou 89

Su Peiying, Tang Zhe, and Wang Shaobin

Abstract: Exploring the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negative spaces in historic cultural districts and develop‐

ing corresponding design strategies tailored to the needs of both the space and its users, is vital for the revitaliza‐

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these areas. This approach also facilitates the integration of residential, productive,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Addressing the prevailing“negative interpretations”of negative spaces in domestic planning

and design practices, this study argues that negative spaces are those that exist outside of functional buildings

within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design framework. When these spaces suffer from functional misalignments, care‐

ful planning and design interventions can turn them into dynamic and balanced areas that interact harmoniously

with their surroundings. Using the Former Customs Building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n Guangzhou as a case,

the study examines existing spatial conditions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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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These approaches address issues such as limited spatial appeal and imbalances i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The findings aim to provide practical insights into balancing historic preservation with urban

growth, optimizing spatial layouts, enhancing spatial quality, and fostering urban vitality.

Keywords: negative spaces; historic cultural districts;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spatial regeneration; vibrant cities

Urban Society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No-Litigation”Culture in Urban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Changqing Garden Management Committee in Dongxihu District, Wuhan City, Hubei

Province 100

Huang Kaibin

Abstract: The“no-litigation”culture, rooted in rural China, forms an integral par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t

aligns with the“Fengqiao Experience”, a model of excellent social governance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focused on advancing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no-litigation”culture

within urban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is a significant practice in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the“Fengqiao Ex‐

perience”. Based on a case analysi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within urban communities, strengthening party organi‐

zations, leveraging the authority of senior party members, and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forms of local leadership

can effectively resolve most minor conflicts and disputes at the community level. Additionally, party-led initiatives

that foster emotional authority help to build trust and promote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in‐

tegration of“no-litigation”culture with community-level party development offers a theoretically feasible and in‐

novative approach to urban governance.

Keywords:“no-litigation”culture; Fengqiao Experience; urban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creative transforma‐

tion; innovative integration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Community Partners”: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5W Model of Joint Contribution 111

Zhang Liangguang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the“community partner”model shifts residents from passive service recipients to ac‐

tive partners engaged in joint contribution, broad participation, and benefit sharing. This innovative approach en‐

hances community governance systems, strengthens residents’capacity for self-governance, and addresses cur‐

rent challenges in community management.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5W cooperative production model, analyze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operational logic of“community partners”in the provision of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It is found that individuals, enterpris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the main participants (Who); servic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are the critical stages (When); and the joint contribution process yields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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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outcomes of service provision and value creation (What). Economic incentives, diverse governance need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citizens’qualities drive this model (Why), with regional policy environments and infrastruc‐

ture playing a key role in shaping the forms and outcomes of joint contribution (Where). The study highlights how

the“community partner”model enriches the practice of joint contribution, introduces a complex dynamic mecha‐

nism, and opens new avenues for creating public value in communities. However, it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guiding the public nature of“community partners”and improv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s to maxi‐

mize their positive impact on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Keywords: joint contribution; community partners; community public services; community-level governance

The Role of Medical Social Work in Building Dementia Care Communities: Practical Mechanisms and

Emerging Trends 122

Wang Jinyang

Abstract: Amid the accelerating process of population aging, investigating how medical social work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ementia care communities hold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elderly healthcare

system and advancing the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This article,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medical social workers’

involvement in dementia care in D Community, Beijing, employs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s to analyze the chal‐

lenges of fragmented care and health need confronting dementia patients. Furthermore, it summarizes the meth‐

odological approaches of medical social work in fostering community-based dementia care networks. The study

highlights the role of medical social work in promoting three layers of care communities: emotional communities

(micro-level), resource-sharing communities (meso-level), and collaborative action communities (macro-level). The

study recommends enhancing the service capacity of medical social work, integrat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ad‐

vancing dementia care development from the initial“community formation”phase to the mature“community

consolidation”phase.

Keywords: medical social work; senile dementia patients; fragmented care; elder care community; Healthy China

initiative

Smart City

Building Data Platforms for Urban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Requirements, Current Status, and

Challenges 137

Sun Xuan, Zhao Jia, Xu Yaozong, and Ge Peng

Abstrac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nd connected vehicle (ICV) technologies has led to profoun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nd its deep integration with urban governance, signaling that the con‐

struction of smart cities in the New Era has entered a period of significant breakthroughs. While national and lo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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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support has driven significant progres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CV data platforms within pilot zones, the de‐

velopment of city-level platforms faces multifaceted challenges. These include coordinating and aligning stake‐

holder interests, unlocking and leveraging the full potential of data, and innovating sustainable application mod‐

els. To realize their value and ensure long-term viability, city-level ICV data platforms requi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obust data application ecosystem. This ecosystem must encompass comprehensive lifecycle data management,

seamless cross-departmental data sharing,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domain applications, the creation of a ro‐

bust multi-domain application ecosystem for innovation and growth.

Keywords: intelligent connected vehicles; data platform; smart city; new infrastructure; data application ecosystem

Urban Fronts

Urban Safety Science: Content, Risks, and Safeguard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149

Yang Ka

Abstract: As cities increasingly face uncertainty and complex risks, the interdisciplinary field of urban safety re‐

mains in its early stages of development. This study aims to define the scope of urban safety science and establish

a structured disciplinary framework. It identifies urban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safety as its core compo‐

nents, explores natural, material, and social risk drivers, and proposes a multi-faceted resilience-building and tech‐

nology system aimed at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The foundational work of this study, which focuses on

urban safety, contributes to the further refinement of the research framework within the discipline of urban safety

science.

Keywords: urban safety science; urban risks; resilience; disaster prevention

（Initial Translation: Tingting Wang, MTI Graduate Student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ranslation and Revision: Yunping Niu, Professor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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